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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文　男，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
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
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主
要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1983年，率先提出
“哲学逻辑结构论”，对中国哲学思维进行逻辑结
构的分析，对中国哲学范畴按象性、实性、虚性分
类，突破西方哲学范畴分类法；1985年，率先建构
了“传统学”，把传统学从文化学中分出来，对传
统与传统学的内涵、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结构
作了明确规定和系统阐述，使传统学成为独立的
学科；1987年，建构了“新人学”，率先否定了卡西尔“人是符号的动物”，
提出了“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重新规定了人；1989年，率先提出并建构
了“和合学”，对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
明间的五大冲突，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
提出了化解之道，即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主要著作有：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和合学概论——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中国近
代新学的展开》《周易与儒道墨》《周易帛书注译》《宋明理学研究》《宋明
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朱熹思想研究》《朱熹评传》《走向心学之路》《朱
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退溪哲学入门》《李退溪思想研究》《戴震》《船
山哲学》《和合与东亚意识》《中国和合文化导论》等。主编合著有《道》
《理》《气》《心》《性》《天》《变》《亚文》《中外儒学比较研究》等40
多部。著作多次获国家、教育部、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并获退溪学国际学
术奖。被收入国内各种名人录及英国剑桥、美国、印度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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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政治的中国方案

张明军　 　 李天云

　　摘　要：民主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产生、发展、更替的演变过程。 从自然生长的原始民主到奴隶社会的城邦

民主再到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民主在接续不断的形态演替中得以实现自身普遍性的历史建构，成为全人类的共

同价值。 随着现代民主的分流与演进，社会主义民主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之外的新类型，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中国特色的民主新路、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
政党主导的复合民主为实践要义，开创和生成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在民主价值校准、民主道路拓新、民主制度建

设、民主模式重塑等多个维度彰显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并将打破西方民主中心论与民主原教

旨主义，为世界贡献民主政治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资产阶级民主；西方民主中心论；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０５－１０

　 　 民主处于持续的演替之中，民主原型不等于民

主标准，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既非民主原型，亦
非民主标准。 从自然生长的原始民主、奴隶社会的

城邦民主、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演

进是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趋势。 西方民主中心论与

民主原教旨主义无法粉饰更无法掩盖资产阶级民主

的“伪普遍性”实质及其日趋凸显的结构性、有效

性、正当性危机。 随着民主话语从西方到中国的转

换以及人民民主向全过程人民民主进阶跃迁，中国

开创和生成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彰显出对西方资

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并将打破西方民主中

心论与民主原教旨主义，为世界贡献民主政治的中

国方案。

一、回到历史：民主形态演替再检视

民主是人类社会历经千百年探索、实践、发展形

成的政治形态，政治文明史主要是一部民主形态演

替变迁的历史。 在社会主义民主诞生前，人类民主

史上相继形成了如下三种典型形态。
１．自然生长的原始民主

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问世之前，原始民主并

未进入民主理论视域，古希腊城邦民主在相当长一

段时期内被普遍误认为是民主的最初源头。 随着生

物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对原始社会生活形态、制度

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发掘与揭示，原始先民的民主面

貌得以从历史迷雾中渐进呈现和廓清。 作为原始社

会经济关系的映现，原始民主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
生产资料氏族公有、共同体规模有限的基础上自然

生长的民主制，是氏族成员平等、共同管理社会生活

的初级民主形式，构成人类民主的最初源头。 既有

史料的考证表明，原始民主具有如下特性：第一，氏
族成员人人平等的直接民主。 原始民主是氏族成员

平等共享的民主， 凡属成员即可获得当然政治资格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２２＆ＺＤ１６８）。
作者简介：张明军，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李天云，男，上海交通

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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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围绕公共事务展开议论协商［１］ 。 在进行部落首

领选举以及重大公共事务决策时，氏族成员在全体

会议决议中平等享有表决权、决策权，直接参与共同

体事务的讨论与处理过程［２］ 。 第二，原始民主制中

不存在居于社会之上的支配性力量或制度化特权。
以氏族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财

产，更无建立在生产资料之上的阶级之分。 作为协

调者的部落首领主要负责组织生产分配、调解内部

纠纷以及处理对外交涉等共同事务，其责任远远大

于权力，并未享有支配性力量或制度化特权，反而常

有被罢黜、处死的风险，部落首领之位实为“无人愿

意染指的王冠” ［３］ 。 第三，具有自发秩序的特征，是
一种非建制化的民主。 原始社会处于前国家时代，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原初结构并非政治结构，民主

的展开没有也无需权力建制与权利维护机制的支

撑。 人们依靠习俗、传统和习惯自发展开民主生活，
决策方式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不成熟性，多数意志

的表达主要通过发表辩论意见、调节亲族关系、借助

公众舆论、利用道德压力和阐发解释神意等单纯质

朴的民主方式来完成［４］ 。 第四，原始民主实践呈现

出一定的共性特征。 民众大会、选贤举能、长老辅

佐、习惯维持、舆论监督等广泛分布于原始社会生活

之中，荷马时代希腊的军事民主制与尧舜时代中国

的军事民主制等为后世民主的滥觞发展提供了原初

样本［５］ 。
将民主起点置于更为宏阔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来

看，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在民主发源上是“生而平等

的”：祖先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

中，我们的身上均流淌着自由、民主的血液。 民主既

非古希腊的原创发明，亦非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特有

专利，任何形式的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都必将因缺

乏科学理据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自我言说困境。
当下，民主已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被普遍接受与认

同，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的非线性则预示了民主发

展的多种可能性。
２．奴隶社会的城邦民主

原始民主因子在不同文明体中的存续发展情况

不尽一致，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民主是迄今为止所公

认的奴隶社会时期较为完整典型的民主形态，其成

长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发展条件。 “雅典人国

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

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

外来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它使

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

氏族社会中产生。” ［６］概而言之，雅典城邦民主的勃

兴得益于以下有利因素的支撑：第一，得天独厚的地

缘—自然环境影响了希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商业

文化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培育了雅典城邦的民主精

神。 第二，希腊半岛块状分布的零碎地理版图和小

国寡民的城邦政治格局使民主规模得以控制在有效

动员范围之内，在民主技术手段较为落后的历史条

件下，狭小的城邦政治单位为公民参与提供了适宜

条件。 第三，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被广泛应用

于城邦经济社会生活，为雅典公民参与民主政治提

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奴隶市场的发育、奴隶租赁

业的繁荣和劳动奴隶制的拓展，满足了雅典城邦的

工商业扩张欲求及其劳动力供给需要，成千上万的

奴隶成为公民换取闲暇时间、实现充裕生活的必需

品。 在贵族间以及贵族与平民间斗争的不断推动

下，雅典民主经由梭伦改革与克里斯提尼改革逐步

确立，到伯里克利时代进入鼎盛时期［７］ ，形成了一

种有限的强制性直接民主：一是直接民主。 城邦事

务由公民以直接讨论和投票表决的方式作出最终决

定，公民大会作为城邦最高权力机构，由贵族、奴隶

主和自由民等具有公民集团成员资格的人员组成，
成为公民直接表达意志的主要渠道。 二是强制民

主。 城邦民主未形成内在分权制衡机制和外在监督

制约机制，缺乏自我纠错纠偏动力，以公开投票、陶
片放逐、强制参与等未经缜密审慎设计的制度安排

来推动民主运作，公民自由意志表达在一定程度上

受阻，少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维

护，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之死即是例

证。 三是有限民主。 广大妇女、外邦居民以及占据

城邦人口多数的奴隶均被排斥在公民资格之外，享
受民主权利的公民不过四五万人［８］ ，此种民主实质

是一种少数公民群体为实现对社会多数民众进行阶

级压迫和剥削所建构的在有限范围内推行的奴隶制

民主。
由于生产方式较为落后，人类早期政治实践更

多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 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海

洋文明孕育了古典直接民主，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

大陆文明则发展出了一套精密的专制政治，人类社

会发生了政治形态的大分流，之后此种分流于轴心

时代晚期共同汇集于“通过暴力征服而创建的强大

帝国” ［９］ 。 作为海洋文明代表的古希腊，其民主形

态是典型的奴隶制民主，即在农业较为落后和工商

业相对发达的奴隶制城邦社会中孕育出的一种具有

身份和财产限制的小范围直接民主，此种民主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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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时期共和民主与中世纪限权民主的重要渊

源，并对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

响；而作为大陆文明代表的古代中国，虽然历史上保

留了一些原始民主因子［１０］ ，但其政治进程导向一

种“将王国作为统治者的家产，并置于统治者的官

僚管理制之下” ［１１］的专制形态，此种被马克斯·韦

伯称为家产官僚制的政治形态，以较为发达的小农

经济为基础，以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为架构，具有惊

人的保育性、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１２］ ，孕育出丰

富民本思想和一些朴素、零散的民主思维片段，但社

会生产的分散性、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家产官僚制的

过度早熟、民本政治的调和性等亦导致其未能孕生

出典型的或成熟的民主形态。
３．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

封建社会时期，东方社会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

并未孕育出典型民主形态；西方从古希腊城邦民主

进入古罗马帝国混合政体时期，君主制、贵族制、民
主制相互纠缠，亦未形成典型民主形态。 进入漫长

的中世纪，西方社会进一步被战乱动荡和宗教黑幕

所笼罩，其政治制度整体上属于封建神权专制而非

民主制度。 但历史上的直接民主传统、蛮族入侵带

来的原始民主遗风、基督教基本的伦理原则、封建社

会弥散的权力结构、晚期新兴城市代议体制等多重

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契约民主、等级民主、平等民

主、法治民主、自治民主交织错落、冲突紧张的存续

格局［１３］ ，为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发育提供了社会历

史基础和政治理念前提。 “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

会，实际上就是个体的人逐步摆脱教权和王权的束

缚并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 ［１４］ 在文艺复兴、宗教

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接续推动下，神权至上、君权神

授、王位世袭的封建专制理念让位于天赋人权、人民

主权、平等自由的现代民主学说，资产阶级革命的兴

起与成功牵引西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教权与王

权的博弈以世俗权利的胜利和现代中央集权国家建

构的完成告一段落，现代民主制度在工业革命和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个人

本位的权利逻辑与市场本位的竞争逻辑全面渗透和

塑造着近现代的西方政治制度和公共生活。
随着现代化加速推进，科学技术愈发成为民主

发展的重要动因与支撑条件。 现代化初期，“双元

革命”致使旧经济被碾碎于工业革命的巨轮下，旧
制度被送上民主断头台，民主化有了更为坚实的经

济物质条件和社会文化基础，宪政民主在英国蓬勃

生长并经由美国、法国的发展助推而一度席卷全

球［１５］ 。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驱动下，欧美国家集

群式地踏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以代议制为核心

的现代民主政治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广

泛的参与范围，政治民主化水平显著提升。 然而，西
方民主的指导理论具有不彻底性，实践形态带有明

显的局限性。 其以自然法则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指导

思想，将抽象的人性假设和理性经济人作为拟制逻

辑，秉持社会中心主义的民主进路，基于部分利益党

和有限政府的消极政治形态，为民主运转设计分权

制衡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实为一种商人阶层推动、资
本精英主导和党派分割竞争的资本政治。 经由统治

者及其知识精英代表的自我偏向性改造，“代议”
“选举”“宪政”“自由”等别有用意的政治装置成为

锁定和限制民主发展的一道道紧箍咒，使得西方民

主的现实运作愈发偏离人民主权的思想本质和民

有、民治、民享的本真呼唤，现代启蒙思想家所伸张

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理念在现实运

行中遭遇名实相背、形神分离的实践困境，资产阶级

民主暴露出虚伪性、欺骗性、阶级和历史局限性。 ２０
世纪末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内外交困、弊
病丛生，民主精英化、悬浮化、民粹化加剧了西方治

理遭遇的合法性、稳定性、有效性等多重挑战，否决

政治、剧场政治、民粹运动、贫富分化等问题互相催

化、不断发酵，曾自以为傲的民主灯塔逐渐式微，以
至于人们不得不为人类社会的民主前景与出路作出

新的反思与谋划。

二、民主话语：从西方到中国的转换

西方是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先行者，亦是民主话

语体系建构的先行者。 作为一种经验性产物的西方

民主理论话语本身具有流变性和特殊性，加之各国

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社会性质与政治生态不同，
西方民主理论不具普世价值，反而面临着适用性诘

难。 民主理论话语“西学东用”与民主治理效能“东
升西降”的吊诡现象，也使得人们意识到破除西方

民主中心论和构建自主性民主理论话语体系的迫切

性，这构成当代中国民主发展路径论争的重要背景。
１．西方民主话语的阶段性流变

作为基于资产阶级民主经验形成的特殊理论形

态，西方民主理论并非普世的或普遍不变的理论规

律，而是一种旨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对抗社会主

义冲击的护卫性话语体系，在其阶段性流变中愈发

体现出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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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的 １７、１８ 世纪，西方

民主理论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阶段，其以理性为理

论精神、平等为基本前提、自由为重要基石、法治为

理论核心、分权为理论主张，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实践

批判为基调的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在资产阶级

革命推进过程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集

体出场，围绕天赋人权、世俗民主、主权在民等现代

民主理念展开深刻论证，民主理论批判矛头指向君

主专制和神权统治，显露出反对和破除封建专制的

革命进步色彩，为早期英国、法国、美国的民主革命

提供了思想导引。 在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形成时

期，西方民主启蒙思想家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行

动意识，善于对历史政治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并将之

转化为一般性政治原理，服务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造，
为西方现代民主建构作出了智识贡献，并成为马克

思主义民主观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
进入 １９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同

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也尖锐显现，近代民主理论步

入了保守发展阶段。 诚如马克思所言：“现代工业

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

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
是显 而 易 见 的、 不 可 避 免 的 和 毋 庸 争 辩 的 事

实。” ［１６］自 １８４８ 年西欧开启民主革命以来，资本主

义因前进道路上的阻碍被不断清除而进入加速发展

时期，资产阶级在革命获得初步胜利后开始走向反

动，主流的西方民主理论将批判矛盾转向日益兴起

的社会主义，力图防范、压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虽然一些新兴民主理论具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但
该时期西方民主理论整体上倾向于保守主义。 在近

代民主理论形成时期，托克维尔、密尔以及马克思、
恩格斯等思想家紧贴现实政治生活，对广泛兴起的

革命运动和政治事件进行考察分析，基于大量实证

调研对民主作出理论设计或批判反思，自由民主、代
议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等理论思潮集中涌现，各种民

主话语之间充满张力并拉开了理论争斗帷幕：主流

的西方民主理论致力于为资产阶级民主提供理论辩

护和制度设计，而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兴民主

理论则开启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历程。
到了 ２０ 世纪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

民主制度的基本矛盾即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权力资本

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更加尖锐，“如果

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

能支持下去” ［１７］ 。 于是，民主制度开始越出资产阶

级社会的框子，更多与日益兴起的社会主义改造联

系在一起，一种更具形态先进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悄

然兴起，挑战了资产阶级民主及其理论话语一贯的

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呈现出急剧下降趋

势［１８］ 。 在现代民主理论形成时期，马克斯·韦伯、
以赛亚·柏林、熊彼特、罗尔斯、亨廷顿、罗伯特·达

尔、奈比斯特、萨托利等学者，围绕精英民主、实用民

主、选举民主、程序民主、正义民主、竞争民主、多元

民主、共识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不断充盈西

方民主话语体系。 其间，经由熊彼特等学者的理论

改造，“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的古典内涵逐渐淡

出现代民主理论视野［１９］ 。 由是，西方民主理论的

注意力由“目的和价值”让位于“功能和程序”，并在

总体上呈现出从大众民主、一元民主转向精英民主、
多元民主的演化趋势，社会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

主作为西方有识之士开出的修补方案，也逐渐引起

关注。 然而，２０ 世纪兴盛的现代民主理论非但不是

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投射，反而与现实存在巨大鸿

沟。 那些饱含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民主话语，更多只

是假借“学术工程”之名而实则旨在强化内部民主

认同和向外兜售民主方案的“政治工程” ［２０］ ，目的

在于为资产阶级民主进行理论辩护，维持西方在全

球范围内的民主收益。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回应与话语护持，西

方民主思潮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起伏兴衰而相应

地呈现出上升与下降的规律，并逐渐由反对、破除封

建专制时颇具理想主义和革命进步色彩的批判性话

语降沉为当下防范压制社会主义的极具防御主义和

意识形态色彩的护卫性话语，其本质在于服务资产

阶级革命及其胜利果实的巩固与增进。 在西方民主

模式大行其道之际，欧美民主一度成为后发国家民

主转型的参考模板，强大权力网络机制护持下的西

方民主理论及其话语体系长期甚嚣尘上，并以普世

姿态自居，为西方在后发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以民主

援助之名行霸权干政之实大开方便之门。
２．西方民主理论的适用性诘难

西方民主在历史进程中曾扮演着进步角色，但
具有诸多局限性而非完美无缺，西方民主理论也不

是可以简单移植挪用的操作指南，充斥着流变性与

稳固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张力。
一方面，西方民主理论在纵向与横向上皆充满

内在张力与冲突，逻辑的不周延性与非自洽性不仅

损害了理论的内部效度，还降低了理论的外部效度，
并致使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复合而成的总体理论效

度不佳。 从纵向上看，古典民主理论、近代民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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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民主理论之间的理论内核与价值遵循存在

急剧的流变性和明显的断裂性，理论演变继替呈现

出螺旋式下降趋势。 尤其是对古典民主理论釜底抽

薪式的批判解构，致使平等性、公共性等核心价值理

念被剥离。 而经由熊彼特建构和李普塞特证成的

“现实崇拜”取向的经验主义民主理论既不尊重人

民意志，也不关心共同福利。 其不仅对启蒙思想家

主张的价值理性产生了挤出效应，导致工具理性僭

越于价值理性之上，民主不断异化劣化，偏离了人民

当权与人民统治的本源诉求，而且堂而皇之地为精

英主义提供正当性与合法性辩护，并试图根据欧美

实践模板将民主简单化约为“选举民主”，民主在理

论上被矮化为民众选举统治者的方法工具，在实践

中难以逃离蜕变为系统化权力所操纵的“代主”之

宿命，“德谟克拉西”变成了“德莫克拉东” ［２１］ 。 从

横向上看，徘徊于主流与边缘、保守与激进、精英与

大众、选举与协商之间的民主理论充满着张力与冲

突，民主与自由、平等、秩序、正义等价值内容之间难

以有效兼容共生。 例如，一味强调政治民主而轻视

经济平等的作用，便使得平等与民主难以和谐共生。
可见，拼盘式的民主理论有其繁荣的一面，但处于激

烈争鸣中的各式民主话语并未形成逻辑自洽的理论

体系，无法为现实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不
仅西方民众会产生理论迷茫与选择困惑，而且后发

国家在学习模仿时也难免无所适从、莫衷一是。
另一方面，虽然西方民主理论对于中国等后发

国家有一定镜鉴意义，但在分析性适用、规范性适用

方面均存在困境。 从民主理论建构来看，西方民主

理论作为分析性工具，为中国等后发国家民主理论

话语建构贡献了一些概念术语，并在民主资料收集

整理与经验素材提炼方面提供了参照依据，有助于

实现本土民主理论话语的归纳概括与分析解释，具
有一定的分析性适用价值。 但是，西方民主理论并

非一项纯粹的学术工程，更多的是服务于殖民掠夺

和霸权护持的政治工程，政治性僭越于学术性使其

分析性适用水平大打折扣。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构建

的民主理论以种族优越论、西方中心论、文化优秀

论、社会中心论为底层逻辑，旨在以极端利己主义的

理论兜售、话语霸权主义的标准垄断在全球范围内

展开学术殖民，借助民主话语优势压制、打击、摧毁

他国民主文化与价值观，动摇其经济、政治、文化建

设信心与自主性，甚至妄图颠覆政权并阻挠他国现

代化发展，以从中攫取战略利益、掠夺经济利益、榨
取政治利益、鲸吞文化利益［２２］ 。 从民主政治发展

来看，作为民主先行经验的总结提炼，西方民主理论

模式及其价值判断对于后发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及其

趋利避害具有一定的规范性适用价值。 但是，规范

性适用须以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和分析性适用为基

础。 而实际上，西方民主理论并非西方民主现实的

全景与真实映现，经由包装改造后的西方民主话语

不仅偷换民主概念，将人民治理变更为人民选举统

治者治理，而且文过饰非，试图掩盖金钱民主、党争

民主、形式民主、“否决政治”民主与特权利益民主

的现实面貌，而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反复出现的政府

停摆危机等则无疑揭开了其虚幻性与欺骗性的话语

实质。 由于理论模式与实践模式不一致，以及西方

民主理论在分析性适用中出现偏差，从分析性适用

到规范性适用的转变发生阻滞，变成用理论硬套现

实而非用理论指导现实。 因此，西方民主理论在后

发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并不具有显著的规范性适用效

应，反而导致了一些西方模式迷信国、跟随国民主转

型的崩溃与现代化发展的挫败。 而中国等实现民主

政治发展顺利推进的国家，则无不是坚持民主理论

自信与实践自主的国家。
３．中国民主发展路径选择思辨

在西方民主理论众声喧哗的背景下，中国民主

话语体系呈现出从“西方化”向“本土化”转变的发

展趋势［２３］ ，如何将现代民主价值与中国现实国情

有机结合，寻绎科学恰适的民主路径，引发了人们的

论争、思辨。 择其要者，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式提出

之前，核心论题聚焦于如下方面。
第一，选举与协商之争。 协商民主优先论认为，

选举民主是一种弱意义民主，作为一种强意义民主

的协商民主并非选举民主的补充形态，而是民主发

展的一个更高形态。 “选举是民主的本质”的流行

观点是衍生于现代西方代议民主的经验总结而非普

遍真理，无法充分有效解释其他非代议民主形式，在
实践中有可能沦为阻塞民主道路选择、排斥民主形

式创新的有害工具［２４］ 。 更为尖锐的批判认为，西
方的“选主体制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应“从理论和

实践上寻求‘选主’体制以外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

途径” ［２５］ 。 相较于选举民主过于侧重竞争选举与

统治权合法、权力授予与公权消极约束、个体理性与

既存偏好聚合以及单一的形式性平等而言，协商民

主对选举民主具有多重创新超越意义，即更加重视

对话协商与政策合法性、公民参与与公权积极行使、
公共理性与偏好引导转换以及复合的包容性平

等［２６］ 。 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责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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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本理念，决定了协商民主在政治发展中的路径

优位，民主路径的程序选择必须以协商为价值偏好，
开发内生性的协商资源，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政

治［２７］ 。 选举民主优先论认为，作为代议制核心架

构的选举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是现代民主的

关键标志，以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多元化利益关系及

非竞争性集权体制为由，倡导避开选举民主而优先

走上协商民主之路的论调难以成立，选举民主是发

展现代政治无法绕行的必经之路［２８］ 。 复合互嵌论

认为，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始终贯穿着

鲜明的协商意蕴［２９］ ，协商与选举共生共存、相辅相

成，协商民主有利于消解民主的整体运行阻力，票决

民主则有助于保障和巩固民主的合法性，协商先行、
票决跟进是中国复合民主的典型特征，寓协商于选

举之中，更加重视协商民主对选举民主乃至整个民

主政治的支撑带动作用［３０］ ，在竞争性民主持续推

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和增进协商民主，构成当代中

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选择［３１］ 。
第二，治理民主。 ２０ 世纪末期以来，全球范围

内兴起了治理革命，而治理成功需要以民主价值为

支撑，以治理吸纳民主，推进民主与治理有机融

合［３２］ 。 发展治理民主，赋予治理以民主意蕴，更好

落实人民主权原则，实现民主与权威、效率与公平的

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超越代议制民

主制的框架局限，破除政治民主与行政集权的机械

分隔，在公共事务治理结构革命性变革进程中实现

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有机融

合与包容发展，成为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选

择［３３］ 。 治理民主是治理与民主的复合变奏，但二

者之间并非天然的辩证统一，而是充斥着内在张力，
治理与民主的平衡以参与性、回应性、制约性、责任

性等为辨识维度，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社会自治的

逐渐强化、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与公民文化现代发

展等构成的治理生态所起的综合性作用是治理民主

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３４］ 。 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

的西方民主形式对于实现中国治理民主而言乃是一

条歧路，中国治理民主得以成功推进必然离不开政

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 西方民主在过去半个

世纪里遭遇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和治理危机，在自

由民主框架内推进治理民主步履维艰，并未取得理

想的效果，而生发和勃兴于中国的治理民主则彰显

出超越自由民主的路径优势［３５］ 。 随着国家治理现

代化与全面发展人民民主两项议程在中国交汇融

合，发展治理民主在实践中更具现实可行性，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过程中尊重并体现人民意志，
引导人民以各种形式具体地现实地参与治国理政，
依法行使人民民主权利，也愈发成为治理民主的理

论共识。
第三，民生政治参与。 民主民生互促共进是人

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基本逻辑［３６］ 。 稳健的民主化
战略不仅要保持民主建设的渐进性与现实性，更为

重要的是将民主建设与民生建设有机结合，求取民

主化的民生绩效，在人民主体地位有效保障及其生

存发展境况持续改善的辩证统一中切实推进人民当

家做主［３７］ 。 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将发展民
生作为推进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实践遵循，以权力下

放式的民主改革与立法、公众参与、基层协商以及监

督问责制与监察纠错制的施行有效推进民生建设，
增进民生福祉与治理效能，彰显了中国式民主的民

生特色［３８］ 。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参与的扩容增
效，以治理型参与推进中国政治参与的结构优化，推
动治理型参与渐次深入日常生活，成为合理均衡政

治参与本体性价值与治理性意义的现实选择，而较

为务实的战略突破口就是治理型参与中的民生政治

参与［３９］ 。 相较于将民主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
的难题简单归咎于思想禁锢、传统意识形态阻滞、非
规范的党政关系制约、权力结构功能滞后以及既得

利益阻障等而言，由下而上、由小而大、积极有序的

民生政治参与在现代政治文化转型与深化政治体制

改革中具有显见作用，以其推动政治制度与政治文

化的双重变奏与互动发展或许更为务实有效［４０］ 。
而制度先行文化半步的实践是塑造民主主体与民主

模式现代性的关键途径，以民生政治参与为战略突

破口不断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带动政治文化

的现代化转型，便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纵深发展的理

性选择与有效路径［４１］ 。 民生政治参与作为民生建
设与民主建设的路径接口，在时代变迁中以其变动

的属性实现民主绩效的改进，将更为有效地适应和

满足国家及社会的发展要求与治理需求。
当前，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及系统推进，

更具多样性、时代性的路径选择正不断融汇于中国

民主政治实践，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主价值、道路、制
度、模式创新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生成和开创人类政

治文明新形态。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成中的
政治文明新形态

　 　 作为新时代民主建设的生动实践与系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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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和生成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在多个维度彰显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

趋势，将为世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民主政治的中国

方案。
１．民主价值校准：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

价值是民主之魂。 代表何种阶级、阶层的利益，
为何种群体服务，秉持何种价值取向，是民主必须予

以回答的首要问题。 价值取向不同，则民主服务对

象选择也不同：自然生长的原始民主是氏族成员共

有共享的平等民主，奴隶社会的城邦民主是公民资

格身份限定的公民民主，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

精英群体偏向的有限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是人民本位的全过程民主。 就当代世界的两大民主

形态而言，资产阶级民主旨在为少数精英群体利益

的实现服务，其个人本位与社会中心取向背离了民

主内蕴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价值；而中国人民当家做

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主要是为人民利益的实现服务，
国体民主与政体民主从根本上决定了在中国享受民

主权利的主体是人民，而非少数政治精英或其他特

殊群体成员。 一直以来，西方习惯于在理论话语中

标榜人民主权的价值优势。 而事实却是，随着资产

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现代政治框架的基本确立，实
际政治运作中的人民被巧妙的制度设计刻意限制甚

至过滤掉，呈现出虚假在场、逐渐退场的特征：当人

民以积极面目出现时专指少数精英分子，而当人民

以负面形象出现时则泛指普罗大众，曾经作为实体

力量的人民蜕变为个体形式的原子式公民，人民从

主权者变为委托者，“人民主权” 退化为 “人民同

意”，民主政治被窄化和降格为选举政治，并不断劣

化为“选主”政治，不断走向通往资本政治之路［４２］ 。
近年来，西方民主功能异化、民众权益悬浮、治理效

能下降等征候已为此作了注脚。
与之不同，人民是决定当代中国政治的根本力

量，在民主实践中始终真实在场。 中国政治情境中

的人民是在革命、改革、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动态发

展、不断演化的政治实体，人民的构成要素、内在结

构、组织支撑在民主实践中得以不断充盈、塑造、强
化，最终形成由中国共产党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的

整体力量，推动着中国民主进阶发展。 作为新时代

人民民主的进阶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人民民

主与“全过程”的简单相加，而是人民民主被融入

“全过程”内涵之后所呈现的人民当家做主功能强

化与实践绩效帕累托最优的一种新形态民主，彰显

出民主主体的人民性特色［４３］ 。 全过程人民民主有

效兼顾个体自主与人民当家做主，是以人民为本位

的民主：由中国共产党与广大群众结合而成的占据

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既是中国民主实践模式的设

计者、多元渠道的开拓者、方法手段的创新者，亦是

中国民主权利的享受者、过程的实践者与绩效的受

益者。 全过程人民民主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

向，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和不断趋近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为价值目标，将人民当家做主功能强化、人民合

法权益实现以及民主绩效的帕累托最优为价值原

则，实现了民主价值校准与守正创新，在价值维度上

呈现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
２．民主道路拓新：中国特色的民主新路

道路是民主之轨。 走歧路、邪路、老路无法推进

民主的健康良性发展，寻找科学恰适的发展道路是

民主繁荣的基本要求。 历史地看，从人类进入现代

化以来，自然生长的原始民主和奴隶社会的城邦民

主逐渐被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所取代，而在西方资产

阶级民主之外，又在中国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民

主。 西式民主与中式民主作为民主在当代的两种亚

类型逐渐生成并推动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新的分

流，两类民主共存竞合已是毋庸置疑的基本历史事

实。 然而，在西方长期抹杀压制之下，作为一种亚类

型的中式民主并未取得应有的理论地位。 随着中国

民主的生长以及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破
除和超越西方标划的民主—威权二分法，证成中国

民主模式与道路正当性与合法性已成为一项重要议

题。 中国民主的生动实践与创新发展也有力地证

明，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的民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

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道路越走越宽

广，实现了民主道路拓新与范式革命，在道路维度上

呈现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
中国民主道路是在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国家构建

的历史中形成的，内忧外患中的中华民族不得不

“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

下”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争得民主、探
索民主、发展民主。 延续中华文明传统、维护国家统

一性与建设人民主权的新型现代国家的多重逻辑，
对中国民主道路选择发挥着综合规约作用。 中国民

主化内生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与现代化

相伴相生、相辅相成。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殖民侵

略使得传统封建专制与王朝政权岌岌可危，中国被

加速卷入西方先导的世界现代化浪潮，沦为半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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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半封建社会，以民主革命推动新型现代国家建构

和现代化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主线任务。 从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得民主的现代政权建构到社会主

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独立自主地展开人民民主制度的

实践探索，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人民民主多维度的深化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

也逐渐由被动植入现代化向追求自主现代化与发展

中国式的现代化跃迁升级。 进入新的历史征程，党
和国家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现

实，准确把握现代化与民主发展议程，作出了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战略

部署，并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全过程人民民主在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理论地位与实践方略作出了科学

系统安排。 在民主—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发展演进中，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

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中推动人民民主稳妥发展，循序渐进地扩展人民权

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民主的顶

层设计，坚持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积
极倡导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协

同发展的道路，高度注重寻求民主价值与成本之间

的合理平衡，将协商民主作为推进重点，注重激活基

层民主活力，克服了时空压缩背景下后发国家民主

建设的重重困境，走出了一条自主自觉、自力自强的

中国特色民主新路，打破了长期以来所谓“现代化＝
西方化”与“西方化＝民主化”的道路迷思。

３．民主制度建设：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

制度是民主之基。 民主制度是民主价值与民主

道路的载体，制度属性、制度内容、制度结构的不同，
是中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分流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中

西方民主治理效能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从比较政治

的视角来看，西方民主制度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属性

与市场逻辑的深层宰制，始终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

权为目的并随时代发展演变，没有统一模式。 “一
个总统、两院制、三权分立、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笔
杆子）、军队国家化（枪杆子）、司法独立” ［４４］ 是典

型的民主架构或民主配方，在民主历史演进中具有

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并非西方主流舆论所标榜的

具有普世性、能长久实现良治善政的稳固制度保障。
由于内在的制度性矛盾难以消除，国家—社会、政
府—市场与精英—大众关系走向失衡、激化与断裂，
政党制度在代表性流失中日趋衰落，公共领域也因

公权私狭化与权利悬浮化而呈现出不可遏制的陷落

之势，西方民主制度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困境与治

理性危机：不仅无法有效集中、整合动员全国力量团

结一致解决事关全民福祉的共同事务，而且使得民

粹主义的反抗性浪潮汹涌激荡［４５］ 。
相较而言，中国始终将人民民主置于社会主义

制度框架内来加以推进，高度注重制度建设在民主

有序健康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以成熟完善为方向不

断推进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民主制度体

系建设，为增进民主治理效能提供了整体性规范与

系统性保障。 第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有机组合，形塑了一套

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构成

全过程人民民主结构体系的“核心制度群”，为实现

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重要制度载体、独特制度安排

与多元畅通渠道，形成了上下联动、循环反馈、民主

集中的完整制度程序，彰显出“坚持人民当家做主，
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

家发展”的显著制度优势。 第二，党的领导制度体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行政体制、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构成全过程

人民民主结构体系的“保障制度群”，为中国民主的

稳步发展与顺畅运转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法治

保障、效率保障、军事保障、自主保障、监督保障，使
全过程人民民主沿着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道路

行稳致远。 第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体系、统筹城乡的民生保

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等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结构体系的“基础制

度群”，系统夯实了中国民主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

础、文化基础、民生基础、社会基础、生态基础，优化

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转的基本面。 科学有效的制度

设计是民主发展的核心驱动，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

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关键支撑。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

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向发力，民主制度体系及其

内部机制更加成熟定型，民主制度优势的开源节流

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提升提供了更为强劲的动力

支撑，有力地规避民主失效与治理失灵，在制度维度

上呈现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
４．民主模式重塑：政党主导的复合民主

模式是民主之道。 民主模式是解决民主问题的

经验性规律总结与参照性指导方略，科学的实践模

式有利于正确价值导向、恰适民主道路、有效制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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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有机结合，使民主实践结出优质硕果。 反之，则
会因模式的缺失或非科学性难以实现民主的预期目

标。 在人类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波浪式现代化浪潮

中，驱动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组织形式依次为公司制、
官僚制和政党制，并相应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民主模

式：最先生发于英国—美国自由民主道路的商人阶

层主导模式，随之形成于德国—日本法西斯道路的

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以及晚近兴起于俄国—中国农民

革命道路的政党主导模式。 由于组织化与个体权利

之间的内在张力，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仍处于成长之

中，苏联的政党主导模式并未持续存在，而是在个体

权利运动对高度组织化的反弹中走向解体。 而商人

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模式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以至

于自由民主自诩为西方乃至全球的民主灯塔。 在苏

联解体后，西方对社会主义极尽抹杀压制之能事，企
图用自由民主取代和终结社会主义民主，大肆以威

权论、崩溃论诋毁和唱衰中国民主。 然而，西方国家

不仅未能如愿，反而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民主困境中：
内部兴起了民粹主义，指头政治、空头政治的虚幻形

式难以为继，认同政治、身份政治的痼疾难消，街头

政治、码头政治的撕裂极化持续蔓延；外部则阻碍了

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维持霸权的惯性力量引发保

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全球民主赤字、信任赤字、治
理赤字，不断解构着西方主导建构的霸权体系。

反观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民主驶入制度化、
法律化发展的快车道，人民民主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多个维度纵深推进，并在新时代呈现全面发

展之势，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上升为中国式现

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成了一种

模式更为成熟完善的复合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

为一种政党主导的复合民主，遵循政党推动的民主

发展逻辑，坚持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预

期目标的根本保证。 党在民主实践中将政治领导、
组织领导、思想领导、决策领导穿透于人民民主全过

程，持续强化党组织的民主方向引领与组织动员功

能，充分发挥党员在民主实践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以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形成了党建引领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长效推动机制，彰显出坚持党的领导的政

治特色与领导优势。 而党的全面领导又使得全过程

人民民主形成了复合民主的内在结构形态，即民主

过程和成果、程序和实质、直接和间接、人民民主和

国家意志相统一的全方位民主，民主选举、协商、决
策、管理、监督相衔接的全链条民主，民主管理国家

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以及贯穿统合“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覆盖民主，协商先行与票决

跟进、高度民主与科学集中、赋权民主与治理民主、
政治民主与政策民主有机统一于民主的复合形态之

中，彰显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形态特色以及

持续、完整、有效的过程特色。 中国政党主导的复合

民主，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围堵与垄断，在模式维度上

呈现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

结　 语

人类在民主起源上是“生而平等的”，从自然生

长的原始民主到奴隶社会的城邦民主再到近现代资

产阶级民主，民主在接续不断的形态演替中得以实

现自身普遍性的历史建构，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追求。 随着现代民主进一步分流与演进，社会主义

民主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之外的新类型，并在中国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 为护持先发优势，西方发达国家

将民主批判矛头由封建专制转向社会主义，理论话

语由批判性向护卫性转变，政治性压倒了学术性。
然而，西方近现代塑造的资产阶级民主存在着名实

分离的吊诡和“伪普遍性”的霸权，对中国等后发国

家民主发展进行压制、误导、抹黑的企图并未如愿，
也不会得逞。 近年来，西方民主日趋走衰、转型国家

民主崩溃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现

实，进一步揭示出西方民主理论“普世面具”下的

“伪普遍性”实质。 随着民主话语从西方到中国的

转换以及人民民主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阶跃迁，
中国开创和生成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在民主价值、
道路、制度、模式等维度彰显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的创新超越优势，有利于打破民主原教旨主义和西

方民主中心论，为人类政治发展提供民主政治的中

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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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成就与启示

王礼鑫

　　摘　要：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 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

究方法是起点，列宁的调查研究方法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直接指导。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了调查研究

方法。 实践方面，在全党范围内推动了调查研究活动的经常化，推动了调查研究机构化、职能化、程序化，发展出集

体调查研究、咨询式调研、领导干部联系点、试点调研等实践形式。 理论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调查研究基本理论，回
答了什么是调查研究、为何要开展调查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等基本问题；提出了“调研开局、调研开路”、集体调

研等创新观点或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调查研究方法提供了原理支撑。 调查研究成为党的独特优势，
调查研究理论是党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独特贡献。 新时代，新征程，应继续将调查研究作为政策制定的

重要手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群众创造、推动理论创新。
关键词：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１１－０７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党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在了解客观实际、认识革命与建

设规律的基础上，制定战略、策略（政策）时使用的

思想与工作方法。 目前，不少学者采取理论逻辑、历
史逻辑、实践逻辑等理论框架阐述了百年调查研究

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等［１－２］ 。 但已有研究还未能

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

究发展史上的成就与贡献等。 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的

调查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发展史中，从实

践发展、理论发展两方面进行梳理，分析其起点，重
点阐述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成就与独特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起点

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提

出原理、应用原理制定改造社会方案的方法的统称。
具体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方法，列宁的调

查研究方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等。

它们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方法，
主要目的和功能是创立原理；而列宁和中国共产党

的调查研究方法，主要目的和功能是运用马克思主

义原理来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社会主义建设政

策［３－４］ 。 这种区别的根据在于马克思的天才断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

改变世界。” ［５］１３６从这个论断可知，一方面从目的

看，理论包括两类：一类用于解释世界，一类用于改

变世界；另一方面从功能看，理论也包括两类：原理

和应用，前者主要是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原理性理

论，后者是应用原理改造世界的方案、计划。
毛泽东曾经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

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 ［６］２１在马克思主义

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

调查研究方法的起点，奠定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

之方法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国别化方法提

供了指导。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１１
作者简介：王礼鑫，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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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调查研究方法的中国化。 一方面，伴随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基本原

理———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等传播开来，成
为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工具。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方法的总根据，其
立场、观点等影响或决定了具体的调查研究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是对实践的能动反映等

观点，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永恒发展、普遍联系、对
立统一、质量互变等辩证分析方法，为中国共产党的

调查研究方法提供了动力、工具和依据。 另一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开展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等也传播

开来，为早期党员所借鉴、使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

初，西方现代社会调查已在中国兴起［７］ ，随着马克

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等

也传播开来。 如已具有丰富社会学调查经验的李大

钊，在五四运动后将调查注意力转向城市贫民、工
人、农民［８］ 。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间，蔡和森等新民学会

成员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在法国、德国、日本、南洋等

地进行调查。 １９２０ 年 ２ 月，陈独秀委托他人调查汉

口工人的状况。 《新青年》陆续刊登各地工人生活

状况的调查材料。 １９２１ 年 ９ 月至 １９２３ 年，毛泽东

到安源煤矿调查，还对湖南劳工会、长沙泥木工人、
水口山铅锌矿进行了调查。 可见，在调查对象选择、
调查表的使用、调查过程等方面，这些调查研究都深

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发展史中，列宁实现了

调查研究方法从原理创立到原理运用、从应用于无

产阶级革命到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两次转换，尤其

是形成了战略策略政策制定中调查研究方法的思

想，发展了认识论，为毛泽东等实践调查研究、发展

调查研究理论等提供了启示。 一方面，列宁实现了

调查研究方法从原理创立到原理应用的转换，即运

用马克思主义于俄国革命实践中。 这一转换，列宁

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所谓“自觉”，即列宁

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策略”部分开始，明
确提出了原理与原理应用，提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的课题。 另一方面，列宁实现了调查研

究方法从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到应用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转换。 伴随实践活动从领导革命向领导社会主

义建设转移，列宁的调查研究方法推进到建设实践

活动中。 因此，他的调查研究方法集中体现为革命

战略策略制定时所采取的方法、恢复国民经济和建

设社会主义战略政策制定时所采取的方法。 前者包

括从事实出发的根本原则、运用阶级观点分析事实、
运用辩证法设计方案、实现创新的方法———发挥革

命创造性等。 后者包括确立政策出发点的方法———
政策要能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满足人民的基本

要求，抓主要环节的方法、从地方吸收经验的方法、
从失败中学习的方法等。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员开展的工人调查、农民

调查日益增多。 在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毛泽

东农村调查的实践得以丰富、完善，提出了调查研究

理论，其标志性成果分别是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

义》等。 由此，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迈

出重要一步。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

理论体系继续完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形成了关于革命战略策略形成中调查研究方法的

基本思想，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将其

作为调查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 体系化的调查研究

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

独特贡献，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实现了特定历

史条件下的中国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适

应新的环境和任务，应对执政条件下的挑战，中国共

产党推动了调查研究方法的革故鼎新，调查研究的

实践、理论、认识论基础等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还

建立了调查研究制度。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实践

活动类型和方式多种多样。 从具体主体看，可分为

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和政策研究机构调查研究。 从过

程看，常见的有间接调查与直接调查、全面调查与典

型调查等。 间接调查，即通过审阅资料、材料、报告

等进行调查；直接调查，即到现场、到实地、到群众中

进行调查。 全面调查，即通过大规模抽样、普查、审
阅全部材料等；典型调查，即选择不同情况中的典型

进行解剖麻雀式调查，如蹲点调查。 现实中，一项重

大决策也采取多种具体调查方法。 调查研究制度不

仅包括把调查研究作为工作的内容而规定下来，建
立规范调查研究活动的体制、规则，而且包括建立专

门的调查研究机构。 常见的调查研究制度有领导干

部联系点、咨询式调研制度，重大决策调研论证制

度，集体调查研究制度等。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除了实践形式，还有理

论形式。 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调查研究理

论，阐述了调查研究与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民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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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制、党的建设等之间的关系。 调查研究理论的主

要创立者是毛泽东。 此外，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不

同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调查研究理论。 中国共

产党的调查研究理论，回答了什么是调查研究、为何

开展调查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等基本问题，提出

了“调研开局、调研开路”、集体调研等观点或理论，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确立了调查研究的哲学

基础。
１．调查研究的实践发展

第一，在全党范围内推动和实现了调查研究活

动的经常化。 党不仅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开展

调查研究活动，而且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采取直接调

查、典型调查等方式。 把调查研究作为党员或领导

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的观念，在建党前后，就以开展

调查研究实践活动、倡导调查研究等形式出现了。
而明确将调查研究作为工作内容，则始于毛泽东等

领导的红四军。 如古田会议决议要求：“使党员注

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 ［９］８５１９６１ 年 ３ 月，毛泽

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

委的一封信》，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

是第一书记，每年要亲身进行几次深入基层的典型

调查。 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活动例行化的主要表现，
即对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次数、方法和调

查研究报告撰写等的要求，以号召、倡导发展为规

定。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江泽民发出号召：县以上各级领

导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

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

亲自动手写调查报告；形成优秀调查报告交流、转
发、上报等机制［１０］３０８－３０９。 ２０１０ 年，中央办公厅印

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要求建立

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

年不少于 ３０ 天，市、县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

少于 ６０ 天，领导干部每年撰写 １ 至 ２ 篇调研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历次主题教育都将调查研究

作为重要内容。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对调查研

究的重点内容、方法步骤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些

规定推动了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活动的常规化、例
行化。

在调查研究的多种具体方法中，党特别强调并

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采取直接调查、典型调查的方法。
毛泽东尤其重视并要求领导亲身去基层、去现场、去

群众中进行典型调查。 为此，他还详细阐述了领导

亲身调查的步骤、方法等，如亲自主持调查会、准备

调查提纲、亲自记录与整理等。 １９６１ 年，中央号召

大兴调查研究后，刘少奇到湖南农村蹲点调查了 ４４
天［１１］ ，践行了党所要求的直接调查、典型调查。 陈

云在青浦调查中，相较于传统典型调查，增加了与同

类及非同类地区的比较、同地方领导人交换意见等，
发展了执政条件下的直接调查、典型调查［１２］ 。 改

革开放以来，决策层不仅身体力行开展了大量、深入

的调查研究，而且多次重申领导干部亲身调研的必

要性、重要性。 江泽民强调指出：“越是领导职务高

的同志，越要亲自下功夫对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１０］３０８习近平强调：“领导

干部要带头调查研究，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特别

是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拿出对

工作全局有重要指导作用的调研报告。” ［１３］他还多

次提出要求：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

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

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第二，建立了以调查研究为主要职责的政策研

究机构，在领导机关中推动了调查研究工作的职能

化，确立了政策性文件起草中调查研究活动的程序

化。 党政机关普遍设立了政策研究机构，以调查研

究作为主要职责。 １９４１ 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

室下设政策研究室，为调查研究机构设立之先导。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后，全党范围内开始设

立调查研究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

在 １９５１ 年决定，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等视条件

设立政策研究室。 数十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

部门到人大、政协等机关，逐渐设立了政策研究室、
研究室等。 改革开放后，政策研究室已普遍设立。

中国共产党还实现了党政机关或部门调查研究

工作的职能化和政策性文件起草中调查研究活动的

程序化。 不少机关、部门作为政策主管单位，在政策

制定中，调查研究活动已成为规定动作，调查研究已

成为基本职能。 政策性文件的起草过程一般包括：
领导机关提出议程、组建起草小组、起草组调查研

究、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正式决策会议征求意见、
通过（或搁置）。 这种流程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趋

于固定或程式化。 其中，调查研究活动至少有三种：
起草组调研、征求意见环节中的调研和正式决策会

议征求意见中的调研。 政策性文件起草中坚持调查

研究，是我国政策制定所依循的基本流程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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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１４］２８２－２８９。
第三，创造性地发展出集体调查研究、咨询式调

研、领导干部联系点、领导干部试点等新的调查研究

实践形式。 一是形成了集体调查研究的传统。 集体

调研指领导班子在一段时间聚焦同一重大问题开展

调查，为集体讨论、制定政策进行准备的活动。 全党

上下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始于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中央作出

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探

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纠正政策错误中，集体调研活

动进行过多次，为后来形成集体调查研究制度奠定

了基础。 如 １９６１ 年初，毛泽东倡导“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主要领导人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还带动

全党形成了上下一齐调查研究的局面。 各级领导干

部在同一时间围绕重大问题共同调研———集体调查

研究制度颇具雏形［１５］９０６。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

导人围绕重大决策分头进行调查研究已成惯

例［１６－１８］ 。 二是开展了咨询式调研。 中国共产党执

政后，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知识的类型、数量等大量增

加，毛泽东多次实事求是地强调所懂不多，因此，他
在决策时注重向党外专家咨询。 改革开放后，中国

共产党日益重视决策咨询工作。 １９８６ 年，江泽民在

上海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现代领导要有智力上的延

伸，要组织智囊团提出各种供选择的方案，协助作出

正确的选择。 后来，他进一步提出：凡属重大决策，
都应该先由决策咨询机构进行研究论证，广泛听取

专家意见［１９］１６６。 ２００４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

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

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

确提出要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 ２０１４ 年，
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意见，咨询式

调研的对象还扩大到外国专家、智库。 三是形成了

领导干部联系点、试点调研等新实践。 传统上，典型

或蹲点调查所选的“点”，包括工作先进、落后或中

等的地方。 领导干部联系点、试点调研等从蹲点调

查发展而来， 二者分别代表了两种点———落后

“点”、先进“点”调研的发展。 联系点，即各级领导

干部在一定时间内确定一个地方或单位，建立长期

联系，经常前往调查。 试点方法，即选择一个或若干

地方实施新的政策或制度等，在党的历史上由来已

久，但在改革开放后普遍采取，早期如特区、沿海开

放城市、试行法规等，后来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自贸试验区等。 不少政策、措施等，通过对试点的调

查研究、总结提炼，然后由点到面，向全国推广。 从

功能看，前一个“点”为领导干部掌握基层情况、了

解群众愿望与要求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一个“点”
为领导干部推动政策创新、增强创新能力等提供了

条件。
２．调查研究的理论发展

创立调查研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

义调查研究的独特贡献。
第一，提出了完整的调查研究理论，回答了什么

是调查研究、为何要开展调查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

究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调查研究内涵、目
的、形式、方法等的观点。 关于什么是调查研究：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一内涵在最早阐述调查研

究的《反对本本主义》中被明确提出；持续明确了调

查研究方法的政策制定本质，对以调查研究为基础、
经会议讨论等制定文件的政策制定过程进行了总

结。 关于为何要开展调查研究：目的上，中国共产党

的调查研究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形成革命

道路与战略、策略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变

为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等。 重要性上，提出调

查研究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方法，是群众路

线的主要落实方法，与民主集中制相辅相成，是转变

党风的重要一环，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调查

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 关于如何开

展调查研究：要求上，强调历史的系统的调查，详尽

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 方法上，实现了从阶级分析

方法到人民内部矛盾分析方法再到务实分析方法的

转变，推动了调查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 形式上，提
出领导亲身开展是调查研究的主要形式。 还总结了

调查研究的类型，初步归纳了调查研究制度。
第二，创造性地提出了“调研开局、调研开路”、

集体调研等观点或理论。 一是“调研开局与调研开

路”，即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主动权。 《反对本本主

义》已经蕴含了“调研开局、调研开路”观点。 毛泽

东曾犀利地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
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

办法了。” ［２０］１１０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毛泽东在总结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多年的经验教训时再次重申调

研开局、调研开路，并明确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与

领导工作的主动权联系起来，提出“主动权来自实

事求是”。 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

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一经调查研究，办法

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

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２１］２６１改革开放以后，
这一观点一方面以实践的形式得到坚持，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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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薄一波、江泽民、习近平等也多次进行了阐

述。 其中，习近平明确使用了“调研开局、调研开

路”这一术语［２２］３，并多次强调“调研开局、调研开

路”、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主动权等。 二是初步形成

了关于集体调研的理论。 集体调查研究的理论，主
要回答什么是集体调研、如何集体调研、为何集体调

研等问题。 薄一波基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党中央和

全党上下一齐调查研究的经验，一是将集体调查研

究思想作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内容，二是

初步论述了集体调查研究必要的原因：促进各级领

导干 部 统 一 认 识、 统 一 思 想、 统 一 解 决 的 步

调［１５］６４０。 江泽民指出高级领导干部深入实际的调

查研究，“可以使领导干部通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
增加共识，减少分歧，有利于统一认识、统一步

调” ［１０］３０９。 习近平强调：“主要负责人调研，同大

家有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

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 ［１３］在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党总结、概括出领导班子集体调查研究所具有的

从“共情”到“共识”的原理、机制———通过调查研

究，领导班子成员从了解情况到产生共同的体验和

认识，再到形成一致意见，为集体调研制度作出了理

论说明，发展了调查研究理论。
第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调查研究方

法提供了原理支撑。 中国共产党发展了以政策实践

观念 构 建 过 程 为 基 础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４］２１０－２１８。 毛泽东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

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

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２１］３２１毛泽东的认识

论与其调查研究理论相辅相成，《实践论》《矛盾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为调查研究方法奠

定了哲学基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毛泽东在总结新

中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哲学层面进行了新的概

括，明确提出“精神变物质”等命题，提出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探索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等观点。 “精神变

物质”论断凸显的是政策、理论等改造世界的属性；
而调查研究方法是“精神变物质”的方法，是政策、
理论形成的方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以“加工

厂”为比方，阐述了政策制定过程以及该过程中领

导者与群众、理论与实践等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将解放思想融入思想

路线，拓展了调查研究方法的认识论基础。 解放思

想通过价值重塑、知识更新而促进创新，推动了社会

主义建设的理论、政策等的整体更新。 “世界形势

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

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

时间。 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

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２３］２９１－２９２“我们的

事业在不断前进，我们的政策措施和思想观念、工作

方法，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勇于创

新。” ［２４］１９３创新的勇气、决心和行动最终转化为创

新成果。 解放思想成为思想路线的最重要成果是：
促成、孵化了理论与政策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调
查研究方法产生的孵化政策创新、推动理论或政策

整体性更新的功能，是通过解放思想开辟道路的。
中国共产党还对理论创新（包括政策创新）过

程、方法以及对调查研究在理论创新中的功能等进

行了论述。 如就创新来源、创新过程即如何创新，形
成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观点。
就调查研究在其中的作用，提出领导者从群众、实践

中发现或总结创新的方法或途径即调查研究。 毛泽

东指出：“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

来源于调查研究。” ［２１］２６２邓小平强调：“离开群众

经验和群众意见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

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 ［２５］２１９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党的领导人多次论述了创新，由此，关于调查

研究方法等在创新中有何作用等更加清晰。 如就为

何要创新取得了一致认识：时代在变化，社会实践在

发展，因此必须以新的思想、观点去发展马克思主

义，以新的理论、战略、政策等适应发展了的实

践［２３］２９１－２９２。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

境。 要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

停顿。 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

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

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

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 ２１ 世纪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 ［２６］

特别重要的是，党形成了尊重群众首创、善于通

过调查研究发现基层和群众的创造的观点。 邓小平

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时深刻指出，农村改革中的好

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

高作为全国的指导［２３］３８２。 因此，领导干部“光坐在

上面拍脑袋不行，要依靠群众在实践中去摸索，去创

造。 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善于发现基层和群众的创

造，总结提高，加以推广” ［２７］２１０。 习近平提出：“人
民的伟大实践是认识的真正源泉。 只有切实尊重人

民首创精神，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意愿，及时发

现、总结、概括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才能获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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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

规律的科学决策。” ［２８］ 这些思想，充分阐述了创新

在本质上是主观与客观、原理与实际、价值与知识的

结合，深化了对创新本质和过程的认识，具有普遍

价值。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
经验启示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等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实现

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正在强起来的历史性巨

变，这取决于正确的理论、道路、政策。 而正确理论、
道路、政策形成中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 因此，中国

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政

策制定、理论创新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

法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下经验启示。
第一，将调查研究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客观实际、
认识革命与建设规律、制定战略策略政策等，但归根

结底是制定战略策略政策。 江泽民说过：“历史经

验说明，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

确的 决 策 来 源 于 对 客 观 实 际 的 周 密 调 查 研

究。” ［１０］３０４继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
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１０］３０８。 习近平明确

阐述了调查研究与决策之间的关系，提出“调查研

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 ［２９］１５４。 在“调查

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的基础上，
他提出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

分娩” ［２９］１５４。 这就更清晰、明确地阐明了调查研究

的功能与目的以及作为政策制定方法的实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

“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论断，这标志着“关
于正确决策与调查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

系的思想，不但在理论内涵和表达形式上已经成熟，
而且已经为全党所广泛认同” ［３０］ 。

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调查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

的调查研究方法，受到列宁调查研究方法及其制定

战略策略经验的直接影响，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展为构建社会

主义建设政策体系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绝对不

是一种标签。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中

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动力、工具和依据。 历

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群众史观确立了人民群众立场，
要求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开展

调查研究的动力之源。 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辩
证思维、矛盾分析等为分析与综合提供了有效工具，
这是党开展调查研究的锐利武器。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主
要矛盾、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
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

题，是党开展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 系统周密的调

查研究，意味着对问题、政策及涉及的原理、理论，对
客观实际，对符合原理且能解决问题的各种手段，对
问题、政策的各方面各层次等，都要形成系统意见，
而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活动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群众创

造，推进理论创新。 问题意识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

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

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

思路新办法［３１］２０。 领导干部要主动调研新情况新

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群众创造。 一方面，领导干

部要勇于实践，对新情况、新问题主动调查研究，敢
于探索，推动创新；另一方面，要善于通过调查研究

发现基层和群众的创造，总结提高，加以推广。 通过

调查研究，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

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及时总结群

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件、讲话

和文章中来［３２］９８。
理论创新与政策制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

与时代特征相结合，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持

续、永无止境的。 因此，调查研究并非一次就能大功

告成，而是领导工作不休、调查研究不止。 习近平一

贯重视调查研究，他在不同岗位担任职务时不仅亲

身开展典型调查、全面调查等，而且积极实践、探索

调查研究的新制度、新机制、新方法。 关于调查研

究，习近平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不仅从党的

思想路线高度来认识调查研究，而且阐述了调查研

究的概念、方法和要求等，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要以

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在中国式

现代化的推进中，调查研究方法也将继续发展。 可

以预期，具备科学根基、植根优良传统、不断创新发

展的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将成为世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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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颇具优势的理论创新方法和政策制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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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框架、面临挑战与应对举措

倪坤晓

　　摘　要：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框架应重点涵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四个方面。 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显

著成效，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具体有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改革的全面领导，坚持试点探索和经验推广的改革路径，
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新时期，农村改革仍面临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功能发挥

不充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运行机制不健全，城乡要素融合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等挑战。 未来进一步

深化农村改革，应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三块地”改革、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途径、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农村改革；土地制度；政策框架；应对举措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２２－０８

　 　 深化农村改革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

措。 ２０１５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明确了深化农村

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２０２３ 年是我国农村

改革 ４５ 周年，７ 月 １１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
强调要加快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突

破，为新时代深化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政策的

强力推动下，我国农村改革蹄疾步稳，相关制度框架

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农业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重要保障。

农村改革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主

要聚焦在发展历程［１－２］ 、目标任务［３－４］ 、进展与成

效［５－８］ 、问题与深化方向［９－１２］ 、经验启示［１３－１４］等

方面。 这些研究为我国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支撑和经验借鉴，但从整体看，尚有两方面需要进一

步深化研究。 其一，新时期新变化，深化农村改革的

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亟须对当

前阶段农村改革的政策框架作出系统梳理，厘清各

项改革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 已有研究主要有两种

分析思路：一是全面归纳，即对党中央部署的改革重

点任务进行了全面总结，内容涵盖土地制度、产权制

度、经营体系、金融制度、农产品价格机制等［１］ ；二
是要点提炼，即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改革方向，
有侧重地对改革任务进行提炼，如有的侧重分析土

地制度、产权制度、经营体系、农业支持保护制

度［１１］ ，有的侧重分析经营制度、金融改革、乡村治

理等内容［７］ 。 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采

取第二种分析思路，结合当前农村改革任务的新变

化，重点分析经营制度、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内容。 其二，农村改革的方向

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亟须根据改革中面临

的新挑战对下一步的发展举措作出相应调整，指明

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重点方向。 基于最新的国情农

情，本文将重点解析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框

架、成效与经验， 并基于面临的挑战， 对未来农村改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２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优化研究”（２２ＢＪＹ２１８）。
作者简介：倪坤晓，女，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乡村发展与城乡关系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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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应对举措作出判断。

一、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框架

结合农村改革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新时期

我国深化农村改革将重点围绕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四个方面展开（见图 １）。 这四项改革任务紧

密相连、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整体

政策框架。 其中，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

策的重要基石，是推进各类农村改革任务所必须坚

持的前提条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主

线任务，是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产权

制度的重要基础，重点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通过维护进城农民土地权益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城

乡融合发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

革的重点任务，主要是明确农民和集体的土地等资

源资产的权属关系，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

现形式，以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保障农民的

土地等财产权益，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农村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即通

过农村各项改革扫除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

图 １　 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框架

　 　 （一）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表现形式会根据不同发展

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进行调整和完善。 ２０２２ 年，党的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社会化服务。”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
第一，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性地位。 １９９１ 年，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

定》首次明确将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
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

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第二，鼓励发展多种形

式适度规模经营。 ２００８ 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

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 “两个转

变”，即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

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构建多元化经营服务体系

的方向转变，指明了双层经营体制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三，健全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２０１３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立体

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此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培育、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等制度性文件相继出

台，相关政策框架逐步完善。
（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

民和土地的关系［１５］１９９。 第一，稳妥推进第二轮土

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工作。 ２０１７ 年，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

十年，这是对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

策的进一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７ 年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上也对此作出重要阐释，指出该项政策

“既体现长久不变的政策要求，又在时间节点上同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相契合” ［１５］２４５。 第二，稳
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中央

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提出“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足见中央对此项改革工作的重视。 农

村宅基地是农民安居乐业的根本，更是保障农村社

会稳定的基础。 在试点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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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意愿，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稳妥有序探索宅

基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切实保障农民权

益。 第三，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符合相关规划和

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

同价”，明确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改

革方向和目标。 ２０２３ 年，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

《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方

案》，进一步明确了试点的内容、名单、实施步骤和

保障措施等。
（三）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

要战略部署，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运行机制。 ２０２２ 年，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巩固提升

工作的通知》，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决
策运营、收益分配等运行机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

切实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作用。 第二，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提出要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探
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

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首次从中央层面

明确了什么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怎么发展集体经

济，为后续创新发展路径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三，健
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管好用好集体资产成为今后

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要适应新时代农村经济

发展特点，持续巩固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成果，健全完

善集体资产年度清查报告制度，修订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会计制度，为集体资产规范高效管理提供制度

保障。 稳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平台建设，建立

多元主体的风险防控机制，充分保障集体成员的知

情权、参与权、经营权。 第四，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市场规范化建设试点。 ２０２３ 年，农业农村部等 １１
个部门联合印发《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工

作方案》，明确就健全交易体系、完善交易规则、加
强风险防控、强化监督管理等任务开展为期两年的

试点工作，试点地区应逐步构建起比较健全的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和符合行业发展特点的监管

机制。
（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关键［１６］ 。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的意见》，确定了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总

体思路框架。 第一，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综合运用

政策创设、规划引导、体制创新等手段，破除要素壁

垒和机制障碍，逐步实现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要

素的城乡双向流动。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

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也提到要促进城

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引导

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 第二，推进基础设施一体

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２０１７ 年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提出，现阶段，城乡差距大最直观的是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大。 此后印发的《关于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也提出要提

高县城辐射带动乡村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的衔接

互补，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推动县城公共

服务向农村覆盖。 在实践中，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
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用好“试点—总结—推

广”的改革路径，促进公共资源合理配置，逐步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第三，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基层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缩影，目前，我国乡村在治理理念、结构、方式等

方面与城镇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 今后一段时期，
应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以“三治”为基础，
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方式，逐步建立村党组织引

领、农民广泛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体系。

二、“十三五”以来农村改革的
成效与经验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面部署下，农村改革

持续深化，从国家顶层设计到地方探索试验，循序渐

进、稳扎稳打，一系列改革成果被纳入政策文件和法

律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村改革政策体系，农村

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也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一）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基本建立，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得到完善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和完善。 实践证明，作为农

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家庭承包经营逐渐向采用

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技术、资金等生产

要素投入不断叠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
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家庭承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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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农户数量从 ２．３ 亿户减少为 ２．２ 亿户，家庭承包

经营的耕地面积从 １３．３ 亿亩增加到 １５．７ 亿亩，年均

增长 ２．８％①。 此外，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不断完善，各类经营主体的联合与合作不断加

强，统一经营逐渐向农户联合发展的方向转变，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更为紧密，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得以巩固和完善。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全国家

庭农场数量从 ３４．３ 万个增至 ３９１．４ 万个，其中县级

及以上农业农村部门评定的示范家庭农场从 ３．９ 万

个增至 １７． ０ 万个，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５０． ０％ 和

２７．８％；农民专业合作社从 １３３．６ 万个增至 ２０３．１ 万

个，其中示范社从 １２．７ 万个增至 １９．０ 万个，年均增

长率分别为 ７．２％和 ６．９％②。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全国各

类农业社会化组织达到 １０４．１ 万个，服务营业收入

总额达到 １７３８．３ 亿元，服务小农户数量达到 ８９３９．１
万个（户）③。 详见表 １。

表 １　 家庭承包经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成效

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１ 年 年均增长率

家庭承包经营的农
户数量（亿户） ２．３ ２．２ －０．７％

家庭承包经营的耕
地面积（亿亩） １３．３ １５．７ ２．８％

全国家庭农场数量
（万个） ３４．３ ３９１．４ ５０．０％

县级及以上农业农
村部门评定的示范
家庭农场数量 （ 万
个）

３．９ １７．０ ２７．８％

农民专业合作社数
量（万个） １３３．６ ２０３．１ ７．２％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
示范社数量（万个） １２．７ １９．０ ６．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总收入（亿元） ４０９９．５ ６６８４．９ ８．５％

村均收入（万元） ７０．７ １２２．２ ９．５％
经营收益 ５ 万元以
上的村（万个） １３．７ ３２．４ １５．４％

　 　 ２．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农民财产权益

更加充分

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１７］ ，其
重点任务是统筹推进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三项制度改革。 在承包地方面，自我

国基本完成承包地的确权登记工作以来，各地不断

探索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相关政策文件相继

出台，尤其是 ２０１８ 年新修订的土地承包法更是吸纳

了“三权分置”的实践成果，将相应政策探索上升为

法律规定。 同时，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第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实现省级全覆盖，进一

步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为放活土地经营权，促进承

包地有序流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

制度基础。 在宅基地方面，２０１５ 年中央启动了包括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在内的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

试点，重点健全宅基地管理的体制机制，相关政策文

件陆续发布，充分保障了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

房屋财产权。 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保障居住、
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成为新时期的工作重点，各地在

探索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

完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２０２１ 年，全国宅基地

２７４１９．７ 万宗，其中，出租宅基地 １２７．６ 万宗、４７．９ 万

亩，转让宅基地 ５４．１ 万宗、１１．２ 万亩④。 在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方面，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北京市大兴区

等 ３３ 个试点地区开展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改革试点，相关制度性成果已经纳入 ２０２０ 年新

施行的《土地管理法》中，由此建立了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基本完

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自实行农村土地家庭

承包制以来涉及面最广的一项农村改革。 ２０１６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

行了总体部署，提出要用 ３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

清产核资，５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经营性资产股

份合作制改革。 对此，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央农办，先
后组织开展 ５ 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共有

２８ 个省份、８９ 个地市、４４２ 个县整建制开展了试

点［１８］ 。 其中，北京、上海、浙江三个省（市）改革起

步较早，于 ２０１６ 年基本完成改革任务；其他省（市、
区）也已于 ２０２１ 年基本完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阶段性任务。 根据《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

报（２０２１ 年）》数据，约 ５７ 万个村完成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确认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约 ９ 亿人，农民对集

体资产股份的相关权能得到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获得了特别法人地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发

展。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从

４０９９．５ 亿元增至 ６６８４．９ 亿元，村均收入从 ７０．７ 万元

增至 １２２．２ 万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８．５％和９．５％；
经营收益 ５ 万元以上的村从 １３．７ 万个增至 ３２．４ 万

个，年均增长 １５．４％，占总村数的比重从２３．７％增至

５９．２％⑤。 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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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城乡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乡村生产生活条

件持续改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

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正在逐渐被打破，尤其是

２０１９ 年年底启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以

来，城乡之间的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

日益增多、自由度不断增强。 我国在户籍制度、就业

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农村土地制

度等重点领域的改革也不断取得突破，特别是近年

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支农惠农政策，城乡基础设

施一体化进程加快，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８５％，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超过

９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极大提高，如
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基本

建立，绝大多数县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组建县域医共体超过 ４０００ 个，县域内就诊率超过九

成⑥。 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效显著，农民收

入持续快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２—
２０２２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 ７．１ 亿人增至 ９．２ 亿

人，年均增长 ２．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５２．６％增

至６５．２％，增长 １２．６ 个百分点；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从２．８８ ∶ １降至 ２．４５ ∶ １。
（二）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

１．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改革的全面领导

强劲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确保农村改革稳

步推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 历史经验

表明，在农村改革中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

位的优势非常明显，“党建＋”的工作机制，能有效发

挥村集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统
一各类主体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进一步打通乡村基

层治理脉络，提高农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 从实践看，各地把深化农村改革作为推动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利用“岗位大

练兵”、现场观摩会等方式提升基层干部把方向、促
改革的能力，较好地凝聚了政府、社会、群众等各方

力量，破除了行政壁垒，形成了推动改革的强大合

力，并进一步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之基。
２．坚持试点探索和经验推广的改革路径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逐渐形成了“局部

试点—经验总结—试点推广”的由点及面式农村改

革路径，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又贴合我国农

村发展实际。 农村改革试验区是农村改革的“国家

实验室”，自 １９８７ 年设立以来，其围绕农村改革的重

点领域、重点任务开展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试验，
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承包土地经

营权抵押贷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等，为持

续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和实践经

验。 从改革的历程看，好的经验很多都是基层探索

出来、农民创造出来的，因此在试点试验中应充分尊

重农民首创精神，鼓励地方积极尝试、大胆创新，紧
抓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的契机，用好改革试验

田，结合自身优势开辟试验任务和内容，有针对性地

布局试点。 同时，及时总结提炼、积累成果也是形成

改革成功经验的重要一环。
３．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

推进农村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保持

足够的历史耐心。 从实践探索看，一项改革任务的

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遵循了大国小农的基本

国情农情和城乡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尊重了乡村

发展的客观实际，充分把握了农村改革的基本逻辑，
谋定而后动。 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各地的区域条件、
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大不相同，很多改革

任务也非常敏感，涉及农民基本权益，容易牵一发而

动全身。 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各项改革政策中多次

强调要以农村社会稳定为前提，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开展改革任务和探索发展路径，
不可操之过急。 同时，地方实践也表明，深刻剖析各

类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利害关系，看准了再做、摸
透了再推，以对历史负责、对农民负责的态度稳步推

进各项改革，才能在农村稳定的大局中谋得发展。
４．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充分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

导向，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纵观农村改

革的进程，农民权益所包含的内容不断拓展，就目前

而言，农民财产权益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

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 实践发现，一些地方

在农村改革中较好地保障了农民的财产权益，究其

原因，多数都承认了农民承包权的财产性质、承认集

体成员之间的平等性，能处理好集体、农民与其他经

营主体之间的关系，统筹开展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

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工作，并按照规章制度和市场

机制分配集体收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
而且，各地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使用权抵押、宅基

地自愿有偿退出，以及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收益、
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等权能方面的探索非常

重要。 充分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尤其是进城落户农

民的合法土地权益，有助于建立多方共赢的土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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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收益调节机制。

三、新时期农村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

“十三五”时期我国农村改革成绩亮眼，但面向

未来，农村改革仍存在体制机制、政策体系等多方面

的制约和挑战。
（一）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功能发挥不充分

目前，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中，“分”的层次发展

得较为充分，而“统”的功能相对弱化，主要表现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 究

其原因，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能力差

异较大，许多村集体缺乏“统”的物质和经济基础，
存在明显的“强村弱村差异”，即有条件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能及时发现集体优势，捕捉机遇，通过自主

经营或合作联合的方式开发集体资源资产，寻找到

合适的发展道路；而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无法发挥

“统”的功能，过度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扶持，自主

造血能力较差。 另一方面，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无能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以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为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若想开展此项服务需要具

备诸多条件，如要具有一定的服务能力、可提供有效

稳定的托管服务，并拥有与其服务内容、服务能力相

适应的农业机械和设备等。 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
这种服务模式多是“倒逼”型的，即村域或镇域内多

数农户的自主耕作意愿不强烈，又不愿意流转出土

地经营权，为解决“无人种地”的困境，一些有能力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为农户提供相应的农业生

产服务，逐渐承担起了“统”的功能。
（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运行机制不健全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农村改革成果、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 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快速发展，但运行机制尚不完善，仍面临两方面的

制约。 从政策体系看，缺乏专门法律支撑和针对性

的优惠扶持政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尚未出台，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实现机制不健全、
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而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

了一定的公益职能，但相关税收、金融、土地等优惠

政策尚未出台落地。 从经营方式和效果看，当前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集体经济发展参差

不齐。 由于各地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差异较大，临
近城镇、集镇或近郊的村，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城乡

一体化程度较高，二三产业融合度较好，集体经济发

展水平整体较高；而地处偏僻、资源匮乏的村，人员

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产业结构单一，集体经济发展基

础薄弱。 多数村集体对资源发包、物业出租的依赖

度较高，且集体经济发展的产业规模普遍较小，单打

独斗多、抱团发展少，没有形成全产业发展链条，利
益联结机制不紧密，集群效应发挥不明显。

（三）城乡融合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

我国城乡融合不断深入发展，新问题也不断聚

集与变化，仍存在城乡要素融合保障机制不健

全［１６］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相对滞后等

问题。 在实践中，城乡要素的流动集中表现为人的

双向流动，即农民进城和城镇居民返乡，其中，农民

进城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户籍限制、工作不稳定、
公共服务差异等依然存在，农民工市民化面临“愿
落不能落、能落不愿落”的两难困境。 而且，绝大多

数农民不会因进城而主动放弃农村原有的土地和宅

基地，农村老龄化［１９］ 、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无人

种地”问题突出。 如何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相关权

益的基础上，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是今后农村改

革要重点解决的难题之一。 同时，人才返乡就业创

业也存在一些卡点，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尚

处于各地自主探索阶段，仍有诸多制度障碍；集体成

员具有一定封闭性，集体资产股份收益权转让或退

出限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２０］ ，在当前的政策

框架下，返乡人才很难真正“落户”农村、“留得住”。
此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相对滞后，服
务供给品质区域差异较大。 本着立足当地实际、尽
力而为的原则，各地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财政

实力、集体收入紧密相关，但目前城乡资源配置不合

理，有限的资源往往向城镇、经济发达村倾斜，进而

加剧了城乡间、强村与弱村间在资金、土地、教育、医
疗等方面的不平衡。

四、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的举措

新时代新征程，农村各项改革有序推进、成效显

著，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面对改革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重点从构建新型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三块地”改革、探索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途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等四个

方面发力。
（一）培育多元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

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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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营制度，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必

然要求。 新时期，要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前

提，瞄准农业生产薄弱环节，不断创设农业社会化服

务配套政策，培育多元服务主体，拓宽农业服务领

域，持续夯实双层经营体制中 “统” 的根基，强化

“统”的功能，叠加“统”的效应。 一方面，将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作为服务的基础力量。 聚焦服务粮食生

产和小农户，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优

势、组织优势和居间服务优势，鼓励引导其立足自身

实际，整合资源要素，开展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性服

务，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主体＋农户” “服
务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服务机制，解决农村外出劳动力增多、种地劳动力缺

失等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

其他经营主体的协同作用。 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以技术、服务等资源要素为纽

带，与银行、保险、邮政、供销社等机构开展深度合

作，提高生产、金融、信息、销售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

供给能力，逐步构建起“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
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

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稳固农业强

国的根基。
（二）完善制度建设，统筹推进“三块地”改革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稳定农村土地产权关

系、激活农村发展活力的重要举措。 新时期，要坚持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牢牢把握处理好农民和土地

关系这条主线，继续完善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制度，巩固农村发展基础。 第一，完善承

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遵照“确权、赋权、活权”的
有关要求，继续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新模

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机制，以及土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有效办法，重点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严格耕

地用途管制，稳步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三十年的工作。 第二，完善宅基地“三权分置”制
度。 聚焦宅基地管理制度不健全、使用权能不完整、
农房大量闲置等难题，妥善处理集体与农民的关系，
深入探索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闲置宅基地和

集体经营性资产盘活利用以及宅基地“三权分置”
的路径和有效实现形式，加强宅基地资格权的理论

研究，健全宅基地制度和管理体系，确保农民住有所

居、住有宜居。 第三，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制度。 按照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

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要求，进一步扫除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

价的制度障碍，厘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

分配关系，因地制宜确定入市的主体、范围和方式，
建立健全市场化交易制度。

（三）优化扶持政策，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途径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成果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加大扶持

力度。 研究完善适合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

政策，如集体经济收入中用于农村公益事业的支出

可实行税前列支，集体成员的分红所得不缴纳个人

所得税等；对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用地需求予以倾斜；加大对集

体经济发展经营管理和财务会计人才的培育力度。
第二，创新发展路径。 充分发挥村集体资源、区位、
交通、土地等优势，因地因村因势探索有利于集体经

济发展的不同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如通过区

域联动、强弱联动、村企联动、跨乡跨村联动，发展农

业产业、资产经营、资源开发、服务创收等模式，促进

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为农村改革奠定物质基础。 第

三，防范经营风险。 依法依规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

督管理，形成产权明晰、经营高效、管理民主的资产

运行机制，以及事前、事中、事后全程覆盖的监管体

系，保障集体资产不流失。 加强对村集体经济投资

决策行为的指导，推行村级财务预决算制度，控制筹

资成本和风险，防止盲目决策、个人专断，防止出现

大规模债务风险。 构建“多维一体”的合力监管体

系，不断强化各主体、各部门监督，形成“大监督”工
作格局，切实把好立项关、合同关、财务关、风险关。

（四）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动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第一，打通城乡人才双向流

动的通道。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配套政

策，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原籍地的财产权益，保障其

在城镇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市民化权利，解决

进城落户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其更好地融入城镇。
优化人才返乡就业创业政策，完善人才引进、培养、
激励机制，给予相关人才金融、科技、社保、技术等方

面支持，鼓励其在就业创业地落户并享受相关权益，
将人才留在乡村。 第二，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 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目标，增加财政

转移支付力度，深挖地方经济发展潜能，提高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增强服务的普惠性和均衡性。 针对重

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人群，适时加强相关政策和

资源倾斜，补齐服务短板。 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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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各类市场主体积极

参与，拓展融资渠道，减轻财政压力。 第三，千方百

计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强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大
力发展乡村产业，加快产业提档升级，完善联农带农

机制，增加农民产业经营效益。 优化农民就业创业

政策，强化就业指导服务，着力提升农民职业技能和

整体素质，拓宽就业领域，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

分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 同时，鼓励农民深度参与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分享集体发展红利，增加财

产性收入。

注释

①②⑤本部分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业

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编：《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２０１５ 年）》，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

指导司编：《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业出版

社，２０２２ 年版。 ③④本部分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

导司编：《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业出版

社，２０２２ 年版。 ⑥此处数据来源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

〈２０２２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答记者问》，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ｄｔ ／ ｚｔｚｌ ／ ｘｘｃｚｈｊｓ ／
ｇｈｚｃ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１７＿１３１９４６４．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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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多元目标、现实困境与机制构建

司　 伟　 　 陈　 哲

　　摘　要：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 虽然中国粮食产量和储备能力都

有了显著提升，但结构性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粮食增产后劲不足。 建设农业强国背景下，中国保障粮食

安全的观念发生了重要改变：范畴从注重数量安全转向数量、质量和营养安全并举，思路从实现增产增收转向统筹

增产、增收和增效，主体从小农户生产为主转向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规模经营，驱动力从依靠化学投入品转

向依靠科技创新。 为此，应立足当前粮食安全的新观念、新目标，从党政同责、耕地保护、科技创新、粮食补贴、节粮

减损等方面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供给保

障能力。
关键词：粮食安全；保障机制；观念转变；现实审视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６．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３０－０９

　 　 粮食安全既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

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中国政府历

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特别是面对农业资源相对匮

乏的基本国情，政府不仅出台了一揽子的支持保护

政策，投入了巨大的财政资金，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

性，还通过鼓励农业科技创新和扩大基础设施建设，
为粮食增产稳产创造良好的环境［１］ 。 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健全种粮农民

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２］ 。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的《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

案》再次指出，要健全粮食安全保障制度，让广大农

民在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 在这些利好政策的支撑

下，中国粮食安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依靠自己

的力量解决了 １４ 亿多人口的饭碗问题，实现了口粮

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营养水

平得到显著攀升，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
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３］ 。 中国实现粮食安

全不仅对推动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还为世界粮食安全和全球粮食治理

作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中国粮食安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立足

当前世情国情农情粮情，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仍面

临诸多挑战。 一是中国人口规模庞大，耕地资源有

限，短期内劳动生产率难以得到明显提升，粮食市场

竞争力不强；二是以耕地、种子为代表的粮食生产能

力根基不稳，种粮比较收益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下

降；三是粮食结构性矛盾加剧，粮食供需缺口依然存

在，饲料粮进口依存度较高。 面对粮食消费需求刚

性增长、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及生产成本上升，部分

地区甚至出现了耕地抛荒现象，这都给粮食安全带

来了一定的威胁［４］ 。 当前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地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全球背景下优化中国农业补贴促进农业食物系统转型”

（７２０６１１４７００２）。
作者简介：司伟，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陈哲，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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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冲突、气候变化及后疫情时代冲击引发的多重

危机叠加，充分暴露了全球粮食系统的相互关联性

和脆弱性，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更为凸

显［５］ 。 综上，虽然当前关于粮食安全的研究已经较

为丰富，但是立足于全面破解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

难点和堵点问题、建设农业强国的新的历史阶段，深
入理解保障粮食安全的新内涵和新特点，进而构建

保障粮食安全的体制机制，对进一步提高粮食供给

质量，保障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观念转变：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观念转变的演进历程

　 　 一国的粮食安全观会根据国情变化作出适当的

调整或校准，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的边界

和观念不断拓展和丰富，本部分从范畴转变、思路转

变、主体转变和动力转变四个维度阐释粮食安全观

念的变迁。
１．范畴转变：从注重数量安全转向数量、质量和

营养安全并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粮食供给一直

处于短缺现状。 经过长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虽然通过农村土地改革和推行

相应的农业发展激励政策，农民参与粮食生产的积

极性得到提升，但由于长期农业发展基础薄弱和自

然灾害频发，１９４９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仅为 １．１３ 亿

吨，人均粮食仅为 ２０８．９０ 千克①，距离解决温饱问

题还存在巨大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持

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把
发展粮食生产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千方百计

争取粮食总量稳定增长［６］ 。 １９５３—１９５６ 年，中国

政府开始实施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需求为目的、
以合作化为导向、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为
路径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尝试解决农业生产要素

低效配置问题。 同时，政府通过大规模兴修水利和

开展农田建设，使得粮食产量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但是，激励机制的扭曲以及自

然灾害的频发，使得农业生产陷于困境，粮食供给安

全难以得到保障，改革开放之初，有 １ ／ ３ 的农民吃不

饱饭，粮食短缺造成的人民温饱问题依然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为了持续解放

农业生产力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废除了人民公

社制度，在农村地区推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亿万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

主权。 同时，改革粮食购销体系，极大调动了农民生

产积极性，农产品供给日益充裕，百姓温饱问题基本

得到解决。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农业发展形势作

出了“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
年有余，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的判断，
提出要进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标志着中国粮

食数量安全已经得到初步解决。 １９９３ 年国务院印

发《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标志

着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从单一数量安全扩展为数量

安全与营养安全并重。 特别是，２００４ 年以来，中国

粮食连年丰收，粮食安全面临的供需数量矛盾开始

逐步转向数量和结构矛盾并存，居民消费升级对粮

食生产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粮食生产与消

费结构性失衡，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７］ 。
因此，当前中国保障粮食安全不仅局限于“吃

得饱”的数量安全，更在于合理进行粮食结构调整、
提升农产品品质以满足城乡居民“吃得好、吃得营

养、吃得健康”的营养需求［８］ ，其发展理念已逐步从

单纯的粮食数量安全转向大食物观下的数量安全、
营养安全、质量安全并重，形成了更加多元、综合的

食物安全保障体系。 从粮食安全向大食物观下的食

物安全观念的转变，也进一步丰富了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的内涵。
２．思路转变：从实现增产增收转向统筹增产、增

收和增效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民

生问题，如何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一直是社会关

注的热点和政府工作的重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障国家粮食供

给，政府曾实施粮食补贴政策，通过政府转移性支付

对生产经营主体的生产环节和加工环节进行资金补

贴和实物补偿，来保障粮食生产和供给安全［９］ 。 但

在重工业优先和向城市倾斜发展战略背景下，国家

财政支农投入明显不足。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财政实力增强，国家坚

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始终将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

持重点和优先保障领域，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
方针，不仅历史性地取消了农业税，还在粮食生产领

域先后实施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和

农资综合补贴，形成了以“四项补贴”为主要内容的

补贴体系，强化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将过去以价格支

持为主要形式的“暗补”逐步转向对农民收入的“明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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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补贴资金规模不断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更加完善，推
进“三项补贴”改革，支持农民增收，推动了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连年丰收。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

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九连丰”，口粮自给率在

１００％以上，谷物自给率在 ９５％以上，做到了国内谷

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民基本实现了粮食增

产和持续增收。
然而，长期追求产量的农业生产方式虽然促使

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但随之而来的农业资源与

环境问题逐渐显现。 精于生产的小农户缺乏应对生

产要素价格上涨和粮食价格下跌的能力，在成本和

收益的双重挤压下，利润微薄、增产不增效，生产规

模的扩张不仅无法带来“规模经济效应”，甚至使小

农户迫于收入和生存压力而陷入 “进退两难” 的

境地［１０］ 。
因此，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并不再单纯追求粮食

产量的上涨，过去通过拼资源、拼环境追求粮食产量

增长和通过粮食产业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增

长难以持续。 当前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在于深入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抓住耕地与种子两

个要害，通过政策引导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可持续

转型，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大对农业发展

关键领域和环节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真正实现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和农业增效协

同共进。
３．主体转变：从小农户生产为主转向鼓励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规模经营

保障粮食安全和实现农业现代化首要关注的就

是生产经营主体问题，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

定了小农户是农业的微观组织基础，但由于小农户

长期以来分散经营，对创新要素投入的接受意愿较

低。 同时，创新要素往往需要一定的规模才能产生

经济效益，这些都是导致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矛盾

交织的重要因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绝对平均

主义严重抑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并造成农业生产率

持续下降［１１］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实施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改革，创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数以亿计的小农户又成为

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小农户释放的较高生产效率

和创造力得到肯定［１２］ 。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数据，中国承包土地的农户有 ２．３ 亿户，户均耕地面

积 ６．８ 亩，经营耕地 １０ 亩以下的农户仍有 ２ 亿户，

小农户依然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农业劳动生产率

低、农民收入低和多数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现

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相

距甚远。
因此，当前必须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加快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实现规模经营。 进一步

说，自农村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

镇化进程加快，农民阶层分化持续加深，大量小农户

逐步转向非农部门就业，“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好

地”两大农业生产难题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

题［１３］ 。 ２０１２ 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首次正式出

现在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此后中国陆续制定并出台

了一系列关于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文

件。 ２０２０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了“重点培

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

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

入农业产业链”的要求，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

始成为中国农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带动作

用，通过多层次、多环节的引领和带动，能够把小农

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 当前，农业经营主体的格局已从改

革初期相对同质性的家庭经营农户主导转向现阶段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多类型经营主体并存。
保障粮食安全必须认清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共存的事实，同时认识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新型

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是推动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４．动力转变：从依靠化学投入品转向依靠科技

创新

农药化肥是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要投入要素。 国

内外学者均达成基本共识，粮食增产与农药和化肥

的施用量呈高度正相关关系［１４］ 。 中国农药和化肥

施用量均居世界第一，农作物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２．５ 倍，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是

世界平均水平的 ３ 倍②。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数

据显示，中国目前主要农作物农药化肥有效利用率

仅为 ４０％左右，距离发达国家 ６０％—７０％的农药化

肥有效利用率还相差甚远。 此外，由于农药化肥投

入能够带来粮食单产显著提高，部分农户为追求土

地收益最大化而过度施用农药化肥，导致农业面源

污染、土地板结酸化、资源环境承载力减弱等问题突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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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终反过来不仅威胁农业可持续发展，还严重威

胁粮食安全。
自《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实施意见》（农科教发〔２０１５〕１ 号）明确提出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 “一控、两减、三基

本”③目标以来，粮食生产中的污染防治大为加强，
农药化肥实现了零增长，畜禽粪污、秸秆、农膜等利

用率显著提升，粮食生产方式正在实现绿色转型。
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粮食

安全也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１５－１６］ 。
科技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因素，在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对引领中国

生产方式新变革、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意义重

大。 因此，当前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必须充分发挥科

技创新在粮食生产经营中的推动作用，推进绿色生

产技术集成创新，加快建立绿色发展技术体系，促进

先进生产要素在粮食生产中的快速应用，实现从单

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旧动力向以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为核心的新动力转换。

二、现实审视：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
显著成效与现实问题

　 　 系统梳理当前中国粮食安全取得的主要成就，
并揭示存在的现实问题，是新时代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和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需要。 本部分将从

粮食总产量提升、种植面积增加、科技投入夯实、储
备能力增强、规划设计完善等方面总结中国粮食安

全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从生产要素配置失衡、供需缺

口较大、种植成本上涨、品种结构矛盾突出和资源环

境约束趋紧等方面分析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与

挑战。
１．粮食总产量逐年上升，但受劳动力非农转移

和极端气候冲击，保障粮食持续增产压力较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数地区的农业基础

设施薄弱，农田荒废，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人民群众

生活极度贫困，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粮食供应紧

张，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饥荒。 为了缓解粮食供应

短缺状况，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推行农

业集体化、进行土地改革、鼓励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

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等，为未来粮食生产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１７］ 。 《２０２２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数据显示，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６．８７ 亿吨，人均

粮食占有量达到 ４８６ 千克，稳居世界十大粮食产量

国首位，为解决世界贫困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 同

时，伴随着中国政府加大农业支持力度，粮食产量实

现了“十九连增”，粮食供给总量丰年有余，实现了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
但就粮食产量增长速度而言，中国粮食总产量

从 １ 亿吨提升至 ３ 亿吨经历了 ２９ 年，从 ３ 亿吨突破

至 ６ 亿吨耗时 ３４ 年，虽然粮食产量在波动上升，但
呈现出增产后劲不足、动力匮乏的特点，同时粮食产

量的增长速度也开始趋于放缓。 特别是，随着工业

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

至非农部门，导致农村出现农田弃耕和闲置现象。
此外，粮食生产是自然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的过程，粮
食产量每提升 １ 亿吨所用的时间将因受到气候、政
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１８］ 。 当前，气候

变化也使得极端天气频发、气象灾害较多，中国年平

均降雨量和平均气温都开始增加，农业面临自然灾

害风险加大。 《２０２１ 年中国气候公报》数据显示，全
国共出现 ３６ 次区域性暴雨过程，区域性、阶段性气

象干旱明显，导致粮食增产空间和增产潜能有限。
２．粮食种植面积持续增加，但粮食供需缺口依

旧存在，部分品种对外依存度较高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且耕地资源相对有限的农业

大国，尽管整体耕地资源丰富，但人均耕地占有量偏

低，并且后备耕地资源有限。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重

视耕地保护，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保护的各项制度，通
过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和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等方式保

障粮食种植面积，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提升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 中国粮食种植面积持续增加，从
１９４９ 年的 １０９９５．９ 万公顷扩增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１８３３．２
万公顷，绝对面积增加了 ６．４％，粮食播种面积每平

均增长 １．１ 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提升近 １ 亿吨④。
此外，为了持续稳定粮食产量和保障粮食耕种面积，
国家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全国粮食面积

稳定在 １７．７ 亿亩以上，这些举措也为保障粮食安全

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面对与日俱增的粮食产量和粮食单产，中

国粮食供需缺口却在进一步扩大。 中国虽然已经实

现“口粮绝对安全”，但绝对安全的“口粮”实际所指

的不是口粮品种的食用消费量，而是口粮品种的总

消费量，后者既包括食用消费量，也包括饲用消费等

其他用途的消费量。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稻谷和小麦

按食用消费量计算的自给率分别高达 １３３． ７％和

３３

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多元目标、现实困境与机制构建



１４５．４％［１９］ ，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但随着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食用消费基本保持稳定，饲料

粮需求快速增加，粮食总需求呈扩大趋势，大豆油料

等能量基质产品和高蛋白食物缺口较大。 中国是世

界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２０２２ 年粮食进口量达１．４７
亿吨，其中进口大豆 ９１０８ 万吨，大豆对外进口依存

度较高。 特别是，从食物营养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

动物蛋白的硬缺口巨大，作为动物性蛋白主要来源

的大豆需求将继续增长，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

市场的大豆需求仍将依靠进口来满足，高度的进口

依赖对中国大豆供应链稳定及保障食物安全都是

隐患。
３．粮食生产的科技投入不断增加，但粮食种植

成本高企，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

农业技术进步是粮食持续增产和农业提质增效

的重要动力，是建设农业强国和提升中国国际竞争

力的关键力量［２０］ 。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

农业科技的发展，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

新在粮食生产和经营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依靠现代

农业科技装备实现粮食高效供给。 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实现大发展、大跨越，
通过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建立了基于机械化、信
息化、智能化的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体系，基本实现了

主要农作物良种全覆盖。 此外，中国还大面积推广

高效栽培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耕地产出能

力，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增强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２１］ 。 然

而，受限于农业科技投入单一化和科技成果推广低

效等现实因素，中国育种全链条创新明显不够，农机

研发及应用水平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这导

致当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提高难度较大［２２］ ，制约

着新时期的粮食安全。
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导致农业劳

动力和土地要素价格持续上涨，进一步增加了粮食

生产成本，给粮食增产增效带来了极大挑战。 全国

粮食成本收益数据显示，１９７８ 年中国三大主粮每亩

平均成本仅为 ５８．２３ 元，而到 ２０２０ 年上涨至１１１９．５９
元，上涨了约 １８２４．１１％。 其中，物质与服务成本上

涨了约 １４．９３ 倍，人工成本上涨了约 １４．５４ 倍，土地

成本上涨了约１０５．１８倍。 尽管单位面积粮食产出量

逐年上升，但逐年上涨的种植生产成本导致粮食生

产的盈利空间不断萎缩，农民难以实现增产增收甚

至出现亏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

三大主粮每亩净利润均为负值，直到 ２０２０ 年才开始

出现小幅度上涨，但成本利润率也仅为 ４．２１％，农民

依靠种粮实现增收的难度依旧较大⑤。
由此可见，尽管粮食科技投入水平不断提升，对

粮食生产的支撑作用也愈加强化，但粮食生产要素

成本逐年上涨的势头难以遏制。 与此同时，粮价上

涨空间有限，造成粮食生产利润持续走低。 这种双

重挤压显著降低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进一步制

约了粮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尤其是，在市场影响

和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农业经营者倾向于种植效益

更高、生长周期更短的经济作物，这种趋势导致农村

耕地和基本农田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非粮化”现象，
甚至出现了部分农户弃耕抛荒从事非农生产的

情况［２３］ 。
４．粮食储备能力显著增强，但居民食物需求层

次不断提高，粮食品种结构矛盾突出

粮食储备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不仅能够缓冲因粮食价格波动而导致的粮食市场风

险，而且是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手段。 建立较

为完备的粮食储备体系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普遍共识，较高的粮食储备不仅可以有效调控市场

中粮食的种类、规模和结构，缓解国内粮食的供需矛

盾，还可以为其他贫困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资援助

和支持。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储备工作，２０１９ 年，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

见》，以进一步完善储备管理制度、健全运行机制和

创新管理模式。 经过多年发展和完善，中国已基本

建立主要包括政府储备、政策性库存、企业商品库存

以及部分农户存粮在内的多层次粮食储备体系。 当

前我国粮食库存消费比超过 ５０％，稻谷和小麦库存

量超过一年的消费量，库存消费比远超过联合国粮

农组织的粮食安全警戒线⑥，充足的粮食储备为维

护中国粮食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档升

级，居民的消费需求正逐步从“吃得饱”向“吃得好”
和“吃得健康”转变，同时从谷物消费向肉蛋奶、蔬
菜等多样化消费转变［２４］ 。 但据《２０２０ 年中国统计

年鉴》数据，２０１９ 年中国居民人均在家年畜禽肉类

消费量与占有量的比值仅为 ０．７，肉类市场长期处于

紧平衡状态；蛋奶类比值仅为 ０．５，居民蛋奶等食物

消费明显不足，与平衡膳食推荐摄入量存在较大差

距。 特别是，中国以谷物为主的种植业生产结构、储
备结构与居民食品消费倾向存在偏离，主要表现为：

４３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



满足动物性食品消费的玉米和大豆等主要饲料粮种

植比例较小，饲料粮国内供给缺口明显；水稻和小麦

种植比例过大，库存积压问题突出。 随着消费结构

的提档升级，高品质、营养健康的食物消费将会逐步

替代传统的谷物消费。 然而，如果种植结构调整无

法匹配食物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变，粮食供给结构性

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可能会导致粮食产需出现结构

性矛盾，危及食物系统安全。
５．粮食产业发展规划较为明晰，但资源环境约

束持续趋紧，粮食增产空间受限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国际粮食进

出口贸易竞争加剧。 为了维护好粮食安全，国家必

须做好顶层设计，抓好战略谋划和明确目标任务，积
极防御，主动治理，以应对和化解粮食产业面临的重

大安全风险。 因而，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粮

食安全，把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制

定多项政策文件引领和指导粮食产业发展。 ２００８
年印发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 年）》详细阐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及相应的政策措施，为构建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要求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提供

了可行路径⑦。 此外，随着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日益突出，政府又陆续颁布了《粮食行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粮食质

量安全监管办法》等数十项政策和法律法规，“粮食

安全保障法”也呼之欲出，中国基本形成了较为完

备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体系，粮食安全从政策治理

逐步走向法治治理。
然而，尽管政府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作了大量

的制度建设，但中国人多地少水缺的现实国情决定

了保障粮食持续稳产增产受到资源环境的刚性

约束。
第一，中国粮食生产所依赖的耕地资源持续流

失和遭到破坏。 据水利部监测数据，２０２１ 年全国水

土流失面积达到 ２６７．４２ 万平方公里，东北地区黑土

地流失状况更加突出，流失速度数倍于成土速度。
第二，土壤板结、酸化、蓄水保肥能力下降等问

题较为严峻。 中国尚有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面积达

２０００ 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 １ ／ ６，优等耕地面积占

比不足 ３％，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七成以上⑧。
第三，中国水资源在产业分配上出现不均衡问

题。 生活和工业等非农业用水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农业用水份额不断被挤压，导致农业和其他领域的

用水矛盾持续尖锐化。 另外，中国农田灌溉设施较

为陈旧，设施管护和管理制度混乱，导致粮食生产水

资源利用不科学和浪费严重。 低效的水资源利用和

水资源浪费加剧了粮食生产用水的困境，并且制约

了粮食增产稳产能力的提升。
第四，农村地区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由于农村

地区生产要素价格较为低廉，环境规制较为宽松，大
量工业企业将农村视为“污染避难所”，工业污染逐

步向农村地区转移，其结果必然带来土壤和水源污

染加剧，进而导致部分耕地丧失粮食生产能力，威胁

粮食安全。

三、机制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保障机制的构建

　 　 在科学研判当前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理念、多
元目标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和

挑战，需要从强化顶层设计规划、构建耕地质量保护

机制、完善粮食科技创新体制、健全种粮主体利益保

障机制和建立常态化节粮减损机制等方面来保障中

国粮食安全。
１．持续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严格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机制

保障粮食安全本质上要求政府加强对粮食安全

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度保障和规划引领实现粮食产

业健康有序发展，借助“看得见的手”实现政府责任

的积极履行。
第一，坚持政府主导地位，完善相关法律和法规

建设，建立包含保障粮食安全理念和目标的顶层设

计规划和激励考核机制。 立足于当前国内外的严峻

形势，政府应将粮食安全纳入国家食物安全战略的

总体规划，并进一步加强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持续

出台保障粮食安全的专项法律法规，在法制层面加

大对粮食安全的保障力度。
第二，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长期命题，需要充分

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方向，同时考虑人口城

镇化率不断提高的事实。 政府应做好短期规划和长

期规划的协调与衔接，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放在全

球视角上进行综合考虑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 此外，要统筹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科学有效地破解人多地少国情下的粮食安

全问题。
第三，各级政府干部应持续提高思想认识，加强

思想建设，从政治高度和责任担当的角度看待粮食

安全问题，严格对照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的基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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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重点任务，积极参与和主动落实各项工作。 各

级党委和政府需要建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谋

划和制定具体的任务分工方案。 党委必须承担主要

的领导责任，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落实监管和执行

的法律责任，推动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责

任体系，凝聚起保障粮食安全的强大合力。
第四，充分发挥党政同责的制度优势，有效保障

粮食安全。 落实党政同责制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绩

效考核和监督机制，制定详细和具体的考核评价标

准和程序，定期进行考核评估。 对政策和规划执行

不到位的工作人员，应定期定责、追责、问责，最终通

过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２．着力构建耕地保护新机制，扎实推进“藏粮于

地”战略

耕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 保障粮食综

合生产潜能和稳步拓展粮食生产空间，实现“藏粮

于地”“藏粮于田”和“藏粮于土”的粮食安全战略，
就必须聚焦耕地质量建设，提高全民的耕地保护意

识，充分发挥各主体进行耕地保护的主观能动性，牢
牢守住耕地红线。

第一，进一步强化耕地安全认识，充分调动全民

进行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要加大对耕地保

护的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一方面，让广大民众和社

会各界充分认识到保护耕地资源的重要性，倡导耕

地节约集约利用，强化耕地红线意识；另一方面，使
全社会深刻认识到保护耕地不仅能够解决当代人粮

食安全问题，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稳定的 “饭碗

田”。 此外，应积极引导全社会树立“保护耕地、人
人有责”的理念，营造珍惜耕地的良好氛围。

第二，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建设。 提升耕地质量

建设工程的实效，切实做好耕地质量安全建设。 一

方面，严格坚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完善耕地保

护责任目标考核制度，强化耕地占补平衡，加强耕地

用途管制；另一方面，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和防

止“非粮化”，建立切实有效的耕地种粮检测体系，
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确保耕地使用和流转用途不发生改变，
确保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

第三，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 结合各地资

源禀赋开展差异化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行动，并加大

资金投入和配套设施建设力度，确保高标准农田建

成后能够得到有效管护。 同时，要积极推广土壤改

良措施，提高耕地质量，提高农田可持续利用水平和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产得出、供得上、供得

优，真正能够实现“藏粮于地”。
３．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驱动粮食安全

向更高层次跃进

创新是驱动粮食生产和经营的根本动力，必须

以粮食科技为导向，加大粮食核心科技研发和投入

力度，发挥好科技创新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动力支撑

作用。
第一，持续构建与保障粮食安全相适应的科技

创新投入体系。 要充分发挥各级财政资金的引导带

动作用，鼓励社会资本和农业企业参与粮食创新科

技研发。 同时，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保障粮食安全为目标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

体系，突破制约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
术，多措并举促进农业科学技术水平迈上新台阶。

第二，加大种业科技创新力度。 一方面，要加大

种业科技创新投入，鼓励科研机构创新研发粮食新

品种和优良品种，从生产源头消除粮食安全风险隐

患，抢占国际生物育种制高点，实现种源自给自足，
打好和打赢种业“翻身仗”；另一方面，要加快良种

繁育基地、农作物新品种示范基地、国家农作物育种

创新基地等种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鼓励高校及科

研院所、种业企业等深入开展原创性、基础性研究。
此外，要确保企业在种业创新体系中的绝对主体地

位，推动优势资源、人才和资本向种业创新企业集

中，打造一批具有生产创新力、核心研发力、产业带

动力、市场推广力、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领军企业，为
产出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种子新品种奠定扎实的

基础。
第三，完善粮食科技创新体系。 坚持科技引领、

基础研究布局、关键粮食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完善

粮食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粮食科技成果示范应

用，以科技创新引领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加快

构建粮食科技创新体系，鼓励创新主体加快创制并

熟化一批性能可靠、成本低廉、操作简便的关键核心

技术及产品，并积极推动粮食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和

示范平台建设，实现成果转化效率和成果应用成功

率的双提升。
４．健全种粮主体利益保障机制，调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其积极性和粮食收益

水平直接影响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创新

和完善粮食补贴机制，可以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的积

极性，提高粮食供应能力，进而保障粮食安全。
第一，健全粮食补贴机制。 实行市场化、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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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粮食补贴方式，建立健全粮食生产区域利益补偿

机制，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

系，提高当前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性。 另外，政府应

积极探索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

粮食者多得补贴，防止出现过度补贴和重复补贴，提
高粮食补贴的效率。

第二，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力度。 确

立以保障粮食增产和保障种粮收益双重目标为导向

的粮食补贴政策，通过扩大要素补贴范围和加大补

贴力度，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作，切实降低农民种粮

生产成本，有效增加农民种粮收益。
第三，创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粮补贴扶持机

制。 提高对粮食规模种植户的补贴等级并增加补贴

环节，以诱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种粮。 加

大对农机购置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补贴力度，引导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企业积极投资农业社会化

服务事业，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种

粮农民获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成本，切实调动农民

种粮的积极性。
５．建立常态化节粮减损机制，夯实粮食有效供

给的“无形良田”
节约粮食是中国提高粮食有效供给能力、保障

粮食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而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实际上相当于节约利用耕地和淡水资源，也可被视

为开发粮食生产潜力的“无形良田”。
第一，必须建立健全粮食节约减损的法律法规

体系，明确粮食节约减损的目标、原则、责任主体和

实施措施。 政府需要制定粮食损失浪费评价标准，
为守好粮食损失目标底线和建立常态化节粮减损机

制提供法律依据。 相关部门应加大对粮食节约减损

科研项目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推动新技术、新材

料在粮食收获、储存、加工和运输环节的研发与应

用。 同时，应鼓励农业生产者和企业采用智能化粮

食储存管理系统、无损检测技术等先进的农业生产

技术和设备，提高粮食利用效率，并确保粮食质量稳

定性。
第二，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节粮减损，不仅需要

依靠政府法律法规的支撑，而且离不开全社会的共

同参与。 政府应积极开展“节粮减损”和“抵制食物

浪费”等活动，并通过引导公众养成科学合理的膳

食习惯，向社会全方位宣传粮食节约减损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 同时，政府应积极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

等平台，面向学校、农村、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群体，开
展相应的粮食节约减损培训和教育活动，引导公众

进行合理的节约理性消费，共同为粮食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贡献力量。

结　 语

保障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

安全的重要基础。 中国“大国小农”的现状在短期

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而且粮食安全处在一个复杂

的背景下，全方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

需求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

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始终掌握粮食安全主

动权的重要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粮食安

全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粮

食结构性矛盾突出、生态压力增大和增产空间受限

等问题。 需要在粮食安全的范畴、思路、主体和动力

等方面革新理念，构建更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机制和

新路径。 本文认为，应该从党政同责、耕地保护、科
技创新、粮食补贴、节粮减损等方面构建更高层次、
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提高中国粮食安全

的自主可控能力和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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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理论逻辑与未来路径

石宝峰　 　 王瑞琪

　　摘　要：土地制度是农村的根本制度，新形势下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主线仍旧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依循这一主线，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由改革开放前的“权利集中期”逐步演变至改革开放后的“权利分离与分置期”，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是渐进还权于民的过程。 新时代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正确理解满足农民需

求是逻辑起点、土地功能拓展是逻辑目标、以强化土地权能为根本依循和以拓展土地功能为直接导向是逻辑线路

等几个方面。 基于此，结合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土地产权关系盘根错节、土地利用供需多维错配、土地价

值显化过度偏移的实践挑战，应选择深化拓展土地权能内涵、合理统筹土地利用规划、科学把控土地制度关系等改

革路径，以期为新一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历史进程；理论逻辑；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３９－０９

　 　 土地是农业之本、农民之根，土地制度是一个国

家最为重要的生产关系安排，是一切制度中最为基

础的制度［１］ 。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强调解决“三农”面临的

各种深层次问题，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而新形势

下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依旧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

关系［２］ 。 ２０２３ 年是我国农村改革 ４５ 周年，也是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更是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的起步之年。 站在新的时代起点，立足国

情农情民情，构建适应时代发展又具有中国特色的

农村土地制度，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一步，是未来

很长一段时期发展和工作的重点。 由此可见，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既是

理论研究深化发展的必然和趋势，也是深化改革实

践的现实需求和应有之义［３］ 。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相关

研究，主要涵盖了理论渊源［４］ 与重大意义［５－６］ 、历
史变迁［７－１０］ 与国际比较［１］ 、内涵阐释与问题表

征［１１］ 、改革进展与实际成效［１２］ 、经验启示与演变

逻辑［１３－２３］ 、未来思考与治理路径［９－１０］ 等多个方

面。 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已颇为丰富，但仍在两方面

留有探讨空间：一是针对不同时期农村土地制度特

征与理论创新的剖析相对缺乏。 虽然现有文献系统

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中国 ７０ 年、改革开放 ４０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变迁，
但大多停留在对以往相关政策内容的罗列与总结，
鲜有对“家庭承包制” “农地三权分置”等重大举措

进行深度挖掘与细致解析者。 二是针对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理论逻辑的探寻较为分散，缺乏统一的分析

框架。 虽然现有文献基于农民土地权益、农民和土

地关系、乡村振兴、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等不同视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业稳产保供、农民就业增收的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

（７２２７３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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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逻辑进行提炼，得出了

改革以农民土地产权为核心、以渐进还权于民为过

程、以公平与效率为目标、以土地要素城乡交换流动

为主线等诸多结论，并通过对宅基地改革的深入探

寻，进一步明确了价值发现与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
但上述研究大多是就某一视角、某一内核制度的单

独阐述，鲜有将农民产权实现、土地价值显化、公平

效率抉择等不同思路串联起来进行细致分析者，缺
乏统一框架下针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综合探讨。

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百年来中国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历史进程的基础上，细究农民产权实现、土
地价值显化、公平效率抉择等不同思路的内在联系，
依循“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一主线将其相互

串联，构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统一分析框架，
深入剖析改革的理论逻辑，并结合新时代改革的实

践挑战，提出未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

择，以期对新时期重塑农村人地关系、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产生重要意义。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系统梳理并深入探究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有
助于提炼制度改革的内在理论逻辑，以便在未来改

革中获取更好的制度红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

化、“两权分离”和“三权分置”等多次重大变革，对
不同时期的农业农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结合重

大变革的关键时点，依据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重点，
可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初步划分为改革开放前

的“权利集中期”与改革开放后的“权利分离与分

置期”。
（一）改革开放前的“权利集中期”
这一时期，具体包含“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

现‘耕地农有’”的土地改革时期与“设立农村土地

集体所有制，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合作化时期。
１．土地改革时期（１９２１—１９５１ 年）
该时期历经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全面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等发展阶段，逐步推行“耕地农有”的
土地政策，顺利完成土地所有制改革，实现了土地从

“封建地主所有”到“农民个体所有”的转变。 同时，
为了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群众获

取土地的迫切要求，土地交易由禁止转为允许。
“耕地农有”理论的萌发和贯彻，旨在响应农民群众

获得土地的强烈意愿，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让其成

为土地的主人；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和推行，进
一步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完整产权、拥有完备的土

地权能，即土地的所有权、自由使用和处分权、剩余

价值所有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能都集中掌握在农

民自己手中。
２．农业合作化时期（１９５２—１９５５ 年）
该时期历经农业互助组、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等

发展阶段，推行“互助合作、集中统一”的土地政策，
随之萌生的“合作社公有”理论加速指引土地所有

权走向集体化，最终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传统农村土地集体化体制，奠定了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的主基调。 在巩固“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这

一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土地从“农民个体

所有”到“农民集体所有”的转变，尽管使用权和所

有权先后从单一农户剥离至集体集中，产权发生短

暂分离，但很快在农民集体层面完成合一，农民作为

土地主人的根本性质并未改变。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的“权利集中期”，通过

土地改革，借由土地分配的方式，落实农民所有权；
通过农业集体经济，借由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趋势，形
成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产权性质从“耕地农有”
转变为“合作社公有”。 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旨在从源头上规避

分散经营耕种的随意性和非科学性，但这种“政社

合一”体制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的目

标设定与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单一产权安

排，在监督管理不到位、分配方式无差别的现实情况

下，直接造成了农民努力与所获报酬的不一致，最终

使得农业生产陷入发展困境。
（二）改革开放后的“权利分离与分置期”
这一时期，具体包含以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为标志的“两权分离”时期和延续至今的“三权分

置”时期，前者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剥离”“流转”和“保障”三个阶段。
１．“两权分离”时期（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
该时期历经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剥离” “流转”

和“保障”三个发展阶段，满足农民对土地直接经营

收益以及流转处分和承包权益保障的需求，促成产

权安排由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单一形式向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模式的

转变，实现经营制度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向家庭经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优化。 至

此，家庭经营体制成功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步得以明

晰化、法律化与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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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作

为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承包经营集体的土

地，并按合同规定率先上缴部分生产经营收入，以便

完成国家任务与履行集体义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

式，其兼具“一个前提”“两种权利”“双层经营”“三
方主体”的制度特征。 即通过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

前提，形成集体所有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潜在约束；通
过重构土地权利结构的方式，实现土地所有权与使

用权的明确分离；通过签订国家、集体与农户之间的

合约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构建“交足国

家，留够集体，剩余归自己”的利益分配结构和“有
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承包经营制，是中国农民在

汲取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后，自发创造的一场自下

而上的诱致性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开创了新型集体

所有制的理论先河。 即较之传统的集体所有制，其
将集体土地产权视作一种可以分割的权利束，在分

离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产权配置的

方式，维持与现实需求的最佳适配，以求最大限度激

发主体活力，高效发挥土地的生产功能。 在此制度

下，身为集体组织合法成员的农民，成为从事商品生

产经营活动的实际主体，不再是一个经营层次而是

一个个体经济单位［１８］ ，平等地享有集体所有土地

的各项权利，实现自身收益与土地使用效率的直接

挂钩，其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发挥。
２．“三权分置”时期（２０１３ 年至今）
该时期先是通过剥离、流转与保障等一系列操

作，实现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有效放活，赋予经营主体

更多的自主性，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

分置并行。 紧接着，考虑农村土地属性和用途的差

异，探索不同土地专属的三权分置模式，设定有别于

农地的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资格权”分置制度，
并全面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任务［１０］ 。
但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其对大规

模农地流转的需求日益强烈，农地租金逐步攀升，加
之其他生产成本本就较高，租地种粮带来的经济回

报严重折损，种粮大户规模种植的经营意愿惨遭打

击，促使其缩减种粮规模，甚至转而选择更高收益的

经济作物予以替代，进而催生出规模化流转农地的

“非粮化”倾向［８］ 。 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扩权赋

能的基础上，寻求产权的持续稳固，在肯定农地市场

化配置的同时，落实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完善与之

相适配的服务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农地与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制度，

其所含的权利束虽有差异，但三权分置的本质并未

改变。 就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来说，其是工业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发展的时代产物，是解决农业

人口快速流动、大量转移引发的农民老龄化、农村空

心化、农业兼业化问题，应对农村土地产权归属主体

与实际使用主体不一致现状，顺应农村土地承包权

和经营权明显分离趋势的根本手段。 农地三权分置

兼具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

营权的制度特征，即通过强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等系

列操作，建立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与耕作者经营

权三权“层层派生、相互牵制”的关系，最大限度实

现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等多方主体土地权

益的兼顾与维护。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的 “权利分离与分置

期”，先后经历了土地使用权与土地经营权的扩展

与下放，赋予了农业从业者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利，充
分调动了农业生产积极性。 同时，注重发展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
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
然而，随着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壮大、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耕地“非农化”
与“非粮化”倾向显现、农地市场化配置波动频发，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面临新的挑战并亟须作出新的

调整。

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逻辑

现有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理论逻辑的研究，
主要包括农民产权实现、土地价值显化、公平效率抉

择等不同思路，但大多仍是基于某一视角、针对某一

内核制度的单独阐述，亟须探寻一条贯穿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整个过程的主线，实现不同思路的有效衔

接，构建统一的分析框架，完成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的综合探讨。 怀揣这一目的，结合农村改革的政策

环境与现实要求，笔者在《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
中找到了确切答案，即“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必
须继续把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
因此，本文依循这条基本线路，分别从农民和土地两

个视角出发，深入总结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

程，挖掘改革的逻辑起点，明确改革的逻辑目标，厘
清改革的逻辑路线，构建以农民和土地关系为根本

桥梁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统一框架（见图 １），以落

实对改革理论逻辑的全面解读与深刻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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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分析框架

　 　 （一）逻辑起点和动力源泉：农民的需求，实质

是对产权的追求

任何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都是矛盾激化的结

果，即原先采用的制度已难以满足当时社会经济的

发展需求，力求以改革的方式冲破制度僵局，紧跟新

的发展需求［２２］ 。 从“农民端”出发，沿用舒尔茨在

１９６８ 年提出的制度变迁“供需均衡”理论，纵观中国

共产党百年土地制度的变迁史，可以发现，作为制度

供给方的中央政府和制度直接需求方的农民（农业

从业者），均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长河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 简单来说，农民需求会在不同时期

发生变化，导致制度供给与需求出现失衡，诱发农村

土地在分配、使用、管理等方面产生冲突，为解决问

题中央政府需要不断完善已有制度，并出台新的制

度，进而实现制度均衡。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农民惨遭“三座大山”的压迫与剥削，“耕者有

其田”的需求愈发强烈，政府通过土地所有制改革，
优化土地分配方式，改变阶级阶层关系，实现了农民

对于土地权益和经济利益的现实诉求。 正是处于需

求端的广大农民，其对于自身产权的不懈追求，加之

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精准布局，才使得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在不同时期都能呈现出源源不断的动力。
总的来说，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是在坚持化解人

地矛盾、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的基本路线下，在城

乡融合、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

展等现实推力下，中央政府不断革新制度体系以求

最大限度满足农民现实需求的过程。 换句话说，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和动力源泉，正是源自

于不同时期农民的迫切需求，实质是农民对产权的

强烈追求。
１．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时期实现农民对土地

所有权的诉求

土地改革时期，通过土地分配，逐步将土地从封

建地主所有转变为农民个体所有。 农业合作化时

期，为了打破土地私有制下分散、低效、无序的农业

生产困境，土地所有权由农民私有上升为农民集体

所有。 农民虽在个体层面丧失了一切土地权利，但
转而以组织成员的身份、以集体所有的方式延续了

对土地所有权的把控，本质上土地所有权仍然归属

于农民，且相较于先前的封建地主所有，毫无疑问是

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成功追诉。
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农民对土地直接收

益权的诉求

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资料不断公有化，先后发

生了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由单一农户所有到集体集

中持有的转变。 在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时期，土地

使用权从单一农户剥离后被集中，农民拥有所有权，
分离出的使用权由合作社统一使用；而在高级合作

社与人民公社时期，所有权也紧随其后归于集体所

有，致使农民在个体层面从土地产权关系中退出，农
民收益也在个体层面与土地产权收益失去联系，农
民作为纯粹的劳动个体，其不再享有排他的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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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控制权和处分权的现实利益分配结果［１８］ 。 为

此，农民不断突破集体化路径，创建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即在确保土地所有权仍旧属于集体的前提下，
赋予农民农地使用权和适当收益权，实现了农户收

益与土地使用效率的直接衔接。
３．三权分置制度实现农业从业者对土地经营权

的诉求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农业人口加速流动并发生大量转移，新型职业农民

和企业家加入农业从业者行列，土地产权的使用权

主体与实际使用权主体产生错位，致使农村土地承

包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原有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

笼统描述、对农地流转所涉农户产权的模糊界定，已
无法应对错位和分离的局面，“两权分离”制度也难

以满足农业从业者对土地经营权的渴望，亟须剥离

土地经营权。 “三权分置”制度顺势而生，通过落实

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实
现了农业从业者对土地经营权的诉求。

（二）逻辑目标：农村土地的功能拓展、价值

显化

逻辑目标是指在思考、推理或实施中所设定的，
用于引导、衡量和评估正确性、合理性及有效性的目

标，是确保整个过程合乎逻辑且合理的重要依据，并
与逻辑起点有着因果对应关系［２２］ 。 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的整个经过，简单来说，就是中央政府不断革新

制度体系以求最大限度满足农民现实需求的过程，
代入逻辑目标的内涵，可以发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的逻辑目标旨在以一种更加具体、更易理解、更好把

握的方式，去准确识别并清晰表征“农民需求”的实

现情况。
锚定“深化农村改革需把牢农民和土地关系”

这一基本线路，就不难明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逻

辑目标。 从“土地端”出发，沿用马克思主义土地理

论的思想精髓，结合土地的劳动属性，农民和土地的

关系有了更为具象的表达，即“土地对于人类而言

既是劳动的前提，又是劳动的载体”。 换言之，土地

既是人类进行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又会因为人类

劳动创造出满足人类需要的价值进而成为人类社会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１３］ 。 依仗这一结论，
不难发现，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实则是农民需求和土

地功能（价值）之间的适配关系（显现程度），而处理

好两者关系，实则是看土地能否及时衍生出与不同

时期农民需求相匹配（或能够切实满足农民需求）
的功能，即土地功能是农民需求的一种更加具体、更

易理解、更好把握的识别与表征方式。 因此，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的落脚点（逻辑目标）就需要聚焦土地

功能，归根结底就是农村土地的功能拓展与价值

显化。
１．满足农民温饱需要的土地生产功能

改革开放前夕，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

影响下，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农村生产力滑至低谷，
农民饱受生存之苦，亟须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功能，
提升粮食产量，扩大农产品供给。 基于此，国家推行

没收剥削阶级土地、平分给贫苦农民的土地政策，接
连打破封建地主因享有土地而对农民实施残酷剥削

的现实束缚，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制，致使土地所有权从封建地主手中正式移交至

广大农民群众手中，救民于水火，让农民真正成为土

地的主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扩大农业再生产，
以满足农民吃饱穿暖的现实需要。

２．满足农民增收需要的土地经济功能

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农民观念

开始发生变化，当其不再为生存所困扰、不再饱受吃

穿之苦之时，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成为其

考虑的头等大事，亟须充分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
基于此，国家逐步放宽土地政策，开始积极探索土地

流转形式，通过引入市场化手段，推动农村土地的有

效利用和价值提升，以满足农民“发家致富”的现实

需要。
３．满足城乡融合需要的土地要素支撑功能与社

会保障功能

伴随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发展的不平

衡不充分已严重阻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的满足，且在乡村表现得尤为突出。 面对城乡不平

衡发展的一次次冲击，农村劳动力加速流动并大量

转移，致使在农村方面，农地废弃化、乡镇空壳化、农
村产业凋敝化等现象愈发严重；反观城镇方面，城市

建设用地需求持续攀升。 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迫使

农村土地发挥出其强有力的要素支撑功能。 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但仍有部分农民选

择留在农村“以土为生”，农村土地依旧是其维持基

本生存权益的首要来源，而且由原先单一的“农业

基本生产资料”演变为兼顾“农民家庭社会保障的

重要载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予以显现。
基于此，国家在用地计划管控和占补平衡约束

的现实下，通过置换农村土地在城市修建各种工业

园区等方式［１０］ ，充分发挥土地的要素支撑功能，促
使要素的优化配置。 与此同时，在征用农村集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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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合理分配、科学调节土地征

收、出让增值效益等方式，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长远

生计与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减缓农村土地的社会保

障压力，有效应对农村土地承载社会保障功能的延

续问题，以满足城乡平衡发展的现实需要。
４．满足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土地生态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

环境保护更是被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尽管我国

耕地面积总量未有较大起伏，但耕地负载却逐年增

加。 根据《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年均约 ４８０ 万

亩①，被占用耕地的土壤耕作层资源浪费严重，虽有

耕地占补平衡，但近 １０ 年来耕地净减少约 ７５６ 万公

顷②，且补充耕地质量不高，亟须充分发挥土地的生

态功能。
基于此，国家大力推行“高标准、严要求、重成

效”的耕地保护制度与节约用地制度，全面构建耕

地保护、提质、修复的长效机制，确保耕地的“质”与
“量”，并通过流转农地、整治农田、整理复垦闲置宅

基地等方式，实现乡村生态环境和农民居住环境的

同步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土地功能拓展的重中之重

是实现土地价值的显化［１０］ ，即“新功能”的诠释并

不排斥“旧功能”的发挥，且同一功能会随着社会发

展和时代进步产生更高标准并被赋予新的内涵。 具

体来说，土地经济功能的发挥并不会消磨其原有的

生产功能，同时，土地生产功能为了得到更好的施展

将会进行变革，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基本生活资料粮

食的生产，转变为新时期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

础上，对具备更高品质、符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

样化农产品的生产。 总而言之，农村土地持久稳定

的价值显化， 才是土地功能不断拓展的 “最终

靶向”。
（三）逻辑线路：还权赋能和增功显值

逻辑线路是贯穿改革过程的核心思路或方法，
是为实现逻辑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策略，是
推动改革的基本指引，决定改革结果与预期目标的

偏离程度。 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聚
焦逻辑目标，其逻辑线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条（见
图 ２）。

图 ２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逻辑

　 　 １．以强化土地权能为根本依循，兼顾多元主体

诉求，积蓄改革动力

农民对土地权益的不懈追求，是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的逻辑起点和动力源泉。 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整个历程中，农民土地权益从简单的“物”的分配关

系发展到多层次、多权能的物权保障和经济利益体

现［１８］ 。 其中，农民所需产权种类逐步减少，权能内

容有所增加，产权不断被强化，而产权结构由聚合向

细分转变。 只有明晰农民对土地权益的实际诉求，

顺应农业从业者不断强化自有产权的发展趋势，兼
顾农户、新型职业农民、企业家、村集体、农业经营主

体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意愿和收益保障，才能为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的成功开展和持续推进贡献源源不断

的动力。
２．以拓展土地功能为直接导向，把握人地关系

变动，显化土地价值

农村土地功能的不断拓展与价值的逐步显化，
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逻辑目标。 在农村土地制度

４４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



变迁的整个历程中，农民的现实诉求并非一成不变，
为了充分适应不同时期动态变化的农民需求，农村

土地相继迸发出生产功能、经济功能、要素支撑功

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功能等五大功能。 由于

“新功能”的诠释不会排斥“旧功能”的发挥，不同功

能之间并非相互干扰而是共同作用，且同一功能会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形成更高标准并产生新的

内涵，农村土地功能将会愈发丰富多样，土地价值也

会逐步清晰显现。
对于农民而言，农村土地已不再是原先单纯的

生活资料，而是兼具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财产资产

和兜底保障等多重身份的重要集合体。 只有准确发

掘所处阶段与农民实际需求相适配的土地功能，清
楚认知不同时期土地功能具备的多重内涵，进一步

有针对性地采取系列措施，实现土地价值的最终显

化，才能更好地发挥农村土地生产、经济、要素支撑、
社会保障和生态文明等多项功能，逐步提升土地生

产、生活、生态的综合效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更

多财富。

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挑战

在厘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历史脉络，把握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理论逻辑的基础上，锚定实践之需成

为构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又兼具中国特色农村土地

制度的关键一环。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在实践中面临

的各项挑战、遭遇的诸多阻碍，正是站在新的时代起

点、立足国情农情民情，深化改革所需瞄准的直接靶

向，是建好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的实践诉求与现

实导向。 只有客观、精准、透彻认知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的实践挑战，正确、直观、清晰把握改革方向并制

定可行方案，才能真正做到制度优势的深度厚植与

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
（一）土地产权关系盘根错节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把牢改革的逻辑

起点和动力源泉，加快构建“产权关系明晰化、产权

权能完整化、产权保护平等化、产权管理法制化”的
权利体系，确保“农民对于土地产权的切实需求”得
到有效满足。 简单来说，产权明晰实则是产权保护、
变更和交易的地基，处理好各个权利主体与土地的

关系，首要的就是针对不同主体，清楚界定其权利边

界，明确划分其权利范围，以便更好地维护各方的合

法权益。
然而，随着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推

进，农民依法享有的土地权益逐渐增多且日益细化，
具体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被征地补

偿安置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诸多权利，而来源不同

的权利在权能设置方面又将存有差异。 在土地产权

体系愈发庞大、土地产权关系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

下，分门别类建立产权明晰、职能完备、权利平等的

土地权能体系，具有较大难度。 与此同时，土地产权

的不明晰又将造成土地流转的不顺畅，即在土地产

权界定不清和保护不力的现实条件下，农民的土地

流转意愿将大打折扣，最终导致拥有承包地所有权

的农民集体陷入产权利用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土

地流转制度不健全的恶性循环，严重阻滞效率提升，
拖慢改革进程。

（二）土地利用供需多维错配

农村土地数量有限，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的并联式推进，农村土地需求愈发强烈，土
地调配与利用需要同时兼顾城乡二元化下土地权利

的均衡配置、产业振兴下设施用地与传统耕地的合

理配置以及生态文明下环境保护与土地资源的高效

配置等诸多标准，农村土地制度不得不面对叠加发

展带来的巨大挑战。 然而，由于政策目标的差异，加
上产业结构、土地流转、政策法规、市场不完善等多

方限制，土地利用冲突不断［１１］ ，农村土地存在明显

的供需错配。
（三）土地价值显化过度偏移

纵观农村土地制定改革整个发展历程，农村土

地先后发挥出生产功能、经济功能、要素支撑功能、
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功能等五大功能，呈现出功能

逐步拓展、价值不断显化的发展趋势。 虽说新功能

的诠释并不排斥旧功能的发挥，但受制于要素禀赋

的忽视、底线思维的缺乏，土地价值往往会过度向新

功能发生偏移，易引发旧功能危机。
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例，不少试点地区将改革

重心全压在宅基地产业价值和指标价值的显化上，
最终导致宅基地居住价值和农业生产价值惨遭忽

视。 具体来说，这些地区多是以短期较大的优惠力

度诱使农户作出退出宅基地的选择，以达到盘活宅

基地用于产业发展的目的。 对于农民而言，退出宅

基地易如反掌且有补偿，但若是想要重新进入却难

于登天，这种不对等的进退机制使得宅基地原有的

居住价值和农业生产价值难以显现，一旦宅基地被

盘活，那再度返还于农民手中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
尤其当采用指标置换（与“三权分置”无直接关系，
一旦退出没有重返余地）的方式时，农民易被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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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蒙蔽而忽视长远发展，最终后悔莫及。 对于村

庄而言，在现有土地规划“建设用地只减不增”的大

趋势下，一旦村内闲置宅基地都被复垦、置换出去，
那么这一村庄极有可能将再无新增建设用地，村内

也无法审批新的宅基地，村民资格权将无法保障。
除此之外，农村的未来发展空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随之缩减。

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未来路径

认清发展阶段，依循理论逻辑，聚焦实践挑战，
构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未来路径至少包含三

层含义。
（一）深化拓展农民土地产权的权能内涵，切实

保障集体权益

纵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正是农民

对土地产权的强烈渴望和不懈追求，才掀起了一次

又一次的改革浪潮。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

村土地制度变迁史，成功满足了不同时期农民对于

土地所有权、直接经营收益权、承包经营权、流转处

分权等土地产权的殷切需求，实则是以农民土地产

权为核心的农民利益实现史。 鉴于此，新时代全面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仍要遵循历史上成功的改

革逻辑，首先要不断强化农业从业者土地产权的各

项职能，以求最大限度维护农业从业者的现实利益，
确保其生产热情与改革意愿。 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架

构下的土地产权体系愈发庞大，产权关系错综复杂，
农民对产权的需求也更为细化，亟须深化拓展农民

各项产权的权能内涵，高效完善兼顾权利来源、性质

和用途的差异化权能设置［６］ 。
具体来说，一是继续承包赋权，随着第二轮土地

承包即将到期（主要集中在 ２０２７—２０２８ 年），亟须

再度延长土地承包期 ３０ 年，以求保障农村土地承包

关系的持久稳定；二是保护流转权利，随着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不断壮大，亟须规范土地流转，在经营主体

通过签订流转合同、办理流转登记，成功获取土地经

营权的同时，构建与之相适的法律保障体系，赋予其

完备的流转处分权能（再流转、抵押、担保）；三是落

实征地补偿，随着征地范围依法明确、征地补偿机制

逐渐完善，亟须在强化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服务的

同时，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

（知情权、参与权、申诉权、监督权）在实践过程中得

到应有保障；四是广开试点模式，随着宅基地和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相关权能“界定模糊”“实践困难”“无

法可依”等弊病初步显露，亟须积极开展试点模式，
将其逐一击破并依法赋权，以此实现对农业从业者

集体权益的根本保障。
（二）合理统筹土地利用的全局规划，维持经济

与生态平衡

针对城乡不平衡发展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农村土

地供需明显失衡这一现实挑战，亟须在统筹规划现

实全貌，明晰规划存续条件，准确把握制度环境、规
划本质、规划迫切度、规划技术等潜在变化的基础

上，对现行土地利用规划作出及时调整，使其在实现

土地高效利用的同时，还能兼顾土地的绿色发展，确
保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双管齐下，进而维持经济

与生态的动态平衡。
具体来说，一是切实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对耕地

保护的重视程度，保障耕地占补平衡的合理实施，守
牢耕地保护红线；二是在强化监管的同时积极引入

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土地管理，激发农

村土地活力。
（三）科学把控制度改革与制度延续的关系，确

保制度体系协调统一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任务，
其涵盖的具体制度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种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体系，在未来改革中尤其

要兼顾各个具体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维持制度体

系的内部协调。 同时，把握好当前改革与制度延续

的关系，即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整体架构下去衡量、去
思考、去协调各项制度改革，秉承审慎稳妥推进的改

革态度，统筹政策的激励性与协调性，在综合考量的

基础上再去平稳开展“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

度”“革新农村宅基地制度” “构建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等各项重点任务。
具体来说，一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即

落实集体所有权权能，强化承包用益物权权能，平等

保护土地经营权权能；二是革新农村宅基地制度，即
坚决遏制借改革之名打农民宅基地主意的行为，这
是改革不得触碰的红线；严厉打击以进城落户为由

诱导农民退出宅基地的行为，这是改革必须坚守的

底线。 在此基础上，稳步构建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

使机制、资格权保障机制、使用权分配机制、流转与

退出机制，稳慎推进宅基地确权赋能；三是构建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即坚持入市收益向

集体和农民倾斜，落实“土地出让收益重点用于支

持乡村振兴”的规定，坚持依法规范有序开展试点，
健全监管条例、入市规则与入市土地利用的负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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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为入市活动提供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

注释

①此数据来源于《关于印发〈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ｚｌ ／ ｍｙｗｒｆｚ ／ ｇｚｇｈ ／ ２０１５０９ ／ ｔ２０１５０９１４ ＿４８２７９００． ｈｔｍ，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②此处数据由作者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ｎｒ．ｇｏｖ．ｃｎ ／ ｓｊ ／ ｔｊｇｂ ／ ）历年《中国自然资源统计公报》和《中国国

土资源公报》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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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与政策重点

赵　 祥

　　摘　要：从产业距离和生命周期两个维度出发可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划分为优势扩展型、战略延伸型、优势突

破型和战略跳跃型四种类型。 一个地区向这四种类型产业扩张的过程代表了四种不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路径。 各地区应基于比较优势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地区要素供给条件、市场需求潜力与

产业政策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三者分别形成了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供给支撑力、需求牵引力和政策推动

力。 虽然四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有共性的政策需求，但在政策需求重点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为了更

好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各地区要根据不同类型产业的需求重点制定实施差异化政策举措。
关键词：产业距离；生命周期；供给支撑力；需求牵引力；政策推动力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６．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４８－０９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前沿技术突破为基

础，以重大发展需求为导向，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 其对我国抢抓新一轮

工业革命发展先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早在 ２０１０ 年国家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

出要“抓住机遇，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 ［１］ 。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

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

展的政策措施，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 ［２］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就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作出了重要论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

新时代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方向和模式：“推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
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３］ 战略性新兴产

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

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党中央以及我国各级地方

政府均十分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纷纷将其

作为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
但是，各地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往往

缺乏与自身比较优势相适应的行动战略， 存在发展

路径和政策选择趋同的现象，这不仅弱化了相关政

策效果，也降低了区域产业发展的总体效率，迫切需

要构建统一的理论框架，厘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路径与政策选择的学理逻辑，为各地区科学制定实

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提供依据。
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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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发展战略与政策支撑等问题［４－１０］ ，但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与政策选择上仍未形成

统一的理论框架，尚有深化研究的必要。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个地区产业体系的演化既会表现出明显的路

径依赖特征，也会呈现一定程度的路径突破倾向。
这是因为产业体系的演进受该地区已有产业基础影

响的同时，也会受到技术变革的强烈影响，在这两方

面因素的作用下，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不是随机的，而
是会遵循一定的规律并沿着特定的途径进行。

（一）产业距离与新兴产业发展

一个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

本地区现有产业的发展状况，这意味着任何新产业、
新业态通常都是在原有产业活动的基础上逐渐演化

而形成的。 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产业体系

内生的演化过程，其发展路径总要受到已有的市场

结构与技术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在实践中呈现

出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特征。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观点来看，一个地区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

过程中必须要从已有的产业基础和技术能力出发，
而不能一味地追求经营模式和技术范式的突破，更
不能将新兴产业发展视作对原有产业的完全替代。

现代产品空间理论高度关注产业结构演化过程

中存在的路径依赖现象，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有

产业会通过投入产出关联、要素与市场共享以及技

术知识外溢等途径对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至

关重要的影响［１１］ 。 这一理论形象地将每一种产品

类比为一棵树，所有产品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

产品森林（产品空间），这个产品森林会对一个地区

新兴产业的路径选择形成约束。 生产不同产品的企

业被形象地类比为生活在不同树上、占有并使用这

些树的猴子，而一个地区产业的演进就类似于“猴
子在距离不同的树之间的跳跃”。 由于产品森林的

构成不是均质的，有的区域树木果实（产出）相对较

多，有的地方树木果实（产出）相对较少，这样区域

产业结构演化的过程就好像猴子从森林中果实较少

的树木跳向了森林中果实较多的树木，这意味着本

地区更多的企业进入了高生产率行业，地区产业体

系中高生产率行业所占的比重上升。 同时，猴子在

森林中也不能进行无限远的跳跃，它们不得不在跳

跃一段距离后才能进到另一片森林。 实际上部分猴

子最终可能无法穿越已经存在的产品森林，这意味

着猴子可能不得不优先选择向距离较近的树上跳

跃。 以上形象的比喻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认识，
即一个地区在产品空间结构中的初始位置会影响该

地区后续产业的发展路径。 豪斯曼等学者［１２］根据

产业邻近度指标和网络科学算法构造了 ８００ 多个产

业①之间的网络关系，他们将这种网络关系的总和

定义为产品空间（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ａｃｅ），并对产品空间进

行了可视化的图形分析。 在产品空间图中，每一个

点代表一个行业，点的大小代表该产业在全球贸易

中的贸易量，每两个点之间的距离代表它们之间的

距离，而产业距离则取决于不同产业之间的经济技

术关联强度②。 我们可以根据产业间经济技术关联

度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已有产业与其他各类产业

的距离，进而判断该国家或地区向现有产业之外的

其他各类型新产业扩张的难度与路径。
综上，我们可以用不同产业之间的经济技术关

联度来定义产业距离，产业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一个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与成功概率。
由于不同类型产业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济技术

联系，我们认为一个地区向与现有产业距离较近的

新兴产业拓展会更容易一些。 新兴产业与已有产业

的距离越近，新产业的发展越容易获得成功；反之，
新兴产业与已有产业的距离越远，则该地区转向该

类新兴产业的难度将增大，产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

性也会增加。 因此，产业距离是各地区选择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路径时必须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

因素。
（二）生命周期与新兴产业发展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我们在考察一个

国家或地区新兴产业发展路径时，必须对产业体系

演化的路径依赖特征给予足够的关注。 新兴产业的

发展通常离不开已有产业的技术、资本、专业技能与

市场资源的积累，已有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距离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地区产业结构演化的目标

与路径。 但我们在分析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时也不能

过分夸大产业距离的影响，否则地区产业结构变动

就难以突破原有产业体系的局限，新兴产业也就难

以发展起来。 特别是就后发经济体而言，这可能意

味着产业发展的“低阶锁定”，从而使其坠入长期的

贫困陷阱中。 因此，在选择地区新兴产业发展路径

时，我们还要考虑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技

术进步的影响体现在新产品的设计、生产工艺革新

以及生产要素使用方式的变化等诸多方面，所有这

些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新兴产业的出现，为各地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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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新产业发展领域以及企业向新行业扩张提供了潜

在的目标。 新兴产业的出现往往源自于技术创新、
相对成本结构改变、新消费需求的出现或其他经济

和社会变化，这些变化使得某种新产品或新服务成

为一种潜在可行的商业机会。 在这些变化中，技术

创新是最根本的，技术变革会引起其他变革性因素

的出现。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管什么产品都要

经历由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等不同阶段所组

成的生命周期，而技术差距决定了不同国家或地区

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进而影响其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地位［１３］ 。
新兴产业的发展以重大前沿技术突破为前提，

而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水

平，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兴产业所处生命周期

的阶段。 在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的背景

下，信息技术、量子科学、生物科学、新能源、新材料

与智能装备等诸多领域的技术变革加快，新兴产业

发展具有较大的技术开发与市场应用前景的不确定

性，具体表现为新技术探索涉及的投入需求巨大，新
产品界定以及应用场景难以形成共识，技术复杂度

提升导致技术创新的系统性要求提高以及技术换代

速率过快使得企业何时进入成为决策难题等。 不少

新兴产业在技术创新上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开发

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同时，这类产业的技术更新速

度快，快速的技术迭代可能使先进入者面临着较高

的投资风险。 此外，与传统产业不同，在新一轮技术

革命条件下涌现的新兴产业往往涉及复杂的产品或

系统，如大型计算机系统、航空航天系统、半导体制

造网络和生物制药生产线等。 由于这类复杂产品或

系统具有技术精密、结构复杂、设计专门化、技术验

证过程反复等特点，因而其产品或系统的研发周期、
产业导入与成长期可能会较长，而且专门化设计使

得某些单一产品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这些因素

均加大了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 文章借鉴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逻辑，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

作为划分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维度的主要依据，对新

技术从技术创意到进入市场实现商业化的发展过程

进行深入分析，为各地区选择新兴产业赛道提供依

据。 因此，我们根据技术不确定性的大小，将新兴产

业的生命周期依次划分为科学假想、研究开发、小规

模试产以及商业化四个阶段。 从科学假想阶段到商

业化阶段，新兴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在逐步

降低。 处于科学假想和研发阶段的新兴产业的不确

定性较大，而处于小规模试产或商业化阶段的新兴

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较小。 不确定性成为政府和企

业进行新兴产业定位决策时需要权衡的重要因素。
不确定性越大，意味着新产业的技术还不成熟，市场

应用情景还不明朗，一般企业进入的风险较高，政府

在进行产业定位时面临的风险也较高；而不确定性

越低，企业进入的风险越小，由于大多数市场主体形

成了较低的风险预期，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市场进入

者，政府进行产业定位时面临的风险也较低。 因此，
新兴产业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是我们进行地区新兴

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时必须考虑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新产业与现有产业

的距离以及新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两个维度对

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进行分析，具体分析框架

如图 １ 所示。 在图 １ 中，新产业与现有产业的距离

存在远、近两种情形，新产业的生命周期被概括地划

分为研发阶段（包含了科学假想、研究开发阶段）和
商业化阶段（包含了小规模试产以及商业化阶段）
两个大的阶段，将上述两种距离和两个阶段结合在

一起就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组合，每一种组合代表

了一种产业类型。 一个地区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过程就是从现有产业体系向这四种类型产业扩张的

过程。 通过分析这四种类型产业的特点，可以揭示

一个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可能路径。

图 １　 新兴产业发展途径的分析框架

１．优势扩展型产业

第Ⅰ类产业是优势扩展型产业。 优势扩展型产

业与本地现有产业的距离比较近，与现有产业的经

济技术联系比较强，处于商业化阶段，技术的不确定

性比较小，未来市场前景相对明朗，进入风险比较

低。 这类产业的发展容易获得本地要素和市场资源

的支撑，通常是地区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优先发展

的新兴产业，也是各地区可以考虑重点支持的新兴

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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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战略延伸型产业

第Ⅱ类产业是战略延伸型产业。 战略延伸型产

业与本地现有产业的距离较远，二者的经济技术联

系不强，这类产业已处于商业化阶段，技术与市场的

不确定性均较小，进入风险较低。 虽然本地区发展

这类产业的经济技术基础不强，要素资源支撑不足，
但这类产业可以为一个地区提供新的发展空间，有
助于本地要素禀赋升级，打破地区产业发展“低阶

锁定”状态，因而也是各地可以选择的重要新兴产

业领域。
３．优势突破型产业

第Ⅲ类产业是优势突破型产业。 优势突破型产

业与本地现有产业距离较近，经济技术联系紧密，其
发展容易获得本地要素和市场资源的支撑。 但是这

类产业还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研发阶段，技术不确

定性较高，市场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与

本地区现有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这类产业发展

的经济技术基础条件较好，获得成功突破的可能性

较大，因此也可以作为各地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目

标领域。
４．战略跳跃型产业

第Ⅳ类产业是战略跳跃型产业。 战略跳跃型产

业与本地现有产业距离较远，经济技术联系不强，并
且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研发阶段，市场前景很不明

朗。 这类行业在技术开发和市场应用方面的不确定

性较高，同时本地产业基础也较弱，通常不宜作为新

兴产业发展的优先领域，但各地区可以密切跟踪技

术前沿发展动态，适当地进行前瞻性布局，做好未来

型产业储备，为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创造条件。

从静态视角来看，以上四种产业类型代表了可

供地区选择的四种新兴产业发展途径，不同的路径

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实际

成效。 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理想路径是依次发展第

Ⅰ、Ⅲ、Ⅱ、Ⅳ类产业，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已有产业

基础的作用，降低新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提高新兴

产业发展成功的概率，同时可以保持对突破性产业

的战略关注，更好地把握未来产业发展先机。 但是

这一理论上的路径选择也不是绝对的，各地区要在

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精准捕捉市场变

化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新机遇，选择合适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路径。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经济系统中诸多内生因

素协同驱动的结果，其内生因素具体包括要素供给

条件、市场需求潜力与产业政策等。 劳动力、资本、
技术与数据等构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要

素资源，在供给端形成了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供给支撑力；市场需求提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应用与消费场景，会影响厂商的生产经营策略，
形成了有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牵引力；
产业政策可以使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更好地匹配，
从而形成了有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推动

力。 以上三种力量相互关联、协调共振，共同影响地

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体的作用机制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驱动力量 供给支撑力 需求牵引力 政策推动力

影响因素
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
技术知识与数据等

终端产品需求
中间产品需求

支持性政策工具
限制性政策工具

主要功能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必要
的要素资源支撑

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应
用与消费场景、扩大产品与服务的
市场需求

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
的要素供给条件以及市场需求
潜力

作用机制

要素禀赋结构持续变化导致各类
要素相对成本变化，促使厂商改变
要素使用策略进入新兴产业领域，
并引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最终产品需
求发生变化，进而引起中间产品需
求变化，从而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需求牵引力

影响厂商的生产策略和消费者
的消费选择，并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

　 　 （一）供给支撑力

供给支撑力取决于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

力、资本、技术与数据等要素禀赋结构。 一个地区的

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是互为累积因果循环的关

系，即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会引起产业结构变化，而产

业结构变化又会反过来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

化，并进一步引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要素禀赋

结构持续变化导致各类要素相对成本变化，会促使

厂商改变要素使用策略，进入新领域，从而为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要素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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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先天自然资源禀赋影响地区产业体系的形成

与演变

先天自然资源禀赋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区产

业体系的形成与演变。 某种自然资源丰富意味着相

对于其他要素而言，这种资源的成本较低，理性的厂

商会选择使用更多的此类资源替代其他要素进行生

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以最大限度获取利润。 众多

厂商这样选择就会导致一个地区形成一种资源依赖

型的产业体系。 总体上讲，自然资源禀赋丰富是有

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有时自然资源丰富会导致经济

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缺乏对厂商技术创新

投资的经济激励，其后果是基于资源开发的初级产

品生产在产业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技术、知识密

集型产业难以得到发展，这反而不利于一个地区新

兴产业的发展。 而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或地

区，恶劣的先天禀赋条件迫使厂商进行技术创新，这
推动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助于其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现有经济理论文献表明，不少

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并非总是具有较好的经济增长

表现。 很多具有良好的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禀赋的

国家，如中东阿拉伯和非洲的产油国等，经济增长速

度较为缓慢，产业结构层次也比较低③；而一些资源

禀赋条件相对较差的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韩
国、新加坡等，产业结构层次明显较高，新兴技术产

业发展也较好。 可见，在工业化初期，自然资源禀赋

在产业体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工业化

中后期，自然资源禀赋的作用开始逐渐减弱，产业体

系中新兴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技术知识、高
素质人力资本等无形的生产要素。

２．劳动力要素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状况

劳动力要素具有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二者在

地区产业体系发展的过程中既相互联系，也有所区

别。 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口规模以及经济活动人口

比重④。 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时期的人口规模越

大，经济活动人口占比越高，劳动力要素供给越充

裕。 劳动力要素充裕使得同等条件下劳动力工资水

平相对较低，诱使厂商使用更多的劳动力从事生产，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比较优势；反之，如果人口规模较小或经济活动人

口占比不高，则会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供给约束，厂商

将不得不提高生产的技术装备水平，倾向于用机器

设备来替代人手，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产业体系

中所占比重会相对较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

比重会上升。 劳动力要素还存在质量维度。 劳动力

质量是指特定劳动力身上所蕴含的人力资本水平，
它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敬业精神等一系

列因素高度相关。 一方面，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高质

量劳动力具有更为熟练的专业技能，会带来更高的

单位产出；另一方面，高质量劳动力推动技术与管理

创新的能力较强，更有利于地区技术进步和管理创

新，因此，劳动力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
３．资本供给情况影响新兴产业发展水平

现代企业理论表明，企业是各类要素所有者为

了开展规模化生产活动而相互订立的一组契约的集

合，而资本在其中占据相对独特的位置。 因为有了

资本所有者的大规模投资，现代化企业才得以建立

起来，现代化工业大生产才成为可能。 从国家或地

区的层面来看，资本供给情况与新兴产业发展水平

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资金短缺的国家往往缺乏

对技术创新、机器装备等现代化生产所必需的高端

要素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其产业发展更多地依

赖自然资源与人力的投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较高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发展起来。 资金供给充裕的

国家情况正相反，由于对技术研发、生产装备等进行

持续的大规模投资，这些国家更趋向于发展深度加

工、高附加值产业。 厂商投资所需资本供给有自身

积累和外部融资两个来源。 自身积累来自于厂商利

润的剩余部分，不仅规模较小，所需经历的时间也较

长，难以适合现代化工业大生产的需求。 因此，在工

业化进程中，为企业提供外部融资渠道的资本市场

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高技术密集度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研究开发的投资需求大，不确定

性较高，具有明显的“高风险” “高投入”的特征，高
度依赖良好的融资环境支撑。 由于银行信贷具有明

显的风险厌恶偏向以及较高的流动性、安全性要求，
难以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撑。 作

为现代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资本市场可以通

过独特的资金积累和资本形成机制为技术研发、装
备更新和创新创业型企业成长注入资本要素，提供

充足的投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４．技术知识要素供给状况影响地区产业结构

从本质上讲，产业体系是在特定技术条件下的

一系列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过程的产业组织形式。
这里的特定技术条件就是特定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

所面临的技术知识的供给状况，技术知识决定了厂

商利用生产要素的方式，不同的使用方式决定了企

业的投入产出效率。 因此，技术知识要素的供给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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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决定了不同效率水平的厂商在产业体系中的相对

比重。 从动态视角来看，经济系统内生的技术进步

改变了地区生产技术条件，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加
速了新兴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迈向高

级化。 此外，技术进步还会加速新产品的开发，促使

产品与服务更新，由此创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新需求，加快了新兴产业的孕育进程。
５．数据成为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生

产要素

在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背景下，数字技术进步

日新月异，正加快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渗透，生产

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可以被低成本、大规模地实

时收集和处理。 伴随着数据规模的扩大，数据在全

球经济网络中快速流动，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使用也

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经济附加值。 由于具有较大程度

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收益递增的特征，数据在与

其他要素协同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明显地提升厂商的

管理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数字

经济时代，数据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关键生产

要素，企业日益将其视为改进管理决策、提升生产工

艺水平和进行产品创新的不可或缺的资源，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⑤。
（二）需求牵引力

需求牵引力源于由最终产品需求和中间产品需

求所构成的市场需求潜力。 最终产品需求是指面向

消费者的产品与服务需求，会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
消费偏好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中间产品需求主要

是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需求，主要受不同行

业经济技术关联水平的影响。 最终产品需求与中间

产品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变化形成了拉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市场牵引力。
１．最终产品需求影响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最终产品需求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一个地区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一是最终产品需求推动技术进

步。 技术进步是新产业诞生的动力源泉，而技术进

步不仅受制于供给侧的高素质人才、研发投入等因

素，也会受到市场需求规模的影响。 市场需求规模

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概率、创新收益获取途径等

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在实践中企业的技

术创新模式总体上可分为渐进式应用性创新和突破

式颠覆性创新，无论哪一种创新都必须要有潜在的

市场需求作为支撑，特别是突破式颠覆性创新更需

要足够大的市场需求规模。 一个地区的市场需求规

模越大，突破式颠覆性创新的潜在数量就越多，通常

就会有更多具有高度应用价值的创新成果进入市

场，从而推动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涌现［１４］ 。 同

时，技术创新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需要耗费大

量的资金，而这必须通过市场获得足够的事后补偿，
否则创新难以为继，而创新主体获得足够补偿的关

键在于创新的垄断收益能否在市场上得以实现。 地

区需求规模越大，厂商的创新产品就越容易在本地

市场上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高创新的潜在获利空

间，这就为持续的高水平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

经济激励。 二是最终产品需求结构会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需求结构反映消费者在

不同类型产品与服务上支出的相对比重。 在传统社

会状态下，人们绝大部分支出都用在了食品、衣着等

生活必需品消费上。 随着工业化程度加深，人们的

收入水平逐渐提高，食品、衣着等生活必需品消费支

出所占的比重逐步降低，以耐用消费品为代表的工

业制成品消费占比上升。 这一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

为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支撑，制造业在

地区产业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 社会迈入工业化

后期，人们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者追求更高

层次的效用满足，消费层次也持续升级，消费者对产

品的质量、功能和个性化特征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

高。 日益挑剔的市场需求会推动厂商加大对产品和

工艺创新的资源投入，并通过供应链对上下游企业

的技术创新提出要求，进而推动各类新产业、新业态

涌现。 如果某地区消费需求在全球是超前或领先

的，则相关制造企业，尤其是创新性的企业更愿意在

该地区集中，以便更快速地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动态，
进行相关的创新并从中获利，从而更快地占领前沿

市场，这无疑也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２．中间产品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中间产品需求与本地产业总体规模以及供应链

完善程度高度相关。 一般来说，地区产业规模越大，
供应链完善程度越高，则中间产品需求规模越大。
中间产品需求规模越大，则供应链在该地区进一步

延伸的可能性就越大，该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进一

步提高，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本地区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 中间产品需求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产业链集聚之间存在着一个累积循环的自我强化

机制，这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化网络的形成

与扩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运输成本节约效

应。 运输成本是影响中间产品厂商区位选择的重要

因素，如果一个地区已经有大量的产业链上下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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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聚，则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在该地区的布局就

可以降低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这对供应链各关联

企业均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 已有研究指出供应链

相对完善的产业集群是实现弹性专精生产模式的有

效组织形式，相关行业在同一地区的集中有利于推

动形成本行业中间产品的需求市场，最终产品与中

间产品厂商相互靠近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 由于

运输成本的降低，本地中间产品价格趋于下降，最终

产品生产商的成本也随之降低，这会进一步吸引更

多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生产商进入该地区，从而

扩大本地产业集聚规模。 二是规模经济效应。 如果

本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规模比较大，则本地市

场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就比较大，这有利于供应链各

环节厂商在新产品开发上形成规模经济。 在产品生

命周期的研发和商业化初期阶段，市场上还没有形

成产品的主导设计，产品的多种技术路线在进行激

烈竞争。 如果市场规模较大，则各类技术路线能够

在市场中得到充分的试验，最终形成更具商业价值

和发展前景的主导设计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因此，
中间产品需求规模越大，就越有利于新产品实现从

研发阶段向商业化阶段的转化。 这既有助于吸引供

应链上大量新产品企业在本地集聚，也加快了本地

产业链新产品的创新速度。 三是交易成本降低效

应。 中间产品的需求具有较强的专用性，这主要因

为中间产品通常是为了某条产业链而专门生产的，
在材料、规格、性能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需要

企业进行大量的专用性投资。 企业转变所从事的生

产领域将会面临较高的转换成本，因此，较大的需求

规模和稳定的交易关系对于专用性较强的中间产品

生产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来说，地区产业集聚水平

越高，中间产品需求规模越大，则该地区中间产品需

求的异质性越大，每一种特殊产品需求的规模也越

大，因此，生产某种特殊中间产品的供应商在寻找客

户时会优先向该地区推销，以降低市场搜寻成本，中
间产品需求规模大的地区也会成为全球中间产品供

应商的主要销售目的地，从而吸引大量中间产品供

应商在该地区设立生产设施或销售机构。 同时，对
于本地中间产品采购商而言，这也大大降低了它们

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商品的交易成本，这样就有更多

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向该地

区集中。
（三）政策推动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推动，产业

政策与地区要素供给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变化的趋势

相适应时，就能够充分地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动员要

素资源进入新兴产业领域，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

需求，从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反之，就会

阻碍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促进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举措，这些政策举

措包括在价格、融资、税收、土地、消费等方面的支持

性或限制性政策工具组合。 产业政策的主要功能是

引导稀缺的要素资源在不同部门、产业链不同环节

以及不同空间上的高效流动，提供市场运行所必需

的公共产品，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外

部性问题进行治理。 产业政策发挥功能的主要途径

有三条：一是政府直接或通过国有企业进行资源配

置，布局新兴产业园区、技术创新平台和新型基础设

施等重要建设项目，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必

要的基础设施支撑。 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降低了商

品、要素的流动成本，拓展了市场边界，促进了国内

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正是由于具有发达的基础设施

网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有力地

推动了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

长。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基

础设施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５Ｇ 基站、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中心、大科学装置等新型基础设施成为市场

有效运行的基础。 这些新型基础设施不仅可以在短

期内扩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需求，而且可以

降低产业创新的成本，强化市场主体对产业创新的

赢利预期，从而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
二是政府通过实施特定支持性或限制性政策工具，
影响市场主体在某个地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成本

和收益，向市场释放对特定产业的支持性或限制性

政策信号，从而引导市场主体和要素所有者的决策。
三是政府编制与实施跨地区产业发展规划，制定配

套的政策措施，打造区域发展利益共同体，引导要素

资源在不同空间上流动与集聚，协调不同地区之间

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推动各地区形成新兴产业发

展的合力，从而提高区域产业发展的总体效率。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重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四种类型代表了四条不同的

发展路径，由于各类产业与现有产业的距离不同，所
处生命周期的阶段不一样，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虽然

有共性的政策需求，但各自政策需求的重点存在明

显的差异，各地区必须根据不同类型产业的需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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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制定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政策措施。
（一）促进优势扩展型产业发展的政策重点

优势扩展型产业与本地要素禀赋的契合度较

高，同时市场前景较为明朗，投资风险相对较低。 推

动这类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加强本地要素资源支撑，
支持企业快速进入，扩大产业投资规模，形成领先的

竞争优势。 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

加强用地支持。 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当前各

地区可供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普遍较为稀缺，建设

用地指标紧张，对新兴产业培育形成了较大的制约，
因此，要引导土地要素向优势扩展型产业集中，加强

对这类产业的用地支持，保障重点产业项目供地。
同时，可实行土地出让底价优惠政策，按所在地区土

地等级对应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的一定折扣计取地

价，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二是加强金融支持。
在间接融资方面，鼓励金融机构推出符合这类新兴

产业项目资金需求特点的信贷产品，设立企业融资

担保机构，为企业融资提供优惠的政策性担保，在提

高信贷可获得性的同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直接

融资方面，重点加强企业上市服务，整合发挥投行、
创投等专业服务机构作用，孵化培育上市企业梯队，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链条融资和上市解决方案，加
快企业在“新三板”“创业板”“科创板”等不同层次

资本市场成功挂牌的进程。 三是提升数据要素使用

的广度与深度。 推动数据要素向行业生产、流通和

消费等环节全面渗透，发挥其对其他生产要素的

“催化”作用，充分发挥“数据＋”的生产效率倍增效

应，促进行业快速扩大产能，形成规模经济并迅速占

领市场。
（二）促进战略延伸型产业发展的政策重点

战略延伸型产业与本地要素禀赋的契合度相对

较低，但这类产业已处于商业化阶段，技术与市场的

不确定性均较小。 推动这类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吸引

异质性要素资源流入，改善产业发展所需要素的供

给条件，同时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建设，营造良好的产

业生态。 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加

强“产链共同体”建设，鼓励龙头企业以整机产品带

动、资本运作、成立专业园区等方式，联合上下游企

业、行业组织与科研院所等建立产业链共同体，支持

企业在国内外设立供应链公司，强化本地区全过程

产业链配套能力。 二是加大行业发展所需高层次人

才引进力度，完善新兴产业人才住房安居服务、子女

优教服务以及境外专业人才执业资格认证等配套政

策，增强本地区对异质性高端产业人才的吸引力。

三是支持本地区实力型企业开展新兴产业领域的战

略投资业务，强化企业开展风险投资的意识，鼓励本

地区大企业通过风险投资捕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机会，拓展产业链，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三）促进优势突破型产业发展的政策重点

优势突破型产业发展容易获得本地要素资源的

支撑，但是这类产业还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研发阶

段，市场与技术不确定性较高。 推动这类产业发展

的关键是鼓励本地企业进行相关多元化业务扩张，
加强产业链前沿技术创新。 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方面：一是扶持本地区各行业规模企业发展，培
育具有自我研发能力和产业控制能力的核心企业，
支持企业进行产业链前沿技术创新，拓展新业务。
同时在本地区构建开放式企业分工网络，打造以核

心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配套协作体系，推动形成大

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格局。 二是围绕全产业链生

态，综合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区域产业定位和企业需

求，梳理前沿技术攻关需求清单。 针对不同技术需

求，采取差异化的精准举措进行攻关突破，具体包括

政府统一向市场采购技术创新服务；鼓励企业对梳

理出的行业共性难题进行突破，并给予相应的政策

支持；参与或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加强国际科技合

作；布局建设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测试、中试和应用

功能型平台等。 三是充分把握数字经济、新技术变

革带来的市场新机遇，完善需求端支持政策，培育新

产品消费和新技术应用场景，扩大面向新产业发展

的市场需求规模。
（四）促进战略跳跃型产业发展的政策重点

战略跳跃型产业与本地现有产业的经济技术联

系不强，市场前景很不明朗，推动这类产业发展的关

键是加强本地区基础研发功能建设，鼓励企业开展

面向未来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前瞻性做好未来产

业储备。 政策重点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加强

科技创新概念验证支持。 目前天使投资、风险投资

等均倾向投资处于较为成熟阶段的二次研发项目，
而不愿承担创新创业的早期风险。 对此，政府可投

入资金构建包含基础研发、概念验证、前期孵化和创

业孵化等环节的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支持体系。 对

通过概念验证的项目进行持续支持，将通过概念验

证并落地转化的项目纳入本地区科创企业孵化培育

体系，在税收、资金等方面提供综合支持。 二是建立

面向全球的常态化专利收储运营机制。 加大对发达

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全球顶尖咨询机构权威报告、全
球高价值专利等的分析力度，研判“未来产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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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对具有前沿探索性、战略引领性的前沿技术专

利成果进行提前储备、集中管理、集成运用，抢抓未

来产业发展先机。

注释

①他们在研究中所使用的行业分类方法为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ＳＩＴＣ）第二版行业分类法，共包含 ８００ 多个产业。 ②在他们所呈现

的产品空间中，所有的行业可以大致分为 ３４ 个产业群，每个产业群

内部各行业之间产业距离较近，而新结构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在经济

发展的任意时点上，任一经济体都面临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禀赋结

构决定了最优的生产结构。 如果生产结构符合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

地区比较优势，则这种生产结构是最具有竞争力的，所能创造的经济

剩余也最大，积累的边际回报率最高，积累倾向最大，从而导致禀赋

结构升级最快，生产结构升级也最快。 ③基于这一观察，１９９３ 年英

国学者 Ａｕｔｙ 提出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ｕｒｓｅ”概念，国内文献将这种资源丰

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称为“资源诅咒”。 ④在我国经

济活动人口是指所有年龄在 １６ 岁及以上，在一定时期内为各种经济

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劳动力供给的人口，在数量上等于就业人口与

失业人口之和。 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论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的分配方式时首次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并列作为

一种新的生产要素。 ２０２０ 年我国出台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推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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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规章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证成与法治化路径

李红勃

　　摘　要：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中，除国家法律之外，行业规章等民间规范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的

治理作用。 从制度基础看，行业规章以国家法律的授权和行业组织的自治契约为基础，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从规

范功能看，行业规章可以实现法律的细化，推动法律的实施，弥补法律的不足。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为了更好地发

挥行业规章的自治作用，应持续推进行业规章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不仅要从行政和司法两个方面加强审查，确保其

内容的合法性，而且要优化其制定与实施机制，明确行业规章的法律地位与制定程序，构建行业规章的惩戒与裁决

机制。
关键词：行业规章；社会治理；行业自治；合法性审查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５７－０８

　 　 奥地利法社会学家埃利希曾指出：“在当代以

及任何其他的时代，法的发展的重心既不在立法，也
不在法学或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 ［１］他强调

要关注生活中真实和有效的规范，因而提出了一个

“活法”（Ｌｉｖｉｎｇ Ｌａｗ）的概念，用以描述那些虽不是

出自国家立法机关，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类似法

的规范功能的社会规则，譬如风俗习惯、行业规章、
团体纪律等。 美国法学家埃里克森在其关于夏斯塔

县牧民如何无需依赖法律而自行解决牧场纠纷的研

究后指出：“法律制定者如果对促进非正式合作的

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

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１］ 这些法社会学的研究提醒

我们，法学不仅要从司法的角度分析官方的正式规

范即国家制定法，更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关注那些

客观存在和切实有效的民间法、行业法等这些非正

式和非官方的社会规范。
在当代中国，自经济市场化和政府实施简政放

权以来，社会治理领域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政

府逐步放松了对社会的管制，从而为包括行业协会

在内的社会组织开展自治留下了空间。 伴随着政府

和社会的适度分离，原先由国家法律调控的一些领

域，逐步让渡给了行业自治规范，也就是由行业协会

等民间组织制定和颁布的行业规章，包括行业组织

制定的行业章程、行业标准、行规行约、职业道德等。
这些行业规章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

理效能。”这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社会治理工作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这一语境下，法治社会建设

被提到新的高度，受到特别重视。 法治社会建设，要
坚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

行业规章推动行业自治，便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

的治理命题。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

要（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指出：“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

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

的积极作用。 加强居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
社会组织章程等社会规范建设，推动社会成员自我

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规范。”由此可以看到，当代中

国的社会治理， 不仅需要依靠以法律为代表的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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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国家规范”，也需要依靠来自民间的“社会

规范”，即村规民约、市民公约、行业规章、社会组织

章程等。
本文讨论的“行业规章”，主要指依法成立的行

业协会发布的，适用于其组织成员的，成文化的行业

自治规范。 行业规章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１）行

业组织制定的行业章程，例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章程》《中国快递协会章程》等；（２）行业标准，例如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等；（３）行业管理规范，例如《律师执业行为规

范》等；（４）行业职业道德，即行业组织为本行业成

员制定的行业道德，例如《律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中国旅行社行业

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等。 同为社会规范，与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其他规范相比，行业规章具有非

常突出的特点和显著的优势：从表现形式来看，作为

行业自治组织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行业规章是成

文化的，更加规范和明确；从规范效力来看，行业规

章要更有强制力和约束力；从适用范围来看，行业规

章覆盖特定行业和领域，更具有普遍性。 本文将从

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以特定行业规章为对象，围绕

行业规章的法律基础、法律功能、法律审查等问题进

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实现行业规章的法治化

改造和规训，如何更好地发挥行业规章的社会治理

功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行业规章的制度基础与规范功能

从法治角度对行业规章的正当性进行审视，应
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其法律基础或法律依据，这
可以解决行业规章的规范正当性；其二是其在社会

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这可以解决行业规章的功能正

当性。
（一）行业规章的制度基础

１．法律授权基础

行业协会属于公民结社权的产物，结社行为造

就了行业协会，行业协会的自治产生了行业规章。
在引导和培育社会自治的过程中，国家需要对社会

能够自行解决的事项保持谦抑，需要为行业协会制

定和实施行业规章留下空间。 换言之，国家应当尊

重行业协会的“立法权”，并为行业规章的制定和实

施提供支持和保障，提供明确的法律基础。
在我国，宪法第 ３５ 条关于结社权的规定，为行

业规章提供了第一层次的宪法依据。 在宪法之下，

相关的法律法规构成了行业规章的第二层次法律依

据，可以将其分为如下两类。
一是一般性法律依据，即国家制定的用以规范

行业协会的一般性法律法规，其中最基础的就是

《民法典》总则第三章中“非营利法人”部分的相关

规定，另外最直接的就是国务院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其中第 ５ 条规定：“国家保

护社会团体依照法律、法规及其章程开展活动，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除此之外，２０２０ 年起实

施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 ２９ 条也规定：“行业协

会商会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加强行业自律，
及时反映行业诉求，为市场主体提供信息咨询、宣传

培训、市场拓展、权益保护、纠纷处理等方面的服

务。”据此，行业协会获得了制定规章的法律授权。
除了国家层面的上述立法外，有些地方立法也对此

有相应规定，如 ２００６ 年广东省出台了国内第一部规

范行业协会的地方性法规《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
其中第 ２７ 条关于行业协会的职能部分就规定了

“参与有关行业标准的论证，建立规范行业和会员

行为的机制”的内容。
二是特别性法律依据，即专门针对特定领域和

行业制定的法律规范。 比如，《律师法》第 ４６ 条关于

律师协会制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的规定：“律师协

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三）制定行业规范和惩戒

规则；……律师协会制定的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不
得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相抵触。”《电影产业促

进法》第 ９ 条关于电影行业组织制定自律规范的规

定：“电影行业组织依法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开展业务

交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维护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体育法》第 ３５ 条中关于体育团体章程的规定：“国
家鼓励、支持体育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组织和开展

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广告法》第 ７ 条

关于广告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规范的规定：“广告行

业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制定行业规

范，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业发展，引导会员依法从

事广告活动，推动广告行业诚信建设。”《邮政法》第
６０ 条关于快递行业协会制定快递行业规范的规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依法成立的行业协会，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及其章程规定，制定快递行业规范，
加强行业自律，为企业提供信息、培训等方面的服

务，促进快递行业的健康发展。”
２．契约基础

国家法律对行业规章作出规定，解决了行业规

章的“外部合法性”问题。 与此同时，行业规章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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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合法性”的问题，即其对成员的约束力和权

威性，这需要通过契约理论予以解决。
套用近代论证国家产生的契约理论，我们可以

对行业协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作出这样的解释：
在成立行业协会的时候，本行业的所有成员之间达

成了一个契约，大家约定一起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
创造一个可以代表全体成员的行业协会，这是第一

份契约，行业协会据此得以成立；行业协会成立后，
作为有独立意志的法人，经由协商，它与其成员之间

又达成另一个契约，这个契约的表现形式就是协会

章程，这个契约的内容就是授权行业协会对其成员

进行管理。 据此，行业协会的管理权及制定行业规

章的“立法权”得以产生。
行业规章既是契约的产物，同时它本身也带有

契约的性质，这是行业规章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

依据。 行业协会成员自己制定行业规章，自己遵守

行业规章，这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 私法自

治原则主张“协议就是法律”，从而赋予了行业规章

以习惯法的效力。 “习惯法在规范相关大众间形成

法的共识，规范的妥适性疑虑最小，以此解决争议也

最可被接受。” ［３］ “行业自治规范有基于行业成员

协商一致基础上的创制的成分，同时，其内容很多是

对市场活动中普遍的商业习惯做法的总结和定型

化，基于有关行业团体成员的同意而订立，并为行业

成员所普遍接受，对行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因此，行业自治规范具有习惯法的效力。” ［４］

（二）行业规章的规范功能

行业规章的规范功能，涉及它在社会治理和规

范体系中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从法律多元理论

层面分析，国家法律是基础性规范，行业规章属于辅

助性规范；国家法律属于“硬法”，行业规章属于“软
法”；国家法律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而行业规章属

于非正式的法律渊源。 行业规章有助于法律的实

施，可以补充法律，推动法律发展，在社会治理中发

挥了独特作用。
１．通过行业规章实施法律

国家法律代表着国家意志，具有普遍效力，适用

于国家管理和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 但是，国家法

可能也会存在抽象性、僵化性、个案不正义等情形。
比如，法律规定相对比较抽象，与鲜活的社会生活之

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法律过于关注普遍性问题，而忽

略了不同地域、行业的特殊性，从而导致法律适用中

的个案结果不正义等。 因而，行业组织通过制定行

业规章开展自治，对于推进法律的有效实施具有独

特价值。
首先，行业规章可以把法律的一般性规定转换

成具体的行为规范，从而打通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

的“最后一公里”。 比如《律师法》第 ２ 条规定：“律
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
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第 ３ 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

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这些原则性法律规定的实现，既要靠法律的具体规

定，也要依赖行业协会的行业规章。 如果没有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包括《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律
师业务推广行为规则》 《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
《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在内的大量行

业规章的具体指引，律师承担的“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恪
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职业责任在实践中

是很难全面实现的。
其次，行业规章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特定问

题作出专门规定。 比如，《体育法》第 ６７ 条规定：
“单项体育协会应当接受体育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

管，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制定行业规则，加强行业自

律。”据此，为贯彻法律的授权规定，包括中国足球

协会、中国篮球协会、中国田径协会等在内的体育行

业组织制定了相应的行业规范，如中国田径协会制

定的《中国田径协会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则》，中国

篮球协会制定的《中国篮球协会竞赛管理办法暨实

施细则》与《中国篮球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
等。 其中，中国足协的行业规章较有代表性，按照管

理内容不同，可将其发布的自治规范分为：（１）章程

类，如《中国足球协会章程》 《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

章程》；（２）纪律处分类，如《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

则》《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 《中国足

球协会足球比赛违规违纪处罚办法》等；（３）纠纷、
争议处理类，如《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工作条

例》《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等；（４）各
类赛事规则，如《中国足球协会职业比赛管理暂行

规定》《中国足球协会商业足球比赛管理规定》等；
（５）会员准入、转会类，如《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

及转会暂行规定》 《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俱乐部

准入实施细则》 《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俱乐部准

入条件和审查办法》 《关于俱乐部参加中超联赛的

申请、审核办法》《中国足协运动员登记证管理暂行

规定》《中超足球俱乐部标准》等；（６）其他管理类，
如《中国足球协会球员经纪人管理办法》《中国足协

训练基地命名管理办法（试行）》等，这些构成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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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国足球协会行使管理权的“规则体系”①。 这

些具体的、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行业自治规范，
在客观上细化了法律的内容，延伸了法的调整范围，
提升了法的实施效果。

２．通过行业规章补充法律

法律是现代社会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权威的社

会规范，但法律不能涵盖所有的领域，尤其是在快速

变化的时代，它常常会出现漏洞和空白。 在法律出

现漏洞时，行业协会规章可以予以适当的填补，而在

法律无法介入的空白领域，行业规章可以发挥替代

法律的规范作用。
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为例，自 １９８６ 年成立以

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除了制定协会章程这一律师

行业自治的“基本法”之外，还先后颁布了会员违规

行为处分、律师服务收费争议调解、律师办理特定业

务（如海商、婚姻、土地、破产、刑事辩护、劳动、环
境、专利）操作指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律师和律

师事务所诚信信息管理、律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律
师执业权利维护、律师业务推广、律师宣誓、律师参

与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的行业规范。 这些规范性文

件内容详细、具体、可操作性强，在对《律师法》 《刑
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法》等法律法规进行细化、延
伸、扩展的同时，还对法律无法涉猎的相关领域和特

定问题作出了规定，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局限和

不足。
３．通过行业规章发展法律

行业规章不仅可以实施法律和补充法律，还可

以进行“立法试验”，即在法律尚未规定或者存在滞

后的情形下，由行业组织发布相关创新性、试验性行

业规章，为国家未来的法律创制和法律修改开展试

验、积累经验。
通过行业自治规范引领国家法律发展，这在电

子商务、网络保护、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尤其突出。
比如，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互联网行业协会的作

用至关重要。 在英国，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协会（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 ＩＳＰＡ）是

英国互联网行业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行业自律组织

之一，目前拥有超 ２００ 个会员单位，包括了世界各大

知名的互联网电信企业，如全球搜索引擎巨头谷歌、
英国电信公司等。 ＩＳＰＡ 要求入会会员必须遵守其

制定的互联网自律业务守则（Ｃｏｄ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其中包括了所有成员必须在合理范围内竭尽所能

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和促销内容不包含或鼓励任何违

反英国法律的行为”，“所传播内容不得宣扬种族仇

恨、儿童色情，并且鼓励 ＩＳＰＡ 会员积极成为 ＩＷＦ②

的会员，对于 ＩＷＦ 提供的儿童色情网站和分级内容

网站要删除和分别进行标注” ［５］ 。 在这些新兴领

域，行业组织往往要比政府更内行，因而，这些出自

行业组织的内部规范，在经过实践检验后，能够为国

家相应的互联网立法提供经验和借鉴。

二、行业规章的合法性审查

实践中，行业协会制定的规章可能会出现违反

法律、侵害成员或其他公民权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情形③。 因此，对于行业规章，法律一方面要予以

支持，另一方面还要予以必要的监控和监督。 作为

行业自治规范，行业规章应当符合法治原则，包括法

律优先原则，即其内容应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不得与

国家法律相抵触，还包括法律保留原则，即对涉及成

员基本权利或重大权利的事项，行业规章不得加以

设定，只能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作出规定［６］ 。
为保障行业规章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备案审查机制。
“对社会规范建立备案审查制度，是发挥社会规范

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以及防止社会规范偏离其正轨的有

效途径，也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的重要路

径。” ［７］

对行业规章的法律审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
是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查，可以称其为“事前的

一般审查”；二是来自法院的司法审查，可以称其为

“事后的个案审查”。
（一）行政审查机制

基于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现实，我国对于行

业协会的管理是“政府主导型”模式，不同于其他国

家的“市场竞争型”和“自由放任型”。 在法律上，国
务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行业协会管理

规定了二元管理机制，行业协会不仅要接受业务主

管部门的指导，而且要接受民政部门的管理。 行业

规章的行政审查，就是在这种机制下开展的。
关于行业规章的行政审查方式，常规的主要有

批准和备案两种。 有些法律规定行业规章应在生效

前报有关部门批准，比如《注册会计师法》第 ３５ 条

规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法拟订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规则，报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后施行。”
有些法律规定行业规章应在出台后报有关部门备

案，比如《律师法》第 ４４ 条规定：“全国律师协会章

程由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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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备案。”《证券法》第 １７５ 条规定：“证券业协会章

程由会员大会制定，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备案。”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既需要核准，也需要备

案，比如《资产评估法》第 ３４ 条规定：“评估行业协

会的章程由会员代表大会制定，报登记管理机关核

准，并报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关于行业规章备案的主体，有学者认为，应当通

过立法明确规定民政登记管理部门作为指导和规范

行业协会商会自治规则制定的主要部门，并辅之以

相应的业务指导部门来对行业协会商会依据自治规

则所开展的日常活动进行监管［８］ 。 也就是说，行业

协会的“立法”活动由民政部门监管，行业协会的

“执法”活动由业务部门监管。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

值得商榷，要让行业规章备案不流于形式性的“告
知”，而是真正发挥“审查”的功能，还是应该把备案

主体规定为业务主管部门。 毕竟，每个行业都有自

己的特点，与业务主管部门相比，民政部门无法全

面、深入地掌握各个行业的实际情况，因此也就很难

对行业规章开展切实有效的合法性审查。 比如，与
民政部门相比，司法行政部门对于律师行业更为熟

悉，而财政部门对会计行业会更加专业。 所以，笔者

认为，行业规章的审查机构应该是行业的主管部门，
而非民政部门。 业务主管部门在进行行业规章审查

时，既要进行形式审查，也要进行实质审查；既要依

靠内部力量，也应借助法律顾问、法律专家等外部

力量。
需要强调的是，在依法行政和简政放权的背景

下，业务主管部门对行业规章的批准、核准、备案，必
须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以法律

的明文规定为依据，凡法律没有规定的，不应增加审

查环节，否则可能构成行政权的滥用以及对行业自

治的不当干涉。 比如，《仲裁法》第 １５ 条第 ３ 款规

定：“中国仲裁协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

规定制定仲裁规则。”这就意味着，既然法律没有规

定事后审查程序，那么仲裁协会制定的仲裁规则就

无需向行政部门报批或备案。
（二）司法审查机制

行业协会的规章，既会对其行业内部成员形成

约束，也会对外部公众产生影响，因此，将其纳入司

法审查不仅必要而且正当。 诚如德国法学家卡尔·
拉伦茨所说：“社团在‘自治’范围内对社员行使一

定的纪律权力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不受国

家司法权的管辖。” ［９］与行政审查相比，司法审查有

其独特性：行政审查往往是事前和预先的审查，司法

审查则是纠纷发生后的审查；行政审查是一般性和

抽象性的，司法审查则是个案性的，是对具体行为的

审查；行政审查既包括合法性审查，也包括合理性审

查，而司法审查主要关注合法性，对合理性问题一般

不予介入；行政审查的涵盖面相对比较狭窄，并非所

有的行业规章均要经过报批、核准、备案程序，司法

审查则是兜底性的，它能够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任何

主体提供法律救济。
行业规章对相关主体的权利侵害，主要涉及两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实体性问题，二是程序性问题。
这些问题均可以通过司法审查予以解决。

首先来看涉及实体性权利侵害的情形。 行业规

章侵害的权利主体，有的属于一般社会公众，比如中

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出台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

范》曾规定旅游饭店可以谢绝“客人自带酒水”④，
就对消费者的选择权构成侵害；有的受害者属于行

业组织成员，比如在法律理由不充分的情况下规定

了行业成员过多过重的义务，或者剥夺了行业会员

的权利⑤。 另外，在演艺娱乐领域，行业协会依据规

章对其会员实施的“全行业封杀”，也有可能因违反

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而侵害成员合法权益。 对

于这些情形，权益受损害者均可向法院起诉，寻求司

法救济。
其次来看涉及程序性权利侵害的情形。 社会现

实中可能存在着以“行业自治”和“内部行为”的名

义排斥司法救济的情形。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
的相关规定，只有法律才能排除司法审查⑥，行业协

会不能以行业规章为由排除司法审查。 在 ２００２ 年

的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诉中国足球协会一案中⑦，
中国足协就法院对此案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认为

该案不属于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其依据是当时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的相关规定：“会员协会、会
员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中国足球协

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

法院，而只能向中国足球协会及其诉讼委员会提出

申请。 诉讼委员会在《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

的范围内作出的最终决定，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诉讼委员会作出的上述范围外的裁决，可以向执行

委员会申诉，执行委员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⑧针

对当时中国足协的这一规定，有学者指出，中国足协

通过章程自设诉讼委员会，并以此排除司法机关对

中国足协有关争议的管辖，直接影响了其成员通过

司法程序寻求救济的权利，因而是违法的［６］ 。 又

如，２０１０ 年，中国足协纪委会对此前公布的《中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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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进行了修改，其中的

“适用时间条款”规定：“本准则及处罚办法适用于

其生效后发生的各种事实。 在本准则及处罚办法生

效后处理的此前发生的事实时，在对当事人更有利

的条件下，本准则及处罚办法也适用于以前发生的

事实。”这一规定涉嫌违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引
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质疑。 有学者认为，“适用时间

条款”有悖于法治精神［１０］ 。 事实上，对于行业协会

而言，哪些领域属于绝对的行业自治，哪些领域需要

法律的介入和制约，不是行业协会规章可以自行确

定的。 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可以通过立法进行

规定，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法院的典型判例予以

澄清。

三、行业规章的规范化路径

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既需要国家机关科学

立法和严格执法，也需要行业协会积极发挥行业规

章的规范作用，国家机关依据法律的治理可以被称

为“统治”，而行业协会依据行业规章的治理可以被

称为“自治”，在法治社会建设中，需要统治和自治

的协调配合。 因而，从治理模式的选择上，需要确立

包容性法治的思路，打破社会治理中“规范单一、体
制单一、手段单一的结构性瓶颈” ［１１］ ，实现社会治

理的“共建共治”。
当前，在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中，通过行业

规章开展行业自治还并不理想，还存在诸多问题，包
括行业规章权威性不足、内容形式不规范、行业规章

的执行效果差等。 以广告行业为例，中国广告协会

先后制定了《中国广告协会自律规则》《广告宣传精

神文明自律规则》 《广告行业公平竞争自律守则》
《城市公共交通广告发布规范（试行）》《广告自律劝

诫办法》《奶粉广告自律规则》 《卫生巾广告自律规

则》《中国移动互联网广告标准》等多部自律措施。
“但是，以上行业自律由于缺乏法律依据，缺少行业

规则的共同起草、共同签约、共同遵守之程序，仅仅

是政府意志及协会工作工作人员的单方面的努力，
造成行业不认同，没有行业权威性及共同守之的自

觉性。 变成了‘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 ［１２］ 在法

治时代，基于行业规章的行业自治，必须按照法治的

逻辑，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 因此，为更好地发挥行

业规章的作用，需要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规范行业

规章的制定和实施，最大程度地激发行业规章的治

理潜能。

（一）通过立法明确行业规章的法律地位与制

定程序

对于行业自治，《民法典》虽然做了一般性规

定，但依然不够：一是其规范角度仅是从私法出发

的，未能体现公法的维度；二是其规定还比较原则，
外延也不够宽广。 因此，关于行业自治的国家立法，
还需要继续推进和不断完善。 在行业规章的制定层

面，可以通过立法明确行业规章的法律地位与制定

程序。
对于行业自治的国家立法，应该采用一般法与

特别法相结合的二元模式。 所谓“一般法”，即颁布

类似《社会团体管理法》等一般性法律规范，对包括

行业协会在内的各类社会团体制定行业规章、开展

行业自治等问题作出系统性规定；所谓“特别法”，
即在特定行业立法中保留专门条款，对该领域的行

业规章作出规定，比如《体育法》中对体育行业规章

的制定主体与程序、规章执行机制、仲裁机制等作出

的规定。
国家关于行业自治和行业规章的立法，要注意

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向。 《法治社会建设实

施纲要（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提出：“使社会规范制订

和实施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据此，国家相关行业

的自治立法，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行业

组织的规章制定权。 从法治社会建设的角度，国家

立法应明确认可行业协会有制定和实施行业规章的

“社会性权力”，并在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构建起一

种“合作、服务、监管”的新型关系。 二是明确行业

规章的法律地位。 行业规章的性质和效力如何，学
术上有很多说法和归类，比如软法、习惯法、法的非

正式渊源等。 但在法律上，对行业规章目前还没有

统一而明确的法律规定。 因此，未来的立法可以考

虑明确解决这一问题，即明确规定行业规章是解决

民事争议的依据，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行业规

章。 如果国家立法暂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可以

先通过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对
规章的效力、适用作出规定。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可

以对《民法典》第 １０ 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

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作出解释，明确行业规章属于“习惯”的
范畴。

（二）建立健全惩戒与裁决机制

行业规章的有效执行，需要一套相应的实施机

制，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惩戒与裁决机制，包括

对违反行业规章行为的惩戒机制和在规章适用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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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纠纷时的裁决机制。
惩戒机制，即对违规成员的纪律惩戒。 行业的

声誉需要通过行业协会所有成员的合法诚信行为来

维系，否则可能会给整个行业带来损害。 因此，在通

过行业规章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应当确立

科学、规范的行业惩戒机制，运用行业协会的“社会

性权力”，对违反行业规章的行为实施 “社会性

制裁”。
基于国家法律的惩戒，属于法律制裁；来自行业

协会的制裁，则属于社会制裁。 社会制裁对于法律

制裁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可以在法律作用有限甚至

缺失的时候，发挥重要的补充惩戒功能。 因此，各个

行业组织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完善行业惩戒机制，
对违反行业规章的行为予以内部制裁。 在惩戒类型

方面，除了一般的警告、通报批评外，还可以构建行

业内的信用惩戒机制，将违反行业规章、有损行业声

誉的成员列入“黑名单”，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另

外，还可以在特定领域建立强制退出即开除机制，即
对严重违反行业规章、造成恶劣影响的成员，剥夺其

行业成员资格，在一定期限甚至终身将其驱逐出本

行业。
裁决机制，即围绕行业规章适用产生纠纷时的

处理机制。 对于法律而言，如果无法通过法院在个

案中得以适用，法律就没有实际意义，同样，对于行

业规章而言，专门的裁决机制也不可或缺。 要想让

行业规章不沦落为“纸老虎”，就必须建立一套科

学、有效的裁决机制。 在这方面，体育行业的仲裁制

度非常值得借鉴。 国际奥委会下属的国际体育仲裁

法庭（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ｐｏｒｔ，简称 ＣＡＳ）作为体

育行业的裁决机构，在推进体育行业规章执行、解决

相关争议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２０２２ 年，我国修订

后的《体育法》设立了“体育仲裁”专章，对仲裁机构

设置、仲裁范围、裁决效力、仲裁程序衔接等内容进

行了规范，从立法上确立了独立、专业的体育仲裁

制度。
在构建行业规章的裁决机制的过程中，一方面

要颁布专门的、类似诉讼法的“行业裁决办法”，如
中华律师协会的《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

则》和中国足球协会的《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等，
通过一套科学、合理、正当的程序规范，保障围绕行

业规章产生的纠纷、违纪行为得到公正处理；另一方

面要建立行业内部专门的裁决机构，可以称为“惩
戒委员会”，也可以称为“仲裁委员会”，裁决机构必

须专业、独立、权威，只有这样，才能使围绕行业规章

所产生的纠纷通过这一机构得到公正处理，从而保

障行业规章在个案中得到有效实施。

结　 论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系统工程中，法治社会是构

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现实的复杂性及任

务的艰巨性，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必须采取一种包

容性模式，并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重视治理规

范的多元化。 一切规则之治皆为法治，从治理技术

的角度看，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变革和转型，其核心就

在于如何确立“巧治理” （Ｓｍａｒ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意识

自觉和决策视角，有机整合不同的制度资源，深入提

炼其中的治理机能，使得各类规范都能因事因地而

宜，皆有用武之地［１３］ 。
“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社会规范

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个部分，因此

也是其法治的构成性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

分……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国家正

式的制度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１４］为提升社会治

理的法治化，需要认真对待基于行业规章的行业自

治。 “行业自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体现了公共治

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治理方式由强制、他治

向协商、自治的体现，也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１５］因

此，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既要发挥国家法律的主导

作用，也要发挥行业性自治规范的补充作用，要为行

业规章的成长留下足够空间，为行业规章的实施提

供支持和引导，通过科学完备的行业规章，引导行业

可持续发展，推动各行各业有规矩、守规矩，共同构

建诚信、友善、公正、和谐的法治社会。

注释

①参见韦志明：《论中国足协行业规范的法源地位》，《天津体育学院

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２２８—２３３ 页。 ②ＩＷＦ 是网络观察基金会“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ａｔ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简称。 ③比如，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 日起，中
国旅游饭店业协会推出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中规定，２５００ 家

会员旅游饭店可以谢绝“客人自带酒水”，这涉嫌与《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相关规定冲突。 ２０１３ 年，上海黄金协会牵头制定的《上海黄金

饰品行业黄金、铂金饰品价格自律实施细则》中规定了黄金、铂金饰

品零售价的测算方式、测算公式和定价浮动幅度，要求上海多家金店

在对所售黄金、铂金产品进行定价时，均不允许超过协会所约定“中
间价”的正负 ２％或正负 ３％，因涉嫌组织本行业经营者从事价格垄

断活动而受到调查。 ④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２００２ 年制定的《中国旅

游饭店行业规范》第 ２９ 条规定：“饭店可以谢绝客人自带酒水和食

品进入餐厅、酒吧、舞厅等场所享用，但应当将谢绝的告示设置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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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场所的显著位置。”⑤比如在“娄丙林诉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

横向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一案中，娄丙林退出水产批发协会后无

法获得獐子岛扇贝供货渠道，无法销售獐子岛扇贝，水产批发协会的

行为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高民终字第 ４３２５ 号民事判决。 转

引自：《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中国法院反垄断民事诉讼 １０ 大案件案情简

介》，《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第 ３ 版。 ⑥《行政诉讼法》第
２ 章第 １３ 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

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

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

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

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⑦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中国足协对 ２００１ 年

甲 Ｂ 五家足球俱乐部进行处罚，进而引起足球俱乐部揭发黑哨的风

暴和司法介入的讨论。 被处罚的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及全体教练员

球员，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７ 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中

国足球协会的行政起诉状，北京市二中院随后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

定，亚泰足球俱乐部随后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北京

市二中院的不予受理的裁定。 ⑧２０１７ 年的《中国足球协会章程》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通过）第 ５２ 条也

有类似规定：（一）除本章程和国际足联另有规定外，本会及本会管

辖范围内的足球组织和足球从业人员不将争议诉诸法院。 有关争议

应提交本会或国际足联的有关机构。 （二）争议各方或争议事项属

于本会管辖范围内的为国内争议，本会有管辖权。 其他争议为国际

争议，国际足联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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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之确定

宋汉林

　　摘　要：规范出发型民事诉讼构造以请求权为基础进行裁判，诉讼起点为请求权基础，终点则为民事责任的

确定，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亦然。 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绿孔雀案”和“五小叶槭案”的诉

讼请求、争点及裁判结果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之确定，仍存在请求具体标准不明确、责任形式构成要

件不明确、法院释明义务不确定、重大风险识别难、与行政机关职责衔接不畅、永久性禁止功能实现路径不明确、惩
罚性赔偿请求制度缺失等问题。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制度之体系化完善，应当对抽象表述与多样司法、
公益诉权与职权审判、重大风险与模糊证据、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临时诉请与永久执行、惩罚性赔偿与损害性填

补等领域存在的冲突进行适度平衡。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性；诉讼请求；惩罚性赔偿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６５－１０

　 　 规范出发型民事诉讼构造以请求权为基础进行

裁判［１］ ，诉讼起点为请求权基础，终点则为民事责

任承担方式的确定，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亦然。
我国《环境保护法》确立了“预防为主”的环境保护

原则，为落实该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
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确立了对具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

行为提起诉讼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

《民法典》和《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以提取“公因

式”的方式［２］规定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请

求权基础和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将具有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纳入侵权行为，突破了传统

私益诉讼“无损害即无救济”的理念，确立了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等责任承担方式，为预防性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践奠定了制度基础。 然而，框
架性宏观立法与多样化微观实践之间并非在任意时

空均能无瑕契合，需要在立法论与解释论之间衡平

个案裁判。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了预防性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绿孔雀案”①、“五小叶

槭案”②、“中石油云南炼油案”③、“回龙山水电站

建设案”④系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
上述案件中，法院以不属于立案范围为由对“中石

油云南炼油案”未予受理；“回龙山水电站建设案”
则以调解方式结案；“绿孔雀案”以判决方式结案，
在世界环境司法大会上入选全球十大生物多样性案

例，开启了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先河；
“五小叶槭案”亦判决结案，系全国首例针对珍稀野

生植物预防性保护提起的公益诉讼，作为影响性案

件入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和最高

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从“绿孔雀案”和“五小叶槭

案”的诉讼请求、案件争点及裁判结果看，预防性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之确定， 并非刻板援引抽象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２－１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国民事执行制度史研究”（１９ＹＪＡ８２００３６）；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

类）项目“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执行问题研究”（２０２１－ＣＸ－００１）。
作者简介：宋汉林，男，安阳师范学院法学院教授（河南安阳　 ４５５０００），郑州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研究员（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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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定责任承担方式，而需法院能动司法以回应多

样化实践需要。 当前，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请求的确定，仍存在着请求标准不明确、责任承担

形式构成要件不明确、重大风险识别难、法院释明不

足、与行政机关职责衔接不畅、永久性禁止功能实现

路径不明确、惩罚性赔偿请求制度缺失等问题。 故

此，笔者以典型案件为例，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中诉讼请求确定问题开展研究，提出预防性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具体化的基本路径，以期对该制

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之理论论争

　 　 （一）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类型化论争

１．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类型化之基础

诉讼请求是原告以诉讼标的为基础提出的欲获

得实体法上法律地位或效果的诉讼主张［３］ ，是实体

责任承担方式在诉讼程序中的具体化。 环境侵权责

任是侵权者违反法律义务，以作为或不作为方式，对
污染环境并造成损害，依法不问过错，应当承担损害

赔偿等责任的特殊侵权责任［４］５４７，是预防性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请求确立的法律基础。 以环境侵权责任

的法定承担方式为标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可

类型化为预防性请求、恢复性请求、赔偿性请求和人

格补偿性请求［５］２５５。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是

风险预防，而非损害填补［６］ 。 在风险社会视域中，
基于生态、环境损害的不可逆转性及《环境保护法》
“预防原则”的实施要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之

提出，在尚未造成实际损害且可能存在环境污染或

生态破坏重大风险的情况下，应从事后救济性责任

承担向事前预防性责任承担转化，将预防性请求作

为优选的责任形式予以主张，必要时附之以补偿性

责任，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

性救济，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维护的目标。
２．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类型化之争议

关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之类型化，
理论界存在着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预防性请求包

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及赔礼道歉［７］ ；另
一种观点认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属于

预防性请求，赔礼道歉属于抚慰性责任承担方

式［８］ ；还有观点认为，除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

危险外，为采取合理预防措施而发生的费用和检验

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也可作为预防性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之诉讼请求［９］ 。 笔者认为，预防性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范围的界定，既要符合法律规

范要求，又须符合诉讼实践需要，鉴于《民法典》《环
境保护法》等对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有明确界

定，且其性质为风险预防而非损害填补，故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应作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请求之基本范围，而赔礼道歉旨在对精神损害

进行抚慰性填补，属于补偿性责任，而非预防性责

任，不应归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之范围。
同时，为因应诉讼实践多样化需要，责任承担方式还

应作适度扩大解释，《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对于

采取预防性措施所产生的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的

承担作了扩大解释，本质上是通过科以侵权人对必

要预防性费用的承担义务，以强化预防性责任，保证

实现预防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立法目标。
（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构成要件论争

１．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构成要件之基础

依据《民法典》第 １１６５ 条第 １ 款之规定，侵权

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过错、侵害行为、损害结果

和因果关系［１０］ ，但基于归责原则不同，侵权责任的

构成要件亦有所区别。 过错是损害填补性责任的构

成要件，无过错则为法定无过错侵权案件中责任承

担的构成要件。 换言之，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
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前提下，对适用无过错责任

原则之侵权案件不具有适用性，其构成要件不包括

过错，仅包括侵害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三要

件。 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而

言，理论界存在着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之争［４］５５１，
从严格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强化生态环境保

护的立场出发，《民法典》确立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侵权案件的无过错归责原则，故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侵权行为责任承担，仅需满足侵害行为、损害和

因果关系三要件即可，《民法典》为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侵权案件中诉讼请求的提出和构成要件的确定

奠定了制度基础。
２．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构成要件之论争

按照“三要件”说，对于修复环境、赔偿损失、赔
礼道歉等填补性责任，仅需证明有侵权行为、有损害

结果、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即可认定责任，
但对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等预防性责

任，是否仅满足“三要件”即可适用，则存在争议。
尽管《民法典》确立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侵权案

件的无过错归责原则，但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中，预防性责任的确定，是仅按无过错原则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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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件”，还是在“三要件”之外再考量侵权行为的

违法性要件？ 第一种观点认为，预防性责任的适用

应考虑侵权行为违法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应分别适用过错与无过错并立的二元责任体系，环
境污染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生态破坏行为则适用

过错责任［１１］ ， 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违法性要

件［１２］ 。 第二种观点认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

危险等预防性责任不以过错或违法性为要件［２］，排
除妨碍、消除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并无行为必须具有

违法性的要求［１３］。 第三种观点认为，预防性责任的

适用无需考虑行为违法性，即使符合法律规定，造成

损害也不能免除责任［４］５５２，无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

具有违法性，或者有无主观过错，都应承担侵权责任，
甚至不要求发生实际损害结果，只要侵害行为正在进

行、妨害状态现实存在或者合法权利受到现实威胁，
被侵权人就有权请求承担侵权责任。［１４］

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针对生态

破坏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亦存在争论。 在“绿孔

雀案”中，被告新平公司主张，《环境保护法》第 ６４
条、《侵权责任法》第 ６５ 条及《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

释》均只规定了污染环境适用无过错原则，对于经

审批的合法建设项目是否造成生态破坏、是否应承

担法律责任并未明确，生态破坏案件不同于环境污

染，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应适用《侵权责任

法》第 ６ 条规定的过错原则；水电站建设依法办理

了审批手续，新平公司不存在主观过错，不满足侵权

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应承担责任。 云南省高级法院

则认为，新平公司认为生态破坏类纠纷不同于环境污

染类纠纷，应适用一般归责原则的观点，因生态破坏

与环境污染具备相同侵权实质，且该主张与《环境保

护法》规定不符，故不予采纳⑤，并在适用无过错责任

和不考虑违法性的基础上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笔者认为，《民法典》和《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环

境侵权案件的无过错归责原则，无论行为人是否违

法，只要造成环境和生态损害，均应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但并未绝对排除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违

法性要求。 预防性请求的确立，除按照“三要件”说
认定责任外，还应考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特殊

性，根据个案对“违法”范围进行区别解释，公法上

的违法性并非预防性责任的构成要件，无论是否违

反公法，只要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重大风险，
均应承担预防性责任，判决支持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消除危险以及支付采取合理预防或处置措施所

发生费用的预防性请求；但对于私法上的违法性，依

据“法无禁止即可为”之原理，预防性责任的承担应

以私法上的违法性为要件，不具备私法违法性即无

侵权，更不应承担预防性责任。
综上，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之确定，除

遵循侵权责任构成“三要件”外，不应绝对以合法或

不合法作为责任承担要件，而应区分公法性与私法

性。 公法上的违法性并非预防性责任承担的要件，
私法上的违法性则为预防性责任承担之要件。 应满

足私法上的违法性要件，将私法违法性要件与侵权

行为、有损害结果、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的

证明相结合，在审查“三要件”的基础上，同时审查

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的私法违法性，并以此为

基础判断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确定的现实困境

　 　 虽然立法、司法解释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请求的范围作了规定，但仍存在着抽象表达与多

元司法、公益诉权与职权审判、重大风险与模糊证

据、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临时诉请与永久执行、损
害性填补与惩罚性赔偿之冲突等现实困境。

（一）抽象表达与多元司法的冲突

《民法典》规定了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中请求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责任方式，但基于

实体法律关系的多元化，诉讼实践中预防性请求之

提出，并非直接适用抽象责任，而必须依据实体法律

关系之属性，对抽象请求进行个案具体化适用，明确

不同类型预防性请求的具体主张，甚至应在司法解

释中对抽象请求的适用作出解释，明确责任类型，严
格确定责任履行方式、程序、标准和时限等［１５］ ，并
对实现预防性请求产生的损失给予补偿，以明确抽

象预防性请求在个案中的具体适用，也利于法律的

统一适用。 在“绿孔雀案”中，原告以停止侵害、排
除妨碍、消除危险等预防性责任立法为基础，结合个

案提出了请求判决消除戛洒江水电站建设对绿孔

雀、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侵害危险，立即永

久停止该水电站建设，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

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等具体的诉讼请求，法院

亦结合立法和个案请求作了裁判。 “五小叶槭案”
中，原告结合个案实际，请求判令立即采取措施，确
保不因开发计划实施而破坏珍贵濒危野生植物五小

叶槭生存，判令被告在采取措施不足以消除对五小

叶槭生存威胁前，暂停水电站及辅助设施施工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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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请求。 上述典型个案中，立法虽规定了抽象预防

性责任，但个案诉讼请求差异较大，裁判结果亦存差

异。 可见，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实体法上

责任承担方式的抽象性与个案事实多样性之间存在

矛盾，以至于当事人之间常因诉讼请求确认发生争

议，法院亦常在支持与否之间产生动摇，增加了预防

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 因此，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之确定，应在抽象表

达与多元司法之间寻求平衡点，以促进当事人与法

院的协同，促成公益维护之目标。
（二）公益诉权与职权审判的冲突

民事审判权兼具谦抑与能动属性。 当事人主义

诉讼模式中，诉权行使制约审判权运行，审判权要谦

抑，诉权范围约束审判权范围，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

法院应予认定，审判权不应过度介入事实证明过程。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因公益保护之需，审判权并非

严格谦抑，而应适度能动，在当事人适格判断、双方

力量平衡、公益维护、能动解释法律以弥补立法技术

缺陷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公益诉讼中，原告应奉行

有限诉权原则，但于法院而言，则既要遵守被动、中
立原则，同时，因公益维护之需，还应适度能动，以职

权干预方式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必要之释明乃至

职权干预，甚至可超出或替换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

判决［１６］ ，以司法审查方式阻止公共利益受侵害。
可见，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基于一般公益

诉讼规则，原告诉权受到了限制，审判权亦得以扩

张，但公益诉权与能动司法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在
理念和制度设计上仍然存在着缺漏，无法恰当平衡

原告主张与法院裁判之间的冲突，亟待优化。
（三）重大风险与模糊证据的冲突

依据《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 １ 条之规定，
对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行为，可提起公益诉讼，该条突破了“无损害

即无救济”的原则，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

供了制度支持。 但对于何为重大风险，司法解释并

未明确，实践中如何认定重大风险，运用何种证据方

可证明存在重大风险，往往形成案件的重要争点，也
成为法院判断预防性请求成立与否的关键考量因

素。 在“五小叶槭案”中，原告为证明被告将来开工

建设的水电工程具有损害社会公益的重大风险，提
供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等证据拟证明案件符合受理条

件；被告则提供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查意见及批

复、水电开发方案研究报告、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证

据，拟证明案涉工程尚处于审批阶段，且有行政机关

把关，不存在可能损害社会公益重大风险的行为⑥。
在“绿孔雀案”中，案涉工程的建设是否会造成生态

破坏的重大风险，亦为双方争议之焦点，原告举证证

明水电站建设存在对绿孔雀和陈氏苏铁生长环境造

成重大风险的可能性，也可能对淹没区生物多样性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对完整生态系统亦存在重大

风险；被告则出示环境影响报告书拟证明不存在重

大风险⑦。 在“五小叶槭案”中，法院最终认定被告

的行为可能存在损害环境公益的重大风险，符合预

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条件，受理并支持了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在“绿孔雀案”中，
法院综合证据后认定，水电站淹没区对绿孔雀栖息

地构成重大风险，对淹没区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

生物安全构成重大风险。 上述案件中，法院结合双

方证据，部分认定存在重大风险，但部分不予认定。
从规范视角考量，由于对危险、风险、剩余风险的概

念界分不明，对重大风险证明标准认识不一，且法院

对重大风险的认定还会受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有必要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标准作出制度性安排。
（四）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的冲突

一般而言，生态环境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管责任

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存在如下关系：第一，检察机关

提起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法院判决行政主体履

行生态环境保护行政职责；第二，生态环境行政机关

在穷尽行政监管手段后作为公益诉讼原告提起预防

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院通过裁判确认原告的

诉讼请求，保护环境民事公益；第三，其他公益诉讼

原告就生态环境公益损害重大风险提起预防性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的，生态环境行政机关可作为共同原

告参诉；第四，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受理

后，法院应依法通知生态环境行政机关。 上述情形

所涉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的关系，因二者相对独立，
故分野明晰。 然而，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
法院对预防性请求之确认及实现，仍不可避免地与

生态环境行政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依赖

或受制于生态环境行政机关。
在“绿孔雀案”中，原告诉请法院判决消除水电

站建设对绿孔雀、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侵害

的危险，立即永久停止该水电站建设，不得截流蓄

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等，法院

判决认定水电站建设行为存在重大风险，立即停止

项目建设，不得截留蓄水、不得对淹没区内植被进行

砍伐，但对于是否永久性停建，应在完成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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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并备案后由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决定⑧。 在“五小

叶槭案”中，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采取措施，
确保不因水电梯级开发计划的实施而破坏珍贵濒危

野生植物五小叶槭的生存，判令被告在所采取措施

不足以消除对五小叶槭的生存威胁之前，暂停水电

站及其辅助设施建设工程，法院则判令被告应将五

小叶槭的生存作为水电站项目可研阶段环境评价工

作的重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经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才能继续开展工作⑨。 作为预

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影响性案件，上述两案在

预防性请求认定时，均将司法救济目标转制于行政

监管结果之中，将永久性禁止等请求的确认、执行利

益实现与否的判断权让渡给了生态环境行政机关。
这种做法发挥了生态环境行政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

中的专业优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法院的司

法权及执行权，造成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

行政监管权与司法救济权之间的冲突。 因此，正确

处理生态环境保护行政监管与生态环境保护司法救

济之间的冲突，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适

当确认的制度前提。
（五）临时诉请与永久执行的冲突

立法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抽象表达

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但基于个案差

异，法院终局裁判并非直接表述为永久性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临时诉请与永久执行之间存在

着冲突。 第一，支持预防性请求的判决，因对行政权

与司法权的边界厘清不明，判决并未作出实质性判

断，而将判断权让渡给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依据情

况作出是否执行、是否永久执行的判断。 第二，支持

预防性请求的判决，虽明确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

妨碍或消除危险，但该判决为临时性裁判，对于是否

要求被告永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或消除危险，时常

会因顾及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冲突平衡的

判断标准不明而模糊不清。 第三，支持预防性请求

的判决，对已获执行但后续发生反复违法行为之情

形，是否具有执行力客观范围扩张之效力，能否作为

永久执行依据对后续发生的反复违法行为实施强制

执行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着临时诉请与

永久执行之冲突。 第四，支持预防性请求的判决，是
否必须为全有或全无方式，可否部分支持诉讼请求，
或采用替代赔偿等方式满足原告的预防性请求，在
理论上和实践中同样存在着临时诉请与永久执行之

冲突。 第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

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

称《环境案件禁止令规定》）之规定，在行政机关作

出处理决定后，若存在不履行决定或先履行后恢复

实施违法行为［１７］ 等情形，法院可作出禁止令保全

措施，但禁止令保全措施实施后，侵权人仍可能在先

履行禁止令保全措施后恢复实施违法行为，禁止令

保全裁定的临时效力，是否可及于反复实施的环境

侵害重大风险行为，在理论和实践中亦存在着临时

裁定与多次执行之冲突。 在“绿孔雀案”中，法院判

决立即停止项目建设，并将是否永久性停建案涉工

程的判断权临时性付与了行政主管部门，在判决执

行中即可能产生立即停止为临时行为还是永久行为

的分歧，也可能存在停止项目建设后恢复建设而法

院执行能否以原判决作为执行依据实施执行之问

题。 在“五小叶槭案”中，法院判决暂停一切建设工

程，待生态环境行政机关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后方

可继续建设，但同样存在执行措施为临时执行还是

永久执行的分歧，在侵权人临时停止执行后又恢复

行为时，亦存在能否以原判决作为执行依据实施执

行的问题。 由是观之，正确处理临时诉请与永久执

行之冲突，亦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确认

制度应然面对之课题。
（六）补偿请求与惩罚请求的冲突

除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三类责任承担

方式外，《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还将采取预防性

措施所产生的调查费用、鉴定费用、评估费用、律师

费用等必要费用列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请

求范围，旨在加重侵权人的预防性法律责任，以实现

预防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立法目标。 就采取预防

性措施必要之预防性费用支出，若严格遵照损害补

偿原则提出诉讼请求，则原告仅能就采取预防性措

施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提出主张，被告所承担的预防

性民事责任较轻，但从加重环境侵权人责任、强化预

防功能看，允许原告对因采取预防性措施所产生的

调查费用、鉴定费用、评估费用、律师费用等实际损

失，按照惩罚性赔偿原则提出赔偿请求，加大环境侵

权人的责任，强化对环境侵权人的威慑，更有助于达

成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目的。 在“绿孔雀

案”中，原告在一审中提出的包括差旅费、调查费、
专家咨询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请求为 ２９ 万元，二
审中上诉人自然之友主张被上诉人应支付合理费用

为一审期间 ２９ 万余元及二审期间 ８ 万余元。 一审

法院判决酌定支持合理费用 ８ 万元，二审维持原判，
并以上诉请求未得到支持为由驳回了上诉人关于二

审合理费用的主张。 在“五小叶槭案”中，原告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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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诉讼所支出的差旅费、调查费、
律师费等必要费用 ４０ 万元，法院仅判决支持必要费

用 ５ 万元。 从上述裁判结果看，法院认为，原告为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其因采取预防性措施所产生的调查费用、鉴定费用、
评估费用、律师费用等必要费用请求应予支持，但同

时，法院酌定支持数额远小于原告诉请，且双方当事

人争议较大。 现行法律并无关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中可就上述必要费用提出惩罚性赔偿之规

定，导致环境侵权人承担预防性责任的法律后果相

对较轻，影响了生态环境预防性保护的法律效果，成
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确定之重要缺憾。

三、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制度的体系化完善

　 　 （一）抽象表达与多样司法的冲突平衡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一般以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和给付必要费用等责任形式

出现，无论是物之给付，还是积极行为给付之诉，抑
或消极行为给付，法院裁判均应包含明确的给付内

容，方具备可执行性。 立法以“提取公因式”方式规

定了抽象责任承担方式，但在个案实践中，若仅以抽

象责任承担方式作为诉讼请求，则会导致诉讼请求

不明确，使法院缺乏具体的审理对象，即使作出裁

判，亦不具有可执行性，影响预防性功能的发挥。 因

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的确定，应当在抽

象表达与多样司法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司法解释中

对抽象请求的具体适用作出解释，明确不同类型责

任方式的具体内容，严格确定责任履行方式、程序、
标准和时限等［１２］ 。 特别是预防性民事责任承担方

式，除应明确停止现有侵害、排除现有妨碍、消除现

实危险外，为防止生效裁判对未来可能产生的侵害

行为不具有既判力和执行力，还应当综合考量，在诉

讼请求和裁判主文中明确对未来可能产生的侵害亦

具有效力，以实现环境侵害永久预防的目的。 同时，
在个案实践中，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还应

严格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据实体法律关系属性

明确具体的诉请内容，达到“诉讼请求明确”的起诉

要件；法院则应按照职权主义模式要求，一方面对预

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受理尽受理；另一方面对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抽象请求，进行个

案的具体化判断，作出符合预防环境侵权个案要求

的裁判，消弭当事人的分歧，增强裁判的可执行性。

（二）公益诉权与职权审判的冲突平衡

基于诉讼信托理论，公益诉讼原告行使诉权应

最大限度维护公益，但公益诉讼原告与诉讼无直接

利害关系却提起利他诉讼，极易在利己本能驱使下

产生谋取私权的风险［１８］ ，因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原告的诉权应当受到一定限制。 相反，基于

公益维护需要，个案中审判权的行使，应摒弃纯粹当

事人主义模式中的谦抑态度，坚持职权主义立场，遵
循法律解释能动性、解纷机制导引性、争议内容裁量

性、诉权滥用制裁性、裁判执行强制性等原则，实现

以能动司法维护公益之目标。
１．诉讼启动阶段公益诉权与职权审判之冲突平衡

诉讼启动阶段，法院除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的必要性、是否存在诉权滥用、是否存在虚假诉

讼等进行审查外，法院还应依职权审查原告的诉讼

请求，若原告诉请仅为法定的抽象责任承担方式，法
院应依职权释明，在不违背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的前

提下要求原告对抽象请求作出具体化的主张，以符

合具体性标准；若原告诉请有遗漏，法院应依职权释

明，要求原告补充诉请，以符合充实性标准；若原告

诉请不明确，法院应依职权释明，要求原告明确诉

请，以符合诉讼请求确定性标准；若原告提出的诉讼

请求不具有可执行性，则法院应依职权释明，以符合

可执行标准。 当然，法院行使释明权，还应就释明权

的行使赋予当事人相应的救济权利。
２．诉讼推进阶段公益诉权与职权审判的冲突平衡

诉讼推进阶段，应当对诉讼请求相关事项做必

要审查。 第一，法院应依职权对原告适格与否做必

要审查。 第二，针对原告以初步证据证明的事实，除
遵循证明责任承担的一般规则外，就诉讼请求所涉

的实体及程序要件的证明，法院应采取职权探知主

义，依职权调查公益维护所涉之实体和程序事实，以
避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主体对公益的侵害。 第

三，鉴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双方当事人在技

术力量、经济能力、诉讼技能等方面天然存在的不平

衡，法院在诉讼推进过程中，还应依职权平衡双方当

事人差异，在推进诉讼和公共利益维护中发挥司法

能动性，审查诉讼请求增加、变更的合法性，通过诉

请释明、抗辩释明、证据释明、适用法律释明［１９］ 等

方式，维护公共利益。 第四，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调

解、和解协议，应通过公告征求利益相关者意见、依
职权审查等方式，维护公共利益。 第五，对原告提出

的全部或部分撤诉请求，法院应依职权审查，对撤诉

可能侵害公益的，应限制原告撤诉；同时，在原告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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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时间上，也应作出必要限制，在庭审日期结束后不

应同意原告撤诉。
３．诉讼裁判阶段公益诉权与职权审判的冲突平衡

诉讼裁判阶段，应对诉讼请求裁判进行必要干

预。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环境公益维护，
且裁判对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法院

应在充分考量裁判的政策指引性、可执行性等因素

后作出裁判。 第一，法院应充分考虑裁判内容的明

确性和可执行性，充分行使释明权，将立法上的抽象

责任转化为裁判上具有可执行性的具体内容，以能

动司法裁判防止公益减损。 第二，对可能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或具有公共政策导向的诉请，法院应充分

借助技术手段，科学评估存在重大风险的可能性，通
过能动司法裁判实现环境公益保护和公共政策的导

引功能。 第三，对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可能存在漏洞

之情形，法院应能动裁判，在司法权运行的合理边界

内能动地弥补法律的技术漏洞，实现能动司法弥补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漏洞的功能。
（三）重大风险与模糊证据的冲突平衡

《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创设了预防性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并未对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

进行具体界定，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大风险

与模糊证据之间的冲突。 如何认定重大风险，如何

界定重大风险的认定主体，如何划分重大风险证明

责任等，成为诉讼的重要争点和法院判断诉请成立

与否的关键。
１．正确认定重大风险的基本界限

相较于补偿性环境民事诉讼中已造成环境损害

事实的证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须证明被

告存在潜在重大风险，但对于何为重大风险，《环境

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并无明确界定。 潜在损害可分

为危险、风险和剩余风险三个层次［２０］ ，环境损害发

生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状态构成危险，发生损害的盖

然性越强，采取预防措施的必要性也越强；环境损害

仅具有一定盖然性的状态构成风险，发生实际损害

的盖然性较弱，采取预防措施的必要性较弱；环境损

害几乎不发生的状态构成剩余风险，采取预防措施

的必要性较弱［２１］ 。 重大风险则指环境损害具有一

定盖然性，但一旦造成损害，将产生无法恢复和不可

逆转的损害后果，此时重大风险几乎等同于危险，故
需通过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现风险预防目

标。 鉴于环境损害关涉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

间的利益协调，对重大风险的判断应考量成本收益，
若经技术评估和法院综合判断，环境损害成本远大

于行为收益，环境损害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风险具

有随时转化为实际损害的可能性，即使无充分的科

学证据证明，只要存在转化为实际损害的较大可能

性，则宜认定存在重大风险，应采取强预防措施，判
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或消除危险；若环境损害的直

接或间接成本远小于行为收益，损害发生盖然性较

低，风险转化为实际损害的可能性较低，则应认定不

存在重大风险，无需采取强预防措施，对此类诉请一

般不予支持。 此外，在重大风险认定中，除包括对生

态环境存在重大风险的情形，对可能给重要财产和

人身造成重大损害风险的行为，也应认定为重大风

险，具备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
２．正确界定重大风险的认定主体

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对重大风

险的认定，法院直接将行政机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作为依据，或者将是否采取预防性措施的判断权

转由行政机关行使，由此产生重大风险由法院认定

还是行政机关认定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法院是决

定性认定主体，行政机关、专家辅助法院认定［２２］ ；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执

法诉讼，但缺乏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如“绿孔雀

案”中，法院判决被告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

下”的水电站建设，但实施环评制度应为生态环境

行政机关的职责，法院实质上越位代行行政机关职

责［２３］ ，行政机关应作为重大风险认定主体。
一般而言，案件事实认定，属于法院审判权的作

用范围，行为是否构成重大风险，属于事实认定范

畴，应由法院借助科学证据、技术调查官、技术鉴定

人、专家辅助人、行政机关等主体的技术判断作出是

否构成重大风险的事实认定，无论是技术鉴定，还是

专家辅助人陈述，抑或行政机关的技术认定，其本质

均为法院利用证明方法进行事实认定的司法辅助手

段，最终事实认定权仍属法院。 当然，对于重大风险

的认定，法院应借助行政机关的专业技术作出判断，
但其仅为证据材料，能否作为重大风险认定的依据，
还需发挥当事人双方在重大风险认定中的证据开示

功能，协助法院认定重大风险。 同时，如果合议庭内

部缺乏技术调查官或不具备技术判断能力，还可借

助于技术陪审员参与技术事实认定，或引入风险评

估技术生态智库机制，重大风险认定环节引入专家

论证，建立重大风险鉴定结果公示制度［２４］ ，借助于

技术专家、专家辅助人、鉴定人、技术调查官、社会公

众等的作用，对环境影响性评价报告等技术报告的

科学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判断，科学认定是否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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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大风险。 总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

大风险的认定，应尊重司法判断权，将法院作为唯一

认定主体，行政机关、技术专家、专家辅助人、鉴定

人、社会公众等应作为重要的技术力量和监督力量

协助法院认定重大风险。
３．合理划分重大风险的证明责任

预防性责任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责任承担不

以造成实际损害为要件，故预防性请求的判定仅需

要证明存在侵害行为、重大风险、因果关系等即可。
从证明主体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为

法定机关或组织，其举证能力较弱，且判决不以造成

实际损害为要件，被告并无因环境损害遭受行政处

罚甚至刑事追诉的相关证据，原告更无法借助行政

处罚或刑事追诉证据完成证明责任，由于双方在举

证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故被告就诉请成立与否承

担证明责任具有合理性。 从双方承担的实体法义务

看，原告作为负有监督义务的国家机关或维护环境

公益的社会组织，仅承担国家监管义务或社会组织

的社会责任，但被告在涉生态环境的相关行为中，应
尽到最大的谨慎注意义务，以维护生态环境，对其行

为是否构成生态环境损害重大风险，应具有实体法

上的判断和防止义务，故争议发生后应对预防性诉

讼请求的成立与否承担严格的证明责任。
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要求原告

起诉时提供存在重大风险初步证据的规定，可以扩

张适用于全案证明责任的划分。 在公益诉讼启动阶

段，原告应对存在侵害行为、存在生态环境损害重大

风险等事实提供初步证明，在实体审理阶段，证明责

任应由被告承担，被告还应对行为与重大风险存在

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 同时，主观证明责任与客

观证明责任的承担应当契合，双方当事人在证明责

任承担范围内履行主观证明责任，当事实真伪不明

时，被告应承担不利后果，履行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或消除危险等责任。 为激励原告起诉以维护公益，
保证原告提起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因证明标

准严苛而被拒绝立案，除应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外，
还应减轻原告提供初步证据的责任，综合考量风险发

生的可能性、风险的严重程度及损害恢复成本等因

素，只要原告提供的初步证据达到盖然性内心确信，
即认定其提供了存在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据而予以立

案，以防过高证明标准对原告举证能力和案件受理构

成挑战，妨害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启动。
（四）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的冲突平衡

环境公益维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厘清生态环境

行政机关和法院等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司

法实践中，法院对预防性请求的确认和实现，不可避

免地与生态环境行政机关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
预防性请求认定时，将司法救济目标转制于行政监

管结果之中，将永久性禁止等请求的确认、执行利益

实现与否的判断权让渡给了生态环境行政机关，侵
蚀了法院的司法权甚至执行权。

笔者认为，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之冲突平衡，需
处理好如下几种关系：第一，检察院对可能造成生态

环境损害重大风险的行为，应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的

方式监督生态环境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维护生

态环境公益。 第二，生态环境行政机关不接受检察

建议，或整改不符合环境公益维护要求且涉及行政

职责不履行或不当履行，检察院应在履行诉前程序

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维护生态环境公益。 第三，法
定机关或社会组织提起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在起诉前应预先通知生态环境行政机关，若其依职

权履行监管职责且维护了生态环境公益，则法定机

关或社会组织无需提起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相反，如存在诉的利益，则法定机关或社会组织可在

履行预先通知程序后提起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

除危险等责任。 第四，在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生竞合时，预防性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应作为环境行政监管不足的补

充［２５］ ，在行政权失灵时，法院应坚持预防性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非执法诉讼性质和民事争议解决立

场，摒弃完全依赖行政机关的做法，在充分尊重行政

判断权的基础上，考量裁判的可执行性，实现“行政

的归行政、审判的归审判”，最终对诉讼请求作出明

确、中立、独立和权威的司法回应。
（五）临时诉请与永久执行的冲突平衡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方式是通过法院判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并强制实施，阻断未来可能发生的生态环

境公益侵害行为。 从实践看，法院在作出不作为诉

讼裁判时，并非自行判断是否构成重大风险，而是将

判断权间接转至行政机关；对是否永久停止侵害、排
除妨碍和消除危险，因法院裁判并无永久禁止功能，
法院实质上是将裁判是否永久性禁止的判断权间接

让渡给了行政机关；对被告在临时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和消除危险后反复违法之情形，法院能否依据先

行裁判续行永久执行，系客观存在之问题；法院能否

支持部分临时请求，或采取替代补偿方式，亦为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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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之难题；此外，侵权人先履行依据《环境案

件禁止令规定》作出的禁止令保全措施，后恢复实

施违法行为，禁止令保全裁定的临时效力，可否及于

反复实施的环境侵害重大风险行为，同样存在着临

时裁定与多次执行的冲突。
因此，必须平衡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临

时诉请与永久执行之冲突。 第一，对是否构成重大

风险的判断，应坚持法院为唯一认定主体，辅之以技

术调查官、技术陪审、鉴定人、专家辅助人等技术力

量和技术手段，由法院作出独立判断。 第二，应赋予

法院对司法裁判是否具有永久禁止功能的自由裁量

权。 在美国，法官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可通过扩大

诉讼请求范围、扩大既判力和执行力辐射范围及严

密的监督机制，及时了解禁令履行情况，适时更改禁

令内容，以实现永久性禁止功能［１５］ ；德国允许法院

作出抽象判决扩张判决效力，并赋予执行程序以灵

活性，执行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给付内容，从而

实现永久禁止功能［１５］ 。 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中，为实现预防性禁令的永久禁止功能，可借鉴

美国、德国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引入利益平衡因素，
借鉴“容忍限度论”作为判断不作为请求权是否成

立以及采取何种具体责任方式［５］２５７－２５８，在尊重行

政机关、专家辅助人、鉴定人、社会公众技术判断的

基础上，赋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允许裁判法官

能动释明、扩大诉讼请求范围，允许执行法官能动扩

张执行力客观范围，及时了解禁令执行情况，运用自

由裁量权适时更改禁令，以此实现预防性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裁判的永久禁止功能。 第三，对于被告临

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后又反复违法持

续实施侵害的情形，应基于执行力客观范围扩张之

原理，允许执行债权人不受时间限制依据法院先行

作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裁判，申请续

行执行，以便使临时禁令具备永久禁止的功能。 第

四，对于预防性诉讼请求，能否获得部分支持，或采

取替代补偿方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处理方式有所

不同。 《德国民法典》创立了“衡量补偿请求权制

度”，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创设了“中间排除侵害”
和“部分排除侵害”制度，英美法系则由国家设立代

替排除侵害法律制度，由法院根据个案情形，通过适

用衡平原则进行自由裁量，认为确有排除侵害的必

要才得以准许，以更好地兼顾企业利益和保护公

益［２６］ ，美国针对完全排除、部分排除及替代赔偿三

种预防形态采取了永久性、附条件以及替代性禁令

三种不同的禁令，而未实行一刀切的做法［２７］ 。 这

些做法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我国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应引入利益平衡机制，
允许法院在充分自由裁量基础上，通过当事人协商，
就完全排除、部分排除及替代赔偿三种预防形态，分
别采取永久性、附条件以及替代性禁令三种不同的

禁令，以实现部分请求的永久禁止功能。 第五，依据

《环境案件禁止令规定》作出禁止令保全措施后，若
侵权人先履行禁止性义务，之后恢复实施违法行为

的，应扩张临时禁令的执行力，允许禁止令的执行力

及于反复实施的环境侵害重大风险行为，以实现禁

止令保全措施的永久执行。
（六）损害性填补与惩罚性赔偿的冲突平衡

惩罚性赔偿旨在对特定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人

科以强烈的否定性评价，提高侵权人违法成本，从而

禁止特定领域的侵权行为，保护正当权利。 预防性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法定责任承担方式主要为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旨在预防而无涉损

害赔偿，故不存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空间。
《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将基于预防性措施采取

所产生的调查、鉴定、评估、律师等费用列入预防性

诉讼请求范围，旨在强化侵权人的预防性责任，实现

生态环境侵害重大风险预防之目的。 惩罚性赔偿法

律具有公私混合法性质，对上述费用，如仅允许原告

主张并由被告依据补偿性原则予以赔偿，则该费用

的承担仅实现了对原告损失民事补偿的私法功能，
无法承载对严重违法者进行惩罚的公法功能。

从损害补偿私法功能和违法惩罚公法功能双重

功能实现的视角考量，对于生态环境侵权重大风险

行为，一方面侵权人应承担因采取预防性措施所产

生的必要费用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对于侵权人造

成生态环境侵害重大风险的违法行为，科以惩罚性

赔偿责任，使其因违法无法实现成本收益对等，甚至

因违法承受负收益的结果，更利于制裁、遏制不法行

为人，强化侵权人违法的公法责任。 因此，在预防性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应当在对权利损害结果进行

填补性救济的同时，加重侵权人对必要预防性费用

的承担责任，赋予原告就采取预防性措施所产生的

必要费用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权利，以实现环境

污染、生态破坏预防的立法目标。 当然，考虑到侵权

行为虽存在重大风险但并无实际损害，故对因采取

预防性措施所产生的必要费用损失科以惩罚性赔偿

时，计算标准不宜过高，应以实际损失的三倍为宜。
另外，诉讼请求的提出和裁判，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影响和因采取预防性措施产生的必要损失的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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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性赔偿四种责任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亦可综合适

用，具体应由法官依据个案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

作出适当的裁判。

注释

①参见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

发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②参

见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公司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③参见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

国石油云南石化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④参见北京市朝阳区自然

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云南华润电力（西双版纳）公司及中国电建集团昆明

勘测设计研究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⑤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２０２０）苏 ０１民初 ７９８号民事判决书。 ⑥⑨参见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甘民初字第 ４５ 号民事判决书。 ⑦⑧参见云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云民终 ８２４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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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治理视角下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机制构建与实践路径

刘玉兰　 　 彭华民

　　摘　要：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社会风险呈现复合性特点，社会风险

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给困境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困境儿童面临多维脆弱性的问题。 这种脆弱性

表现为个体风险多重性、非正式社会支持匮乏、福利供给体系僵化。 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的风险治理模式，强调风

险应对、多元主体互动和自适应能力培养。 减少困境儿童的多维脆弱性，需要将韧性治理嵌入困境儿童福利治理

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动态调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资源内在挖掘与整合、信息互联互通的治理机制。 同时，在操作

层面上，通过响应、干预和抗逆的实践路径来化解突发风险与常规风险对困境儿童的消极影响。 韧性治理也有助

于从功能组合与工具组合两方面创新困境儿童福利政策。
关键词：困境儿童；脆弱性；福利治理；韧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７５－０８

　 　 困境儿童是我国民生保障的重要对象。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

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了困境儿童福利保障议

题，指出困境儿童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
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
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

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

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１］ 。 困境儿

童福利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

进困境儿童福祉的重要手段。 然而，我国困境儿童

福利治理体系仍然存在国家—社会—家庭之间责任

及分工不明确［２］ 、治理碎片化和精准性不足［３］ 等

问题。 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风险的高

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４］ 给困境儿童的成长和发展

带来新的挑战。 两类因素的叠加加剧了困境儿童福

利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困境，也提出革新困境儿童福

利治理体系的诉求。

风险、脆弱性与韧性有紧密关系。 风险会导致

个体或系统的脆弱性，而脆弱性又会加剧风险对个

体或系统的消极影响。 韧性与脆弱性是一体两面的

关系，即韧性越强，脆弱性越低，进而风险的影响越

小。 因此，增强个体或系统的韧性，成为风险应对的

重要手段。 不同于以往仅关注风险不利影响的问题

取向的风险应对方式，韧性秉持优势视角，特别关注

风险中的资源和能力［５］ 。 这使得韧性成为国际社

会政策和福利制度建设中的核心理念［６］ 。 将韧性

理念嵌入困境儿童福利治理体系，有助于挖掘治理

体系在风险冲击下的自适应能力，从而有效回应困

境儿童的多维脆弱性问题。 本文在分析困境儿童多

维脆弱性的基础上，探讨韧性治理与福利治理的关

系，提出韧性治理视角下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机制构

建和实践路径。 这对于探索风险社会中中国儿童福

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积极社会政策视角下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机制的转型研究”（２０ＢＳＨ１５９）。
作者简介：刘玉兰，女，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江苏常州　 ２１３１６４）。 彭华民，女，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政策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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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脆弱性：困境儿童福利
治理的逻辑起点

　 　 脆弱性是指社会或自然因受到内外部因素及系

统自身演化过程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易受攻击或结

构与功能易受损的特性。 它由社会或自然系统的内

部结构与功能所决定，表现为系统的内在属性，在现

代社会中具有放大风险的特性［７］ 。 脆弱性是个体

或系统面对灾难时呈现出的高风险性、高敏感性、低
抵抗力和低恢复能力［８］ 。 在脆弱性评估方面，有研

究者基于情境的脆弱性评估框架，主张从个人能力

和需要、社会支持网络、关键性的服务和方法、公共

支持结构四个方面展开评估［９］ 。 其中，前者涉及个

人身体、认知等能力；后三者则与个体的支持情况有

关，分别指非正式支持网络，饮用水、交通等基础设

施，教育、医疗等福利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 ２０２２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 ＯＥＣＤ）提出的脆弱

性分析框架与此类似，包括风险和风险应对能力两

个方面。 该框架具体操作化为经济、环境、人类、政
治、安全和社会 ６ 个维度共计 ４４ 个指标［１０］ 。 本文

基于上述两个分析框架，从困境儿童的个体风险、个
体的风险应对能力、福利供给体系三个方面识别困

境儿童的脆弱性问题。 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个
体风险越多，则困境儿童脆弱性水平越高；困境儿童

风险应对能力越高、福利供给体系越完善，则越能减

轻风险的消极影响，从而减轻困境儿童的脆弱性。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 ２０２２ 年督导开展的“常

州市钟楼区 Ａ 街道困境儿童风险评估项目”的问卷

调查。 此次调查涉及 Ａ 街道中所有 ０—１８ 岁的困

境儿童，共 ７６ 名。 其中，男童 ４４ 名，占 ５７．８９％，女
童 ３２ 名，占 ４２．１１％；平均年龄为 １２ 岁，标准差为 ４
岁。 在这些困境儿童中，有孤儿 ２ 名，占 ２．６３％；父
母监护缺失儿童 １ 名，占 １．３２％；父母无力履行监护

职责的儿童 ７ 名，占 ９．２１％；重病重残儿童 ４８ 名，占
６３．１６％；贫困家庭儿童 １８ 名，占 ２３．６８％。 基于上述

分析框架和笔者的调研资料，困境儿童的脆弱性具

体分析如下。
１．困境儿童的个体风险

风险是指逆境转化为儿童实际负面结果的可能

性［１１］ 。 困境儿童个体风险的评估指标以儿童的生

存、受保护、发展和参与四大权利为基础，形成健康、
住房、照顾、教育、信息、经济、活动参与七个一级指

标，然后在每个一级指标下设置一至三个不等的二

级指标①。 表 １ 测量结果显示，困境儿童普遍面临

多重风险。 在儿童四大权利风险数量中，困境儿童

面临一项风险的占 ３．５７％，两项的占 ４１．０７％，三项

的最多，占 ５０．００％，四项的占 ５．３６％。 在七大一级

指标风险数量中，困境儿童面临一个风险的占

４．１７％，两个的最多，占 ４１．６７％，三个的占 ２７．０８％，
四个的占２２．９２％，五个的占 ４．１７％。 可以发现，困境

儿童的活动参与风险、健康风险和信息风险较为突

出，分别占 ９５．６５％、６４．２９％、４１．０７％。 参与对困境

儿童具有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能增加其自信、自我

效能和自我价值［１２］ ，但困境儿童参与风险最为突

出，说明儿童面临较大的社会参与排斥的风险。
表 １　 困境儿童个体风险和风险数量的分布情况

个体风险 个体风险比例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风险比例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风险比例 变量 取值 频数（频率）

生存
５２

（７５．３２％）

健康 ４５（６４．２９％）
身体健康 ４３（６２．３２％）

心理健康 ５（８．６２％）

住房 １９（２６．３９％）
过度拥挤 ４（５．４１％）

居住空间 １６（２２．２２％）

四大权利
风险数量

一项 ２（３．５７％）

两项 ２３（４１．０７％）

三项 ２８（５０．００％）

四项 ３（５．３６％）

受保护
１１

（１４．８６％）

发展
４９

（７７．７８％）

参与
６６

（９５．６５％）

照顾 １１（１４．８６％）
情感温暖 ７（９．４６％）

积极行为参与 １９（２５．６８％）

教育 １７（２６．１５％） 目前不上学 １７（２６．１５％）

信息 ２３（４１．０７％）
互联网使用 １６（２８．０７％）

上网管理 ８（１８．６０％）

经济 ２１（２９．５８％） 家庭经济 ２１（２９．５８％）

活动参与 ６６（９５．６５％）
社会组织活动 ５２（７６．４７％）

社区活动 ５９（８４．２９％）

七大一级
指标风险

数量

一个 ２（４．１７％）

两个 ２０（４１．６７％）

三个 １３（２７．０８％）

四个 １１（２２．９２％）

五个 ２（４．１７％）

　 　 注：表格中数据整数为频数，括号内百分数为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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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困境儿童风险应对能力

风险应对能力体现为个体在面对各类风险冲击

时对资本结构、存量以及资源的应急再分配［１３］ 。
对于困境儿童来说，社会支持和儿童韧性是体现其

风险应对能力的重要内容。 从调查情况来看，其一，
困境儿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相对匮乏。 非正式社会

支持是困境儿童物质资源和情感资源的重要来源，
是应对风险的保护性因素。 表 ２ 显示，困境儿童在

同辈关系中排斥问题较为明显，儿童中有好朋友的

仅占 １８．４２％，儿童的朋友中提供帮助的占 １６．２２％。
在其他非正式支持中，近亲属支持是主要的支持方

式，占 ５４． ０５％；社区邻里和志愿者帮扶的均占

２１．６２％；其他人群帮扶的占 ２．７％；没有接受过非正

式关系帮助的占 ６．７６％。 可见，困境儿童非正式社

会支持匮乏已成为其风险应对中的重要问题。 非正

式社会支持匮乏与困境儿童家庭的自我排斥有密切

关系。 调查发现，许多困境儿童家庭，特别是重病重

残儿童家庭，会主动与邻里、朋友和亲属断绝来往，
进入自我隔绝状态。 其二，困境儿童有一定的个体

韧性。 儿童韧性是指儿童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

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１４］ ，是个体的内在资源。 在

调查中，８１．９７％的困境儿童有希望感，６３．９３％的有

解决问题的能力，６２．３％的有情绪管理能力。 这说

明困境儿童有一定的风险应对能力（见表 ２）。
表 ２　 困境儿童社会支持与儿童韧性情况

指标 具体指标 变量 频数（频率％）

社会支持

非正式支持

儿童是否有朋友 是：１４（１８．４２％）

儿童的朋友是否提供帮助 是：１２（１６．２２％）

近亲属是否提供帮助 是：４０（５４．０５％）

社区邻里是否帮扶 是：１６（２１．６２％）

志愿者是否帮扶 是：１６（２１．６２％）

其他人群是否帮扶 是：２（２．７０％）

非正式关系是否提供过帮助 是：５（６．７６％）

社区或街道福利供给

是否定期上门关爱 是：６６（９０．４１％）

是否提供困难帮扶 是：５１（７０．８３％）

是否提供家庭就业帮助 是：１（１．３９％）

是否提供其他帮助 是：３（４．１７％）

社会组织福利供给

社会组织是否提供过帮助 否：５０（６５．７９％）

是否入户摸底排查 是：２５（３５．２１％）

是否开展关爱活动 是：１８（２５．３５％）

是否链接社会资源 是：２７（３８．０３％）

是否提供其他帮助 是：３（４．２３％）

儿童韧性

希望感 是否感到未来没有希望 否：５０（８１．９７％）

解决问题能力 是否做任何事情都感到困难 否：３９（６３．９３％）

情绪管理能力 是否感到精神紧张 否：３８（６２．３０％）

　 　 ３．困境儿童的福利供给体系

我国困境儿童福利供给是以分类保障方式，为
不同困境类型的儿童提供不同的福利支持。 整体来

看，当前的困境儿童福利供给体系存在僵化问题。
其一，福利服务供给形式单一。 无论是政府还是社

会组织，福利服务均以上门探访和开展关爱活动为

主，精细化和专业化服务较少。 表 ２ 显示，街道或社

区福利供给以定期上门关爱和困难帮扶服务为主，
分别占９０．４１％、７０．８３％；社会组织福利供给以链接

社会资源、入户摸底排查、开展关爱活动为主，分别

占 ３８．０３％、３５．２１％、２５．３５％。 其二，福利供给主体

单一。 家庭仍然是困境儿童福利供给的关键主体，
为儿童提供生活照料、监护和情感陪伴等。 政府承

担兜底保障功能，主要提供孤儿津贴、困境儿童津

贴、生活补贴等各类津贴或补贴。 社会组织的福利

供给较少，有 ６５．７９％的困境儿童没有获得过相关福

利。 学校、市场、群团组织等其他福利主体则仅针对

部分困境儿童临时性地提供现金或福利服务。 困境

儿童福利供给体系僵化，难以有效回应困境儿童的

多重风险，也无助于提高困境儿童的风险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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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须采取有效的治理手段。

二、韧性治理与困境儿童福利
治理机制的构建

　 　 １．韧性治理的内涵与能力结构

“韧性”一词起源于物理学和数学，最初用于描

述材料或系统在位移后恢复平衡的能力［１５］ 。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韧性理念开始向社会系统延伸，用以描

述社会系统受到干扰后重组的能力［１６］ 。 韧性治理

概念的提出与系统取向的韧性理念在灾害风险管

理、城市或社区应急管理、地区发展与生态保护等领

域的应用有关。 韧性治理概念内涵丰富，研究者从

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一是模式说。 此观点认

为，韧性治理是为了抵御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多元

主体以集体行动为基础，通过组织变革、流程再造、
社会整合等方式提升系统抵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治理

模式［１７］ 。 二是能力说。 此观点认为，韧性治理是

社会系统受到外界扰动后的自组织、自我调适和自

我恢复的能力［１８］ 。 三是过程说。 其认为韧性治理

不仅关注系统能力、系统复原的整个过程，还包括预

防打击、保护、免受打击、缓解压力和遭遇打击后的

救助全过程［１９］ 。 可以看出，无论采用何种界定方

式，韧性治理概念的核心要素均包括多重复杂风险

应对、多元治理主体协作、系统自适应与恢复能力。
可以说，韧性治理是将韧性理念拓展至治理领域的

一种新范式，是对治理范式的延续和拓展。 所谓治

理，是不同于政府范式和市场范式的全新范式，其特

别强调多元治理主体上下互动的双向治理过

程［２０］ 。 韧性治理在此基础上，更强调治理体系的

敏捷性、整体性和自适应性［２１］ 。 这为困境儿童福

利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积极的视角。
韧性治理体系被界定为特定风险治理主体面对

复杂和多变的风险挑战时，在风险治理理念的指导

下，通过治理制度、治理机制和治理方法的作用，形
成的适应性治理体系，由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

机制等要素构成［２２］ 。 那么，如何形成韧性治理体

系呢？ 在形成方式上，研究者着重探索治理结构和

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提出韧性治理体系包括硬韧

性（ｈａｒ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和软韧性（ ｓｏｆｔ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２３］ 两

个方面。 其中，硬韧性指稳定的治理结构和丰富的

储备资源，与多样性、多中心主义等特征有关；软韧

性指治理体系快速和灵活响应的能力，与效率、凝聚

力、创新性等特征有关。 硬韧性可以通过技术优化、

治理结构调整来实现；软韧性则依赖治理主体间的

协调和协作来实现［２４］ 。 整体来看，韧性治理体系

需要具备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２５］ 。 其

中，吸收能力指系统在受到风险冲击时消解风险冲

击力的能力；适应能力指系统减少风险消极影响的

自适应能力；恢复能力指系统在受到风险冲击后恢

复平衡的能力。 总之，韧性治理体系的形成需要从

建立风险预防体系、挖掘系统内生能力和增加内外

系统间的互动等方面着手。
２．韧性治理视角下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机制的

构建

韧性治理与福利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 第一，
二者均强调多元福利治理主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福利治理是伴随福利国家危机及改革浪潮出现的概

念，它关注不同福利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注
重研究不同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转换形式以及福利

服务的传递制度和实践方式［２０］ 。 福利治理的提出

是对原有政府范式或市场范式中治理主体单一化的

调整，以提高治理系统的适应力。 因此，福利治理与

韧性治理均期望更多的福利主体投入治理过程，并
形成相互协作的关系。 这是二者整合的基础。 第

二，二者均以提升个体福祉为治理目标。 福利治理

逻辑是通过福利资源的优化配置，福利的生产、传递

和供给提升民众福祉。 福祉包括积极思考、积极行

动、美好拥有、成功避免和幸福感［２６］ 。 从福祉的构

成来看，韧性治理内涵体现了积极行动、成功避免、
美好拥有等要素，即积极应对风险、避免风险的消极

影响、拥有风险应对能力。 也就是说，个体福祉的提

升需要从韧性治理和福利治理两个方面共同努力。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困境儿童福利供给存在僵

化问题，说明我国当前并未形成有效的困境儿童福

利治理体系，需要韧性治理理论嵌入其中，并通过构

建多元主体动态调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资源内在

挖掘与整合、信息互联互通的治理机制，形成结构韧

性、功能韧性、资源韧性和信息韧性，最终建立困境

儿童福利韧性治理体系（见图 １）。
其一，构建多元主体动态调整机制，形成结构韧

性。 结构韧性是福利治理体系的组织基础，强调多

元福利主体共同参与。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

政府、社会组织、家庭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困境儿童福

利治理体系。 但是，由于困境家庭自身应对风险能

力的孱弱、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不平等

等诸多问题［２７］ ，困境儿童福利治理结构并不完整。
韧性治理强调从动态调整的角度去理解主体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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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套结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因其对个体和系统的

双重关切在结构韧性的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 因

此，在形成结构韧性的第一阶段，在原有“政府—家

庭”为主的治理结构中制度性地嵌入专业社会工作

机构。 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机构通过专业化的服

务供给回应困境儿童的多重风险问题，提高困境儿

童和家庭的社会资本和韧性，并与政府和家庭形成

互助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整合外部资源，推动社

区自组织的形成，从而初步形成政府—家庭—专业

社会工作机构的治理结构。 在形成结构韧性的第二

阶段，在困境儿童及家庭能力提升、社会资本积累、
居民自组织完善和民间团体深入参与之下，形成政

府—非正式网络—社会组织—社区的多元主体参与

的困境儿童福利治理结构。

图 １　 韧性治理视角下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机制

　 　 其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功能韧

性。 韧性治理理论认为，韧性不是一种单一的特性，
而是来自不同系统主体的功能和角色嵌合。 因此，
困境儿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包括政府的福利供

给与福利管理、非正式网络的照顾支持、社会组织的

协同参与、社区居民自组织的帮扶支持等。 第一，政
府是降低困境儿童脆弱性的重要福利主体，承担福

利传递、融资和规制的福利责任。 一方面，政府通过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识别和发现困境儿童，链接政

策资源，递送福利资金和福利服务，直接回应困境儿

童的风险；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民政、司法、残联和教

育等部门，对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明确

治理标准、治理范围、治理合法性等，形成治理规范。
第二，包括家人、亲属、朋友、邻里等在内的非正式网

络是困境儿童面对风险时最直接的资源，为困境儿

童提供照顾、情感、经济等工具性和情感性的支持。
第三，包括民间团体、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等的社会组

织是政府的合作伙伴，是政府福利供给的重要补充

力量。 民间团体依据志愿精神直接为困境儿童提供

资金、人力或志愿服务；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依据专业

性的自我规制、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或直接依靠社

会性资源，服务或赋能于困境儿童。 第四，依据社区

共有的地方性知识、地缘、宗族等形成的社区居民自

组织是困境儿童社区参与、社会关系建立的重要载

体，同时也为困境儿童提供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
其三，构建资源内在挖掘与整合机制，形成资源

韧性。 韧性理论强调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与

利用服务对象的优势和资源［２８］ ，促使困境儿童福

利治理体系形成丰富、稳定和动态的资源系统。 第

一，挖掘内生动力。 内生动力是抵抗风险、促进个体

和系统恢复的内生资源。 前述困境儿童的个体韧性

即是此类资源。 困境儿童福利治理体系通过各类专

业化福利服务供给，挖掘和培育困境儿童个体和家

庭的潜力。 其中，个体层面包括希望、自我认同、积
极心态等；家庭层面包括家庭成员一致性、家庭交

流、支持网络、日常活动和仪式、共享休闲等［２９］ 。
第二，促进资产建设。 “资产建设”一词最早由谢若

登提出，其倡导发展普适性的资产社会政策，关注贫

困家庭的资产积累对儿童发展的影响［３０］ 。 对于困

境儿童来说，资产建设是通过建立积累家庭经济资

源的长效机制，持续促进人力资本和儿童能力的提

升。 第三，整合系统内外资源。 资源内在挖掘与整

合机制的目的是在资源存量、资源丰富程度、资源获

取或使用上达到稳健性、冗余性和快速性［３１］ 。 一

方面，可以通过社会组织的资源链接功能，实现困境

儿童福利治理系统内外资源的整合；另一方面，可以

通过在社区层面设立困境儿童帮扶资源库，实现动

态管理各类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服务资源。
其四，构建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信息韧性。

信息韧性是指系统内主体之间、系统内外之间信息

的及时传递以及系统收集、整合和分析不同形式的

知识和信息的能力［３２］ 。 信息互联互通机制的形成

依靠三条路径：信息系统和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之间

的流动、中介机构的建立。 我国困境儿童福利治理

信息的传递依赖村（居）一级的儿童主任和各级政

府建立的信息管理系统。 其中，儿童主任是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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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儿童福利传递的关键角色，其职责包括家庭走

访、信息更新、强制报告、政策链接等［３３］ ；信息管理

系统大多通过数据录入、审核报送、汇总分析等功能

模块，实现信息采集和动态更新，并与最低生活保障

信息系统等实现数据共享［３４］ 。 然而，在实际运行

中，这两种方式还存在儿童主任工作开展的情境性

不足［３３］ 、信息管理系统与基层社会的亲和性不

足［３５］的问题。 因此，信息互联互通机制的实现需

要兼顾技术化与在地化。 前者指搭建信息共享平

台，建立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信息分级管理制度，
促进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

息流动；后者是在“县—乡（街道）—村（社区）”三

级儿童保护网络中，在街道或社区一级嵌入专业社

会工作机构，承担困境儿童脆弱性的专业评估工作，
从而提高政府和社会组织福利供给的精准性。

三、韧性治理视角下困境儿童
福利治理的实践路径

　 　 构建困境儿童福利韧性治理体系，还需要形成

具体的行动框架，即宏观的治理设计要在操作层面

应对困境儿童的多重风险与风险应对能力不足的问

题。 从图 ２ 可见，具体的行动框架所蕴含的逻辑关

系内嵌于常规风险和突发风险、保护因素和优势资

源、多元福利治理体系、困境儿童这四者之间的动态

互动，即突发风险和常规风险对困境儿童的消极影

响通过响应路径、干预路径和抗逆路径三个层面来

化解，从而体现困境儿童福利韧性治理体系的稳定

性与灵活性。
１．响应路径

响应路径是治理体系的风险预警与快速反应的

过程。 这一路径的作用过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突

发风险或常规风险导致困境儿童多维脆弱性。 二是

突发风险或常规风险激发困境儿童福利韧性治理体

系的响应系统，通过风险预警、困境评估、发现报告

等方式及时识别风险的危害及其对困境儿童的消极

影响，并通过信息互联互通机制传递至福利治理主

体。 三是困境儿童福利韧性治理体系挖掘和整合系

统内外的保护因素和优势资源，为后续干预路径和

抗逆路径奠定资源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在突发风

险或常规风险影响下，响应路径的三个方面并不是

独立存在的，而是同时发生的。

图 ２　 韧性治理视角下困境儿童福利治理的实践路径

　 　 ２．干预路径

干预路径是治理体系在接到风险预警后积极干

预的过程。 如图 ２ 所示，干预路径是困境儿童福利

韧性治理体系的核心，包含两大干预策略和四大福

利体系。 两大干预策略指风险减少策略和资产增加

策略。 风险减少策略是指减少风险对儿童的消极影

响，降低困境儿童家庭、社区和其他环境系统的风险

性因素，主要涉及预防性福利和兜底性福利两个方

面。 资产增加策略是指挖掘和培育困境儿童个体及

环境的潜能，主要涉及支持性福利和投资性福利两

个方面。 四大福利体系包括预防性福利、兜底性福

利、支持性福利和投资性福利。 其中，预防性福利是

事前预防儿童陷入各种风险的福利措施，如社区儿

童风险筛查、社区教育、伤害预防等，有助于减轻儿

童陷入风险的可能性。 兜底性福利是保障困境儿童

生存权的各类福利措施，包括临时监护与救助、基本

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康复服务等，主要回应困境儿童

的生存风险。 支持性福利是支持困境儿童家庭功能

完善的福利措施，如提升家庭的照顾和监护能力、构
建家庭非正式支持网络、改善亲子关系、提供家庭照

顾者喘息服务等，主要回应困境儿童的生存与受保

护风险。 投资性福利是通过赋能促进困境儿童发展

的各类福利措施，如增加教育投入、提升健康水平、
促进社会参与等，主要回应困境儿童的发展与参与

风险。
３．抗逆路径

抗逆路径是治理体系促使困境儿童个体韧性提

升的过程。 抗逆路径是困境儿童福利韧性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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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目标，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通过响应路

径和干预路径，实现困境儿童韧性水平提升，如对未

来的信心、解决问题能力、情绪管理能力、积极参与

能力等。 二是个体韧性的提升也使困境儿童的风险

应对能力提高，以此直接回应生存、发展、受保护和

参与的风险。

结　 语

我国困境儿童数量庞大、类型多样。 困境儿童

的生存和发展是我国民生工作的重点。 调查发现，
困境儿童普遍面临多维脆弱性问题，表现为个体风

险多重性、非正式社会支持匮乏、福利供给体系僵

化。 虽然困境儿童有一定的个体韧性，但仍不足以

应对多重风险。 韧性治理范式立足于建立风险预防

体系、挖掘系统内生能力和增加内外系统间的互动，
使其能有效地回应困境儿童多维脆弱性问题。 将韧

性治理范式的核心理念应用于困境儿童福利治理体

系，对于创新我国弱势群体的福利治理机制与实践

路径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社会福利不是简单地从“补缺型”转向“普

惠型”， 而是应形成新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

利［３６］ 。 韧性治理对风险治理和能力提升的关注，
对于创新困境儿童福利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

一，在政策功能组合上，从兜底保障到资产建设。 兜

底保障是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的基础功能，围绕困境

儿童最直接的福利需要、最显著的脆弱性、最紧急的

风险提供福利支持，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

障和儿童保护等政策措施。 资产建设强调儿童福利

政策从补缺型转向投资型，促进儿童人力资本的投

资和能力发展，包括早期儿童养育、儿童发展账户等

政策措施。 困境儿童福利政策功能组合指基于困境

儿童的脆弱性表现，形成既体现“兜底性”又体现

“发展性”的、具备不同功能的组合式政策体系。 第

二，在政策工具组合上，从分类保障到应急管理。 困

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是在常规风险背景下建立的福

利政策。 应急管理是在突发风险背景下建立的，对
风险进行预防、响应、处置以及恢复的全过程管理活

动［３７］ 。 困境儿童福利政策工具组合将应急管理政

策工具纳入困境儿童福利政策体系，从而形成应对

常规风险与应对突发风险兼具的政策工具组合，如
脆弱性评估、风险预防和风险应对等工具。 总之，韧
性治理范式有助于从政策功能组合与政策工具组合

两方面创新困境儿童福利政策，形成困境儿童福利

组合式政策体系。

注释

①本文测量的一级指标的选择是以多维贫困指数法（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ｄｅｘ）、布里斯托尔测度法（Ｂｒｉｓｔ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和多维重叠剥

夺分析法（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这三种测度方法

中均涉及的营养、健康、教育、信息、住房和水等指标为基础，结合调

查地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具体情况，最终选择健康、住房、照顾、教育、
信息、经济、活动参与七个指标。 风险比例的计算方法参考高琴、王
一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发表的论文《中国的儿童多维贫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ｃｅｆ． ｃｎ ／ ｍｅｄｉａ ／ ２２５０６ ／ ｆｉｌｅ ／ 中国的儿童多维贫

困．ｐｄｆ。 具体方法为：首先，在个体生存、发展、参与和受保护风险比

例方面，对应的一级指标中有一个回答为“否”，则该儿童被认为面

临相应的个体风险。 一级指标风险比例计算也采用此类方法。 其

次，在二级指标风险比例方面，只要对应的指标回答为“否”，则该儿

童被认为在该二级指标中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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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荣誉制度之于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的体系建构

曾　 骊　 　 曾燕波

　　摘　要：国家荣誉制度的设立与当代青年价值培育是高度同构的。 面对当代青年价值培育存在的“知行分

离”困境，国家荣誉制度展现出强大的价值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对当代青年价值培育彰显着理想信念遵循、责任

担当动力、砥砺奋斗榜样和品德修为引领的重要功能。 国家荣誉制度是表彰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公民而设

立的，塑造的是引领当代青年价值的楷模和典型，主要包括信仰、行为、精神和情怀等四个方面的内涵。 因此，有必

要将国家荣誉制度融入当代青年价值培育全过程，契合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的“点、线、面、体”，构建“四域四育”的
立体系统培育体系，全方位推进“课域‘主育’—史域‘同育’—跨域‘联育’—全域‘共育’”实施路径，在重点突破

的同时，加强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关键词：国家荣誉制度；当代青年；价值意蕴；培育体系

中图分类号：Ｄ４３２．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８３－０９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以下简称“国家

荣誉制度”）脱胎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政治文

化历史实践，其中折射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接续奋斗的光辉历程，与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的历史

重任具有高度同构性。 ２０２１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１００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践诺初心使命、
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颁授党内最高荣誉“七
一”勋章，至此国家荣誉制度“五章”颁授完整①。
国家荣誉制度彰显党和国家的本质属性和核心价

值，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实现伟大事业的

人民力量和感召力，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增添了新的华彩。 作为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国

家层面荣誉导向和褒奖杰出公民的治理载体，国家

荣誉制度蕴含强大的价值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 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 “建立健全国家荣誉制

度”，“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１］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

范作用，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

锋。” ［２］本文研究当代青年价值培育体系旨在：基于

国家荣誉制度这一价值培育的优质资源，坚持方向

性、目标性、主体性、融入性、常态性原则，厘清理想

信念、责任担当、砥砺奋斗和品德修为的培育机理，
通过“点、线、面、体”四个维度的培育体系，推动当

代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促进青年价

值培育从“知行分离”走向“知行合一”。 教育、教学

部门亦须深刻领悟国家荣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育

人价值，拓展国家荣誉制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全
方位的体系和渠道，为引领当代青年在青春赛道上

奋力奔跑，汇聚核心价值力量，提供强大行动导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３－０７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择业心态 ‘六差变化’ 与风险纾解对策研究”

（２３ＧＸＳＺ０３７ＹＢ）；浙江省高等教育 “十四五” 教学改革项目 “基于制度优势的思政课教学案例库建构及应用探索”
（ ｊｇ２０２２０３９４）；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项目“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建构中国形象的传导机制研究”（２０２３Ｎ０５７）；浙江省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国家荣誉制度赋能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２０２２ＳＣＧ２４１）。
作者简介：曾骊，女，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曾燕波，女，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研究员（上海　 ２００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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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荣誉制度是建构当代青年
价值培育体系的优质资源

　 　 伴随着新一轮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和舆情的

加速演进，多元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相互碰撞，多元思

潮在网络空间风起云涌，多元价值在青年群体中并

存发展。 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恶

意污蔑中国，刻意诋毁钟南山、张桂梅、祁发宝等抗

疫、扶贫、卫国戍边英雄，通过各种手法抹黑新时代

“中国偶像”，对当代青年进行价值渗透，多名大学

生沦为境外敌对势力反华“棋子”，进而威胁中国国

家安全。 面对人才培养、江山永固较量的紧迫性，在
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紧要关头，应对激烈的

多元文化思潮碰撞交锋，当代青年价值培育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与现实课题。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提出“青年的价

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

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３］ ，“受表彰的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他们身上生动体现

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４］ 。 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党中央逐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１＋１＋
３”国家荣誉制度体系，在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和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等党和国家重大时间节

点，集中组织 ５ 次颁授仪式。 可以说，新时代国家荣

誉制度设立顺应了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人才培养的

必然趋势，有效开拓和创新当代青年价值培育新路

径，及时回应愈来愈多元的大学生成长成才需求。
当前，学术界对国家荣誉制度、当代青年价值培

育分别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但对于两者的结

合及其内在关系研究相对不足。 在当代青年价值培

育研究领域，国家荣誉制度这一重要资源尚未得到

充分重视，而国家荣誉制度在现实层面对于当代青

年价值培育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则是显而

易见的。 现有研究也表明，国家荣誉制度因其权威

性、持续性和人物事例的典型丰富性，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破解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知行分离”的瓶颈，但
其引领功效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掘。 在中国特

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五章”全面落地的荣光时刻，
基于“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的战略高

度，亟须开展并深化国家荣誉制度推动当代青年价

值培育的应用策略研究。

据了解，国外多数国家都从国家层面制定荣誉

制度法律，尚未专门立法的国家也往往以议会决议、
政府命令、元首命令、历史文件等规范性文件形式为

国家荣誉制度提供合法依据。 概言之，国外国家荣

誉制度设立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比较规范完善的

制度立法，如美国、德国、俄罗斯、韩国；二是部分制

度立法，如法国；三是以议会决议、政府命令、元首命

令等规范性文件形式提供依据，如英国、日本、澳大

利亚。 国家荣誉制度在西方国家实施历史悠久，国
外亦非常重视利用国家荣誉制度增强公民特别是青

年的价值培育，相关研究成果广泛渗透于公民教育、
道德教育、宗教教育、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等研究领

域。 具体到中国国情，当代青年价值培育迫切需要

教育资源，而国家荣誉制度正是具有丰富文化意蕴

的优质教育资源。 自 ２０１６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首提国家荣誉制度

对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系统部署：“党坚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建立健全党和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随着国家荣誉制度提升

到治国方略的重要高度，国家荣誉制度逐渐引起国

内学术界高度重视。 由于提出时间短，关于国家荣

誉制度与当代青年价值培育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成

果还不够丰富，更鲜有从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的角度

直接切入展开系统研究。 实际上，两者之间在内部

作用机理、深刻内涵、培育方式等方面都具有深刻的

联系，是值得学界深入探究的重要现实议题。

二、国家荣誉制度对当代青年
价值的培育机理

　 　 ２０１９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１００ 周

年大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
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

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并提出了当代青年应该

具有的六方面品行［５］ 。 国家荣誉制度表彰的都是

英雄模范人物，其所倡导的“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

就伟大”的价值导向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

大精神力量。 因此，国家荣誉制度拥有强大的精神

激励价值和社会导向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挥国家荣誉制度的作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此作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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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示：“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

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
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 ［６］ 此后，他在国

家功勋荣誉每次颁授现场都作出相关重要论述，既
语重心长，又一再强调国家荣誉制度对当代青年的

重要性，为深入理解国家荣誉制度引领当代青年价

值培育的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指引。 分析习近平总

书记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国家荣誉制度对当代青

年价值培育主要对应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
１．为当代青年价值培育提供理想信念遵循

追求远大的理想、坚定崇高的信念，是当代青年

价值培育的首要任务。 “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是
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７］其一，当代青年的理想信念

实现离不开国家的发展，没有国家的发展也就没有

时代新人的前途。 其二，当代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当
代青年的理想信念既是自身成长之需，更身系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和发展。 因此，需要广泛开掘当代青

年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常态化的培育资源。 国家荣

誉制度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倡导将个人理想

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以鼓励个人对荣誉感的追求

和满足来促进良好国家治理秩序的实现和建立。 此

外，将国家荣誉制度融入当代青年价值培育，有利于

引导青年正确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和精致

利己主义等错误思潮，激发当代青年树立爱国情、坚
定强国志、外化报国行。 建立健全国家荣誉制度对

于帮助当代青年将个人理想与马克思主义信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念相融合，具有强大的感召

力和传导力，符合当代青年理想信念培育的需要，是
涵养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资源。

２．为当代青年价值培育提供责任担当动力

当代青年既面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肩负爱国

强国的责任担当。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

牺牲，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

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 ［８］ 在“两个一百年”
的历史交接点，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赓续奋

斗，也需要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培育担当民

族和国家重任的当代青年。 细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

获得者名单，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无论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救亡，还是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默默付出；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风云激荡，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

的决战决胜，共产党员始终使命在心，责任在肩，展

现了应有的责任担当。 不是共产党员的被授勋公民

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与国家和人民风雨同舟，
勠力同心，一起创造非凡。 国家荣誉制度引领当代

青年价值培育，就要激发当代青年责任担当的内生

动力，引导青年一代高举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激
励他们敢担当、勇作为，使其立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传承者、奋斗者。
３．为当代青年价值培育提供砥砺奋斗榜样

当代青年的砥砺奋斗精神是指青年人要在世界

风云激荡和时代大潮中不怕困难，拥有勇于奋斗、勇
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

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

大计。” ［１］纵观国家功勋荣誉获得者的感人英雄事

迹，其中饱含无穷的砥砺奋斗精神，向广大人民群众

展示着典型人物救亡图存、敢于斗争、敢于创新、敢
于胜利的革命斗争精神，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广

大人民的百年奋斗史。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

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

进。” ［４］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
面临新的历史特点，迎接新的伟大斗争，都是不可避

免的，而英雄模范人物的砥砺奋斗精神是支持党和

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不可或缺的强大精神

支柱和力量源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不断面对种种挑战、困难和考验，当代青年

价值培育需要鲜明的精神统领。 在经济全球化、价
值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将国家荣誉制度融入

当代青年培育全过程、全方位，有利于拨开意识形态

的迷雾，消除错误思想的影响。 国家荣誉制度表彰

的奋斗人物及其奋斗事例为当代青年价值培育提供

了砥砺奋斗的榜样。 国家荣誉制度的激励和倡导，
不仅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被需要，也为当代青

年价值培育目标和路径所需要，对引导当代青年树

立砥砺奋斗精神具有示范效应。
４．为当代青年价值培育提供品德修为引领

高尚的品德修为是当代青年的基本价值素养。
“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

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

根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 ［５］ 当代

青年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品德修养，才会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从虚拟自我、现实自我

走向理想自我。 以德为先是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

工作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９］ 。 例如，在中国人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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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军建军 ９０ 周年，受表彰的“八一勋章”获得者无

不体现着赴汤蹈火、冲锋陷阵的军人荣誉和品格；在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受表彰的“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都展现着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鲜

明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

奉献、廉洁奉公的人格修为。 他们的思想朴素高尚、
形象可敬可爱、行为可亲可学，因为功勋们作为普通

人把为国家为党的奉献做到了极限，将个人理想与

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身体力行地诠释了祖国和人

民的利益永远是他们行动的根本遵循。 正如有学者

所言，功勋人物都是从我做起，从身边事、小事做起，
淬炼崇德向上的品行，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知行合一”的典范［６］ 。 国家荣誉制度既是激励，
也是倡导；既是示范，也是榜样。 一方面，以国家荣

誉肯定杰出贡献者的崇高价值，激励他们继续在本

职岗位上、所在领域中坚定地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而努力奋斗；另一方面，被表彰的英雄模范人

物大多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经风雨、见世面、壮筋

骨、长才干。 他们既惜时如金、孜孜不倦、心无旁骛、
静谧自怡，又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博专结合、愈博愈

专；既刻苦钻研理论，又积极掌握技能；既立足中华

优秀传统，又面向时代前沿。 与一般的先进人物表

彰相比，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获得者的事迹更加震撼

人心、感人肺腑、难能可贵，其对培育当代青年品德

修为具有更为强大的引领作用和公信力。

三、国家荣誉制度作用当代青年
价值培育的内在机理

　 　 伟大制度源自伟大思想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关

于国家表彰奖励由来已久，经历了不断深化发展的

历史进程，通过英雄模范与事迹的弘扬呈现“解释

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创造性统一，在荣誉制度建

设方面形成了一系列跨越时空、具有时代价值的经

验与做法。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注重通

过荣誉激励和引领民众。 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已经有勋章和奖章颁发的

传统，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八一建军纪念日颁发

的“红星奖章”最为著名；抗战时期设立了“铁军前

卫奖章”“战斗英雄” “五一奖章”等；解放战争时期

还颁发“人民功臣” “支前功臣” “毛泽东奖章” “朱
德奖章”等，颁发的勋章、奖章进一步增多。 二是在

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荣誉

制度架构初具雏形，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改造和具体

任务，确立国家表彰奖励制度的管理体制，出台多领

域表彰奖励管理办法，设立三类勋章和奖章，主要包

括“八一勋章和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奖章”“解放

勋章和奖章” ［１０］ 。 三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时期，表彰奖励工作进入制度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影响全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历史嬗变与

多元呈现，在此背景下，思想引领的需要、党的制度

需要、国家的制度需要共同发挥作用，对党和国家荣

誉制度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表彰奖励制度常态化

运作的体制机制逐步恢复，相关国家部门和各级地

方政府相继出台大量行业领域、地方性表彰奖励制

度，如劳动模范奖章、先进工作者奖章、新长征突击

手奖章、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三八红旗手奖章

等［１１］ 。 但是，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国家级别的功勋

和荣誉称号工作相对滞后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荣誉制度对推动青年价值培育的权威性、引领性

和示范性不够显著和突出。 四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以来，国家荣誉制度正式进入制度法律

规范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党和国家荣誉制度体系建设，从宪法角度设立专门

性和权威性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开展

“五章一簿”建设，高度重视发挥国家荣誉制度的精

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国家荣誉的常态化、制度化

进程达到一个新高度。 新时代国家功勋荣誉的制度

创设、颁授将深刻影响和引领当代青年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和价值观，是显而易见的。 纵

观国家荣誉制度设立的客观背景，其中投射的是中

国共产党建党、建国的实践历程；纵览国家荣誉制度

设立的主观背景，处处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党

员干部、广大人民群众在建党、建国实践中体现出来

的崇高精神，是对为党和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与事迹的高度肯定。 国家荣誉制度内涵丰

富，且始终强调从具体事件中发现典范、表彰典范、
宣传典范和学习典范。 这些国家功勋和国家荣誉获

得者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践行者，是数

十年如一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合一”
的典范。 这里，主要从四个层面的联结来进一步探

析国家荣誉制度影响当代青年价值观形成的深刻

意蕴。
１．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层面，联结百年党史

与功勋事迹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

信仰。 国家荣誉制度颁授的“五章”中，“共和国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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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是国家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
“八一勋章”是军队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是授予外

国人的最高荣誉，“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
会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

杰出人士，其本质是党史、中国现代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思想与实践反映。 国家荣誉制度

对建党 １００ 周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英雄模范人物的

表彰，既是对他们理想信念和个人实践的高度肯定，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和

弘扬。 信仰的问题解决了，思想才能够清醒而不困

惑；理想信念得以在源头确立，正确的观念才能在内

心扎根，才能抵御错误思潮、纠正不良思想倾向。 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获得者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信

仰、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先驱人物理

想信念百年传承的集中体现［１２］ 。 国家荣誉制度在

这一层面通过联结史与事，表达出“坚守信仰”的意

蕴，传达出制度设立的灵魂。 如从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的先驱李大钊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

界”所倡导的救国强国理想，到作为革命后人的“七
一勋章”获得者李宏塔继承和弘扬祖父李大钊倡导

的革命精神和不为名利的家风情怀，始终艰苦朴素、
清正廉洁、以严治家，被群众誉为“自行车上的厅

长”。
２．基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为层面，联结杰出公

民与功勋事迹

获得国家功勋荣誉称号的杰出公民都是在党和

国家建设改革发展进程中做出一件件实实在在、利
国利民事情的平凡人中的英雄。 这些功勋事迹虽然

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但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根本目标的不懈实践。 国家勋章和荣誉获得者不是

遵循简单的工具主义利益动因，而是将内在的价值

意识真正转化为了外在的价值行为，并为实现自己

的价值行为舍小家为大家，敢为天下先。 党和国家

通过最高荣誉的颁授，在表彰人中讲事迹，在激励人

中倡导做事的目的、方法和成效。 国家荣誉制度肯

定并提升了英雄模范人物的成长效应，面向全社会

公开展示那些隐姓埋名、深藏功名的英雄事迹，以最

高规格传播、传递和传导社会正能量，即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下，无论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只要心怀

祖国和民族复兴大任，只要有本领能干事，就能实现

国家发展与个人成长和谐共进的良性互动。 如“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
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钟南山，虽然他们的

文化背景、家庭出身、社会经历迥异，但其所拥有的

坚定信仰、勇做探路者的冲劲、为人民和国家不顾一

切的拼劲、愿啃硬骨头的钻研劲、功成不必在我的

“傻劲”则是一样的。 国家荣誉制度在这一层面通

过联结人与事，表达“行为导向”的意蕴，传达出制

度设立的根本。
３．基于崇高向上的精神层面，联结时代风貌与

功勋事迹

通过制度鼓励和激励受众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途

径。 新时代国家荣誉制度立足于以精神为主的褒

奖，合之以庄严神圣的最高层级的颁授仪式，通过各

种媒体的深入宣传，大大加深民众对国家荣誉制度

的认知和认同，体现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不断完善和提升。 针对在少数领域还存在少数公民

德不到位、德不配位的问题，以最高荣誉肯定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典范，有利于促进公民个人风

貌、社会风貌和国家风貌的联动建设。 首先，建立完

善的国家荣誉制度，彰显社会楷模的崇高道德和行

为典范，有利于公民私德培育，使之摈弃精致的利己

主义思想，鼓励更多人才将聪明才智贡献到党和国

家的伟大事业中。 其次，国家勋章和荣誉获得者人

才风貌的展现有利于社会公德培育，激发更多民众

的历史感、使命感和事业心，抵制庸俗消极的社会风

气，培育向上向善的社会风貌。 最后，以制度化的方

式倡导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有利于共产主义道德

培育，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思潮冲击，提升广大

民众的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引导社会核心价值观和

道德意识朝着崇高向上的方向前进，继而促进民族

团结友善、社会稳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 国家荣

誉制度在这一层面通过联结时代风貌与事，表达

“精神引领”的意蕴，传达出制度设立的核心要义。
４．基于执政宗旨的情怀层面，联结立党为民与

功勋事迹

新时代的“为民”是不负人民重托，全心全意为

人民谋幸福。 国家荣誉制度源自人民，根植于广大

人民群众之中，以政策性安排激励和奖赏为党、为国

和为人民作出杰出贡献、具有崇高情怀的英雄模范

人物。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获得者在革命、建设、改革

和发展的任何时期，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自己谋

利益。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他们“以为民

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的崇高情怀” ［１３］ 。 激励更多公民为国家和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国家荣誉制度设立

的初心和作用。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获得者根植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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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民群众之中，做的每一件事都始终代表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沽名钓誉。 这种人民情怀

在帮助 １８００ 多名贫困山区女孩圆梦大学的张桂梅

老师那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什么是不负人民？
就是满身病痛、满手膏药，也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

承，改变三代人的命运［１４］ 。 这充分说明，英雄模范

人物的人民情怀深深地烙在一件件为民谋幸福的具

体事件之中。 国家荣誉制度在这一层面通过联结为

民与事，表达“崇高情怀”的意蕴，传达出制度设立

的宗旨和底蕴。

四、国家荣誉制度引领当代青年
价值的培育体系构建

　 　 国家荣誉制度的育人价值属性只有通过科学的

教育体系传导，为当代青年所认可，并使之进一步内

化为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思想境界、本领担当，才
能为当代青年的身体力行提供精神力量和行为支

持，进而提升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知行合一”的成

效。 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荣誉制度融入当代青年培

育全过程，构建“四域四育”的立体培育体系，全方

位推进 “课域 ‘主育’—史域 ‘同育’—跨域 ‘联

育’—全域‘共育’”实施路径，加强当代青年价值培

育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１．课域“主育”：国家荣誉制度融入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

在点上，应以高校课程为基本单元，推动国家荣

誉制度的价值理念融入当代青年价值培育体系；以
思政课为主渠道，将符合课程教学要素的党和国家

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事迹纳入“大思政”课程教学

体系，实现国家荣誉制度育人的全课程覆盖。 需要

调研分析时代新人培育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舆
情和学情，考量国家荣誉制度融入课程建设的最佳

方案，活化、宽化国家荣誉制度融入时代新人课域

“主育”的路径、方法，从“知行合一”的视角评估、提
升“主育”成效。

第一，活化国家荣誉制度，做好思政课主渠道育

人。 一是从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的要求出发提炼

关键词。 要从当代青年“理想、爱国、担当、奋斗、本
领、品行”六个层面，分别提炼国家荣誉制度“五章”
颁授的关键词，如“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呈

现的“忠诚、执着、朴实”，“七一勋章”体现的“坚定

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八一勋章”
展现的“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友谊勋章”彰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确保当代青年在大是大非面

前保持政治清醒。 二是从坚定“四个自信”的角度

凝练育人核心价值。 要系统有效地把国家荣誉制度

融入思政课教学，增强思政课育人的针对性、生动

性，引导当代青年通过了解和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的

精神，增强当代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帮助他们自觉自

发地实现从理论学习到信仰塑造的转变，确保当代

青年的实践奋斗遵循正确的政治方向。 三是从做到

“两个维护”的原则立场传导主流意识。 在用好国

家荣誉制度这一政治文化历史资源时，教师在言谈

举止上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抓住当代青年“拔
节孕穗期”，引导当代青年深刻了解建党百年奋斗

历程，激发他们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

巨大热情。
第二，宽化国家荣誉制度，强化专业课全过程育

人。 一是深入领会国家荣誉制度。 高校应严格落实

国家“课程思政”最新要求，将国家荣誉制度融入专

业课教学，各学科教师都应在吃透国家荣誉制度及

其相关精神上下功夫，强化专业课“课程思政”作

用，实现与思政课育人的同向同行。 二是讲好英雄

模范人物故事。 学校各门课程均需结合学科特点，
围绕各行各业英雄模范人物及其事迹，找准专业知

识结合点，感悟其中蕴含的崇高精神，通过打造相关

主题系列，实现讲好故事、分析道理、引导志向的育

人目标，从历史与现实中深入领悟“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归根结底是马克思

主义行”，推动国家荣誉制度引领当代青年价值培

育的全课程覆盖。 三是明白育人使命。 各专业课教

师都应牢记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的使命，把国家荣誉

制度融入专业课学习作为一项根本政治任务，通过

具体的专业教学过程引导当代青年在专业领域、具
体岗位上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

情怀。
２．史域“同育”：从百年党史双向挖掘国家荣誉

制度育人资源

在线上，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四个历史时期为

主线，系统挖掘国家荣誉制度获得者及其事迹，围绕

他们在“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不同阶段的奋斗目

标而执着前行的历史，讲好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

革命历程故事。 国家荣誉制度引领当代青年价值培

育，不能直接、简单地讲述，更不能生搬硬套，而要在

尊重时代新人生活环境、身心特点和成长特点的基

础上，对国家荣誉制度育人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利用。
８８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



国家荣誉制度资源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真实性、可
开发性等特点，要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线，兼
顾中国共产党四个历史时期之间的有机联系，确定

好每个历史时期的主题，分别从史域“横向”“纵向”
两个向度进行国家荣誉制度与精神资源的挖掘。 唯

此，才能更加真实有效地开展史域“同育”。
第一，横向分类挖掘，对时代新人进行广度上的

培育。 一是挖掘政策资源。 要全面梳理和学习新时

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和构建的

“１＋１＋３”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制定的重要指示、在颁授仪

式上的重要讲话，主流媒体关于国家荣誉制度的宣

传报道。 二是挖掘事迹资源。 国家荣誉制度的表彰

对象遍及全国多个省份、多个民族、多个行业，特别

是在英雄模范人物奋斗过的地方和故里，一般都有

着许多典型场景、典型物品和典型故事，需要对其进

行分类发现、挖掘并将之整理成文字、图片和视频，
将英雄模范人物鲜为人知的教育教学资源展示出

来，达到唤醒人、感染人、引导人的作用。 如习近平

总书记讲述的身患渐冻症的“人民英雄”张定宇同

志的故事，重要的不是“渐冻症”本身，而是“渐冻

症”背后医务工作者和中国共产党人逆行出征、舍
生忘死的伟大形象。

第二，纵向分期挖掘，对时代新人进行深度上的

培育。 中国共产党百年不断发展壮大的主题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主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理

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主流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本
质是与人民风雨同舟。 从百年党史看，国家勋章与

国家荣誉可以说是前后接续贯通的一个整体，要结

合百年党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根据国家荣

誉制度“五章”的历史分期，挖掘英雄模范人物与事

迹。 一片稻田、一幢建筑物、一段抗疫史，背后都深

藏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一则生命和信仰铸就的感

人故事、一段坚守初心和践行使命的患难真情、一种

人民至上的可贵精神［１５］ 。 纵向分期挖掘，应按照

中国共产党四个历史时期，分期挖掘英雄模范人物

背后的典型事迹和典型精神，接通历史与现实，面向

青年群体全面阐释“世界失我”“世界有我”“世界向

我”的中国发展道路［１６］ 。
３．跨域“联育”：国家荣誉制度贯穿大中小学一

体化建设全过程

在面上，要将国家荣誉制度贯穿大中小学一体

化建设全过程，全程引领当代青年价值培育。 当代

青年价值培育是一个长期、常态和长效的过程，小

学、中学教育对大学的当代青年培育影响深远，要贯

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

娃抓起”的重要论述精神［１７］ 。 应根据大中小学所

处学段及学生教育规律、成长特征，突出当代青年价

值培育的多样性需求，实现跨域协作、学段联育，统
筹国家荣誉制度引领当代青年价值的综合培育工

作，解决跨学段过渡带“一公里”培育的衔接问题。
第一，将国家荣誉制度融入教材内容，促进大中

小学思政课教学一体化建设。 根据大学、高中、初中

和小学学生认知、成长和教育规律，分析各学段学生

身心特点，将国家荣誉制度设立背景、设置内容、意
蕴内涵、重大价值特别是英雄模范人物事迹及精神，
系统有机地融入大中小学教材编写体例，使国家荣

誉制度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让思政课教材有活力、有张力、有魅力，实现国家

荣誉制度贯穿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的全过程。 一要使

教材有活力，把英雄模范人物在波澜壮阔历史中的

奋斗实践融入教材内容，让当代青年在实践场景中

感受人物的浩然正气，继而悟事理、悟道理、悟真理。
二要使教材有张力，从当代青年关切的问题入手，根
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两个一百年”交接发展

全局，选择国家荣誉制度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的生动实践，动态跟进、丰富教材内容，有效回应

各学段学生的需求和关切。 三要使教材有魅力，要
用鲜活的实践、生动的现实丰富教材的理论之源、信
念之基、是非之度和情怀之根，使当代青年在国家荣

誉表彰中深刻体会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
生的历史性变化，从而激发当代青年投身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道路的积极性、主动性。
第二，分学段开展国家荣誉制度教育，构筑“认

知—认同—强化—外化”培育目标。 一是小学阶段

要以实现认知、“初步了解”为核心目标，重在启蒙

学生对国家荣誉制度与英雄模范人物的情感。 二是

初中阶段要以实现认同、“体验感悟”为核心目标，
重在打牢学生对国家荣誉制度与英雄模范人物的思

想认同基础。 三是高中阶段要以强化认同、“观察

分析”为核心目标，重在提升学生对国家荣誉制度

与英雄模范人物的政治认知。 四是大学阶段要以外

化为行、“调研践行”为核心目标，重在增强学生的

使命担当及其“知行合一”的行动力。 通过“认知—
认同—强化—外化”四大纵向维度，创设一体贯通

的培育目标，动态把控国家荣誉制度引领当代青年

价值培育的渐进目标与品行形成的增值走向，实现

大中小学各学段培育效果的层级式递进、螺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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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４．全域“共育”：以校政家社媒为载体建构全域

育人大系统

在体上，要以校政家社媒为载体，建构国家荣誉

制度引领当代青年价值的全域育人大系统。 国家荣

誉制度引领当代青年价值培育无法完全按照行政管

理制度那样开展管理，需要通过各方教育来引领，这
主要是因为行政管理制度是由国家治理功能决定

的，而人的文化模式必须依赖外来的符号、概念等

“信息源” ［１８］ 。 校政家社媒是育人共同体，要按照

系统工程的思路统筹他们的各自优势，综合运用教

育、技术和行政等各种方法，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

地开展国家荣誉制度引领当代青年价值培育，营造

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整体育人环境，不
断增强育人共同体的协同力和共生力。

第一，增强校园文化的化人功能。 良好的校园

文化是帮助时代新人形成正确“三观”的沃土。 学

校可以有意识地选取、挖掘国家荣誉制度中的文化

元素，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过程，利用学生校园生活细

节传播、传导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和精神。 其一，把
英雄模范人物、事迹和精神融入校园物质文化，以物

质文化熏陶人，在校园建筑设计、文墙标语、绿化美

化中显现国家荣誉制度相关元素。 其二，把英雄模

范人物、事迹和精神融入校园制度文化，以制度文化

凝聚人，将国家荣誉制度的先进导向功能有机渗透

到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 其三，把英雄模范人

物、事迹和精神融入校园行为文化，以行为文化动员

人，将国家荣誉制度的宝贵素材全方位贯彻到学校

文化建设过程中。
第二，增强党和政府的文化治理功能。 首先，加

强对党员和干部的国家荣誉制度教育。 党员和干部

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社会组

织中的先锋力量，其言行举止对引领时代新人价值

培育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其次，发挥法治警示作

用。 一方面，既要密切应对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杰

出公民的蓄意抹黑，也要及时纠正国内一些散播谣

言、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行为，避免不明

真相的当代青年思想走偏、人心走散。 另一方面，针
对侮辱英雄模范人物的言行，要按照法律明文条例

对其进行严格惩戒［１９］ ，对诋毁国家荣誉制度的言

行不能无视、轻视，应果断依法处理，维护国家荣誉

制度的神圣和权威，严格保护英雄模范人物的名誉。
第三，增强家庭示范引导功能。 家庭是人生第

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第一位教师，所以家庭是国家

发展、民族进步和社会和谐的起点，也是当代青年梦

想启航的港湾。 家庭对于当代青年价值教育引导的

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最核心的是品德教育，即如

何做人的教育。 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可以利用

“全国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等荣誉载体，把学习宣

传典型模范人物作为重要抓手，用国家荣誉制度教

育家长，通过代际传承引导当代青年充分感知党和

国家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家长

应作出表率，充分利用国家荣誉制度的独特资源，主
动配合学校开展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积极引导孩子

在学习英雄模范人物与事迹方面将英模的理想、本
领和担当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四，增强社会实践育人功能。 首先，要在全社

会宣传和弘扬英雄模范人物与事迹，以荣誉道德观

凝聚共识，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氛

围，做好国家荣誉制度的舆论引导工作。 其次，要支

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邀请国家功勋荣誉人员以及

具有政治、威望、经验和亲情优势的“五老”人员，走
进学校、社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结合自身人生经

历，面向当代青年开展英雄模范人物和事迹的宣讲，
以增强国家荣誉制度的形象化、生动化和可信性。
最后，通过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挑战杯”
红色专项活动等主题活动，引导当代青年走入广袤

天地，以问卷调研、实地调研、参观瞻仰和深度访谈

等形式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支持当代青年在社会实

践的大课堂中探寻事理、道理、真理。
第五，增强媒体传播育人功能。 在内容上，主流

媒体平台要做好国家荣誉制度的故事挖掘，按照适

合网络推广、蕴含思想性、富有吸引力的要求，将国

家荣誉制度故事系统整合成图文音画一体式的网络

作品。 在方式上，要善于利用学习强国、慕课网等数

字化移动教育平台，借鉴抖音等移动短视频平台传

播方式，创新国家荣誉制度引领当代青年价值培育

的方式方法，鼓励当代青年主动参与国家荣誉制度

网络作品的制作和传播，激发青年受众的主动参与

性，提升“共育”体验和成效。

注释

①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授予马毛姐等 ２９ 人

“七一勋章”，这是我国“五章一簿”功勋荣誉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荣

誉。 “五章”是指“共和国勋章” “七一勋章” “八一勋章” “友谊勋

章”，以及“国家荣誉称号”；“一簿”是指“国家功勋簿”，记载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录及其功绩。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中共

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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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以下简称《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法》）。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党和国家功勋

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制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

条例》《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共和

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办法》《“七一勋章”授予办法》《“八一

勋章”授予办法》《“友谊勋章”授予办法》。 由此，我国正式建立了

党、国家、军队功勋簿，确立“五章一簿”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参考文献

［１］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Ｎ］．人
民日报，２０２１－１１－１７（３）．

［２］党的二十大学习辅导百问［Ｍ］．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２０２２：１０．
［３］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５－

０５（２）．
［４］习近平．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讲话［Ｎ］．人

民日报，２０１９－０９－３０（２）．
［５］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２）．
［６］习近平．发挥功勋荣誉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　 推动全社会见贤

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５－１９（１）．
［７］人民日报社论．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成立九十五周年［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０５－０４（１）．
［８］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

日报，２０２０－０９－０９（２）．

［９］沈壮海，段立国．习近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战略思想研究［ Ｊ］ ．
东岳论丛，２０１７（６）：１２－２２．

［１０］张树华．发挥崇高荣誉的精神引领作用［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７
－１４（７）．

［１１］吴江．国家荣誉制度建设研究［Ｍ］．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２０１７：４６－６３．

［１２］吴潜涛．永远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２１－

０７－０８（６）．
［１３］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０６－３０（２）．
［１４］张桂梅．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Ｎ］．新京报，２０２１

－０７－０５（１６）．
［１５］彭正德，江桑榆．论红色基因及其在新时代的传承［Ｊ］ ．湖南社会

科学，２０２１（１）：１２－２０．
［１６］张杰．聚焦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首届“中国青

年马克思主义大会”召开［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１－ １１－ ２４
（２）．

［１７］习近平．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　 加强改革创新开创发展

新局面［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４－２８（１）．
［１８］格尔茨．文化的解释［Ｍ］．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８：９９．
［１９］邵艳梅，王悦．新时代革命文化内涵与传承路径研究［ Ｊ］ ．邯郸学

院学报，２０２０（４）：８８－９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ｎ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ｔｈ

Ｚｅｎｇ Ｌｉ　 　 Ｚｅｎｇ Ｙａｎｂ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ｎ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ｎ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ｏｌ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ｎｏｒ ｓｙｓ⁃
ｔｅｍ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ｔ ｓｈａｐｅ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ｔ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ｉ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ｎ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ｌｉｎｅｓ， ｓｕｒ⁃
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 ｆｏｕｒ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ｏｍａｉｎ ‘ｍａ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ｏｍａ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 ｃｒｏｓｓ ｄｏｍａｉｎ ‘ｊｏｉ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ｅｎｔｉｒｅ ｄｏｍａｉ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ｋｅｙ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ｉｎ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ｎ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责任编辑：翊　 明

１９

国家荣誉制度之于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的体系建构



我国乡村治理的时代要求、创新特征和现实挑战

翁　 鸣

　　摘　要：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反映社会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而且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

和根本要求，并决定着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创新特征。 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来自思想

观念、治理机制、基层队伍、利益关系等方面的诸多阻力和障碍，其背后隐含着传统习俗、市场经济和权力制约等深

层次原因。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要将行政化管理模式转变为社会治理模式，充分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
治理格局，而且要从观念更新和改革实践着手，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激发内生动力，调整现有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和社会规则，进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乡村治理；现代化；创新特征

中图分类号：Ｄ４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９２－０７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 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

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制度

保障和基础支撑。 我国乡村治理已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并纳入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框架。
同时，实际状况与目标要求之间的差距也凸显着现

实挑战。 深入分析乡村治理的创新特征及其存在的

问题，破除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也是理论创新

与实践创新的重大课题。

一、加快推进乡村治理
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

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１］ 。 对于农

村基层治理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不仅体

现为外部的国家政策引导，还需要在农村社会内部

形成共同的理性认识，并使之转化为内生的自我改

革动力，支撑制度变革的可持续性。
（一）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１．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种

渐进式的制度变革，即在国家体制框架内，对农村治

理体制机制进行较大的调整和创新，要求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

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健全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重点，以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
能力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２－２６
作者简介：翁鸣，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黄淮学院特聘教授（河南驻马店 　

４６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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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促进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

间互相促进与协调发展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

标。 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既需要不断厚

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传承中华文明精华，摒弃传统文化糟粕，发展新

思想新文化，提高全社会文明素养和道德水准，增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促进物的全面

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２．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

重要保障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是关乎中

华民族复兴的崇高使命和艰巨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

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１］ 。 以人民为中心是

党的根本立场，亦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原则。
乡村治理现代化旨在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参与

农村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１］ ，亦

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既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也是推进乡村治理现

代化的根本路径。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加强

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障，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

形式，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社会

事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重要方

面即是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

体系和工作体系，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需要体现

于乡村治理之中

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出发，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避免城乡两极分化的局面。 为

改变城乡发展不均衡状况，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 ４
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

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２］从乡村振兴来看，不仅要

在国家层面构建城乡均衡发展的体制机制，而且要

在农村内部构建体现公正公平、服务群众、高效廉洁

的治理框架和运作机制，这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制度保障和基础支撑。

整体而言，实现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要在国家政策的引领和指导下，促使农村社会产

生内生的变革动力。 在农村社会演进过程中，无数

代人在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作用的实践中，产生

了与自然、社会互相调和、相互适应的各种经验和知

识，如表现为制度、规则、风俗等形式的社会知识。
正是由于这样的知识积累和潜移默化，农民群众在

行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制度和规则来进行

行为判断和预期，而这样的行为决定又进一步形成

新的经验启发或束缚社会其他成员的行为。 而“这
种行动的常规性并不是命令或强制的结果” ［３］ 。 就

这个意义上而言，乡村治理变革的关键在于外因通

过内因促成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

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

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１］ 。 在新的历史

时代，亿万农民群众已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条件的

改善，而是更多地开始关注和重视合法的政治参与、
利益保障和自身价值实现。 党根据人民群众的现实

要求，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调动和激发

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是农村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的关键部分，也是激发和调动农村改革创新

动力的重要着力点。
需要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仍在农村。 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首先要提升农

村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农村干部群众的道德和法治

认知水平。 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
摒弃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和不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落

后内容，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适应新时

代思想道德和法治社会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乡
村治理体系应体现国家现代化的法治建设、道德建

设要求，进一步加强农村法治教育、德治教育和文化

教育，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

的农村落后局面。

二、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
创新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给新时代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目

标、新要求。 从制度安排和体系建设来看，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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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建设具有显著的时代要求和创新特征，如体

制创新、结构创新和路径创新。 深刻认识和科学把

握这些创新特征，有助于推进我国新时代乡村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一）体制创新：完善农村党组织领导的治理

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科技支撑的全新社会治理体系，积极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这既不同

于西方学者提出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概念以及西

方国家的“共治模式”，也有别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

的行政管理模式，更不同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治

理的“威权依附”模式，而是党领导下多元主体积极

参与的“一核多元”式社会治理体系，是对党如何领

导新时代社会治理问题的创造性回答。
现在全国农村村级治理单元普遍实行“一肩

挑”，即行政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民委员会主任，以
制度安排保证农村党组织的核心地位，这是符合新

时代要求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创新。 其创新意义在

于：一是有利于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即通

过党的组织系统贯彻落实国家政策；二是减少农村

“两委”之间的摩擦和矛盾。 “一肩挑”模式有利于

解决村“两委”矛盾，提高农村治理工作效率，降低

农村管理成本。 但是，这种模式的实行需要相应的

监督制度与之相配合，以防止因农村基层权力集中

而产生的贪污腐败等问题，切实发挥以农村基层党

组织为核心的引领作用。
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监督机制和相关制度

建设是新形势下我国乡村治理工作的重头戏。 目

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铲除滋生腐败

的土壤任务依然艰巨。 如何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一肩挑”体制下，构建高效实用的农村综合监督机

制，力争解决多年存在的基层治理难点和堵点问题，
包括村务公开机制、财务公开机制、民主监督机制、
村干部日常工作制度、上级党委巡查制度等，是体制

创新的重点着力方向。 推动村级组织工作规范，加
强集体讨论和民主决策，提高岗位责任和服务意识，
是克服有权任性、规避各种风险的基本前提。 乡村

治理的创新重点在于实践创新和机制创新，“关键

是赋权给群众选出的领导人的同时，要构建另一个

制衡平台” ［４］ ，形成有效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

制，并使之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内部自发形成基层民

主氛围的制度基础。
（二）结构创新：由单一自治拓展为“三治”结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功能和优势

在于“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

气”，是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重大创新。 从农村“三
治”内在关联看，自治体现基础地位，德治具有引导

意义，法治提供支撑保障。 从农村“三治”外部联结

看，“三治”主要通过村干部负责、制度安排和激励

方式，实现乡村治理的结构创新和有效运作（见图 １
所示）。 我国农村改革最具有标志性的制度变革，
就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国家赋予农村社会自我管

理的权力，实行村民自治制度。 以村民自治制度为

主要特征的农村管理，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历史

必然性。 从理论上讲，农村集体经济不同于国有经

济，其管理权、分配权和处置权归属于村民集体所

有。 按照这个逻辑思路，集体经济管理者理应由村

民群众中产生，这符合经济逻辑和历史逻辑，是“村
民自治”思想的重要渊源，也是农村治理（农村管

理）的重要基础。

图 １　 农村“三治”内部联系示意图

当然，还需认识到，村民自治一旦脱离正确引导

和制度规范，就极易发生负面蜕变。 例如，部分农村

的“民主选举”蜕变为花钱买选票，严重偏离了农村

自治的原定目标，极少数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堕落

成为当地农村黑恶势力分子，一些村级干部犯有涉

黑涉恶等错误，这是乡村治理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据有关报道披露，经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国共打

掉农村涉黑组织 １２８９ 个，农村涉恶犯罪集团 ４０９５
个，依法严惩“村霸”３７２７ 名；全国组织系统会同有

关部门排查清理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涉黑

涉恶等问题的村干部 ４．２７ 万名［５］ 。 事实证明，必
须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正确引导和制度规范。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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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从治理结构上调整，加
强农村德治和法治建设。

加强农村德治和法治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建设

的整体要求。 首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关于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社会治理

包括自治、法治和德治内容。 其次，乡村自治、法治、
德治建设是地方党委、基层党组织和村民群众经过

共同努力，形成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农村制度规定

的治理过程，本质上是新时代农村社会进步在制度

化层面的体现和反映。 最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

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共同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建

设。 例如，开展乡村德治教育，必须借助于村民自治

组织及其自我教育功能；同样，乡村德治与法治建设

也密不可分。 以“村规民约”为例，它既具有法理性

质，又是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起草、宣传和实施

“村规民约”即是德治与自治、法治相结合的典型。
从农村现代化建设来看，要扭转乡村社会内在

秩序中存在的法治化弱、本土化强倾向，确保农村经

济社会沿着理性、规范和有序的方向发展，必须从政

治教育、道德教育、普法教育等多方面发力，提高农

村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基本素质。 其中，农
村干部是教育培训的重点对象，既需要德治教育，也
需要法治教育。 要通过强化基层党员干部的政策意

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转变以“人情”关系办事

的传统乡土习惯。 同样，也需要通过乡村社会德治

和法治教育，促进农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自

身行为规范，不断消除民间传统习惯与现代国家法

治之间的张力，加快提升农村社会文明、开放和进步

程度。
（三）路径创新：多方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虽然社会治理仍会

保留原有社会管理的某些特征，但更多地反映新的

内涵变化和创新特点。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管理

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管理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农村传统的

管理模式难以为继，需要构建国家意志与群众自治

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也决定了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相结合的基层治理路径。
从社会管理转变到社会治理，是党把握国家发

展要求和时代潮流，主动推进治理体系改革创新，以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如经济组

织多元化、社会思想多元化、职业选择多元化）。 在

此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

理方式。 党的十九大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 一系列的政策推进清晰地表明，新时

代乡村治理体系是由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

共同建设的，由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转变为上下互

动的双向治理，农民群众不再是单纯的被管理者，而
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同时，新时代社会治理

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
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因

此，乡村治理成果理应由参与各方共同享有。
实现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体现了“共

同富裕”与“团结奋斗”的新时代特征，前提是从“单
向管理”“行政命令”的思想观念，转变为“总揽全

局”“双向互动”的思维模式，关键在于地方领导和

基层干部要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央精神，不仅要认真

贯彻落实上级指示，而且要主动探索新模式新路径。
乡村治理的具体路径需要实践创新，不能简单地照

抄或模仿他人。 要根据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探索

和寻找符合中央精神与农民群众乐意接受的契合

点，在大量基层实践中找到可操作的路径方式，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的创新路径。 其中，共建是基

础，共治是过程，共享是成果。 共建的前提在于形成

思想共识，共治的关键在于共同参与，共享的要点在

于公平分享，唯此，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共建、共
治、共享”格局。

三、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面临的现实挑战

　 　 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了我国基层治理的总体要求。 对照《意
见》的目标要求，目前我国乡村治理水平还存在较

大差距，深入剖析现实状况及其背后原因，有助于扎

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一）现实差距：农村治理存在明显短板问题

党中央对乡村治理高度重视，为加快推进基层

治理体系建设，提出了基层治理的指导思想、工作原

则和主要目标，规定了具体任务及其时间要求。 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对标中央文件要求来分析具体

存在的现实差距和主要问题。
第一，关于健全村（居）民自治机制方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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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完善村民自治，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

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

监督，拓宽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聚焦群众关

心的民生实事和重要事项，定期开展民主协商；完善

党务、村（居）务、财务公开制度，及时公开权力事

项，接受群众监督［６］ 。 经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
广大农村地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得到进一步规范，
村（居）“两委”班子成员资格联审机制得到全面落

实，并取得了显著社会成效。 但在拓宽群众参与村

务管理等方面的进展则不明显，特别是村务、财务公

开制度在不少农村地区尚未认真落实到位，甚至已

发展成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中久拖未决的痼疾和障

碍。 这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部分农村地区的

“村民自治”退化为“村干部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违

背了村民自治的本意；二是由于村务、财务不公开，
难以保证群众利益不受损害，无法真正调动农民群

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关于积极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方面，中央提

出建设法治乡村，坚持用法治思维引领乡村治理，严
格依照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规范乡村干部群众的行

为，使依法决策、依法办事成为人们的习惯和自觉；
健全乡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

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全面推行村级重大

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制度，开展形式多样的村级

议事协商，组织村民就村公共事务、重大民生问题开

展民主协商。 然而，从农村实际情况来看，不少行政

村的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或没有真正实施，群众诉

求表达渠道的畅通程度不足，部分村干部的法律意

识不强，仍然囿于过时的传统观念。 一些村干部因

偏重自身利益或重视农村宗亲关系而奉行“人情”
“关系”的处事原则，与现代社会提倡的法治原则相

抵触。
第三，关于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中央提

出，要开展农村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健全村（居）道德评议机制，开展道德模范

评选表彰活动，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作用；
遏制各类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弘扬崇德向

善、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传统美德，培育淳朴民风。
近年来，我国农村道德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在部

分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高额彩礼、
铺张浪费、讲究排场、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 部分农

村居民不愿赡养老人，热衷于陈规陋习，一些行为甚

至触犯了国家法律法规。 个别村干部只有收到钱才

办事，有些还借传统风俗名义收取群众钱财。

（二）机制缺失：影响乡村治理成效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乡村治理远未达到理想状况，其主要

原因之一是社会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其中主要存在

两种情况：或是现代治理机制尚未建立，或是虽然建

有机制但未发挥作用。 社会治理机制不完善是农村

社会出现某些“失序”状态的深层次原因，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凸显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建设的重大

意义。
第一，就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而言，乡村治理体系

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组织、政法、宣
传、民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公安、司法等多个部

门。 从全国治理整体来看，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紧密

配合、无缝对接的机制，以及地方党委统一领导、整
体推进的工作机制，但由于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缺少

专门的主抓和协调部门，导致很多工作推进困难。
相关国家文件指出，地方党委应该把乡村治理摆在

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开展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及时研究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７］ 。 对此，虽然有的地区主动

探索，积极实践，并取得了不凡成就，但是更多地区

还未形成具有实效的治理机制，有的地区以形式主

义应付上级，以致中央政策无法真正落实到基层并

取得创新成果。 例如，有些市、县委书记只重视招商

引资，不重视乡村治理工作，认为基层治理工作就是

做表面文章和应付上级检查的“留痕工作”。
第二，从乡村治理的重点治理单元———行政村

的情况来看，行政村是农民集中居住的最小行政单

位，也是实施乡村治理的主要空间载体。 然而，现在

不少行政村治理机制或不健全，或不能发挥应有的

作用和功能。 例如，部分行政村的村民自治机制不

完善，主要表现为村民群众参与渠道和机会不足，没
有真正实施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自治机

制。 又如，不少行政村的公示制度流于形式，或村里

没有安置公示栏，或公示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造
成村务、财务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村民难以进行有

效的民主监督，严重影响民众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再如，基于村规民约的教育、监督和奖

惩制度不健全，不少行政村的村规民约流于形式，没
有发挥其应有的教育、规劝、约束作用；许多行政村

缺乏村干部工作制度，这是村级治理单元干部管理

的重大疏漏。
（三）干部队伍：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关键因素

地方干部、基层干部是加快我国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的关键因素。 只有将全体干部塑造成为政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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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业务精通、清廉自律的干部

队伍，才能真正实现涉及亿万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改革创新，完成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个历史性艰巨

任务。
第一，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影响乡村治理成效

的主要原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客观因

素有：一是有些地方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力，习惯于传

统乡村管理模式，不自觉地陷入“路径依赖”，“穿新

衣、走老路”现象较为普遍。 二是近几年新冠疫情

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导致许多临时性、突击性任

务增加，基层干部不堪重负。 三是为应对地方经济

下滑风险，地方政府不得不更多关注经济发展，相对

忽视乡村治理。 主观因素有：一是乡村治理体系建

设涉及面广，对于地方领导干部而言需要承担一定

的政治风险和政治责任，对此，有些地方领导干部缺

乏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二是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面临

复杂情况，需要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且往往经过

多年实践探索才可能取得成功，不少地方领导心态

浮躁，不愿为此投入大量精力。 三是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需要大量专业知识，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管理

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以及基层治理的经验积累，
一些地方干部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也不愿意

请教专家学者，进而影响地方党委领导和指导乡村

治理的作用发挥。
第二，从村级组织层面来看，同样存在影响乡村

治理成效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有：一
是作为农村基本行政单位，行政村缺乏充足的组织、
财政、人力、信息等资源，不足以独立完成制度创新

任务。 二是农村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传统思想观念和

风俗习惯，对现代乡村治理构成了顽固性社会障碍。
主观因素有：一是村干部是特殊的干部群体，不同于

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村干部可以从事农业生产

或其他经营活动，相对更容易受到市场经济的负面

影响。 二是村干部“常常陷入政府行政事务、村庄

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私人事务三类承担着的角色冲突

中。 当出现角色冲突时，他们可能会利用自身的权

力、威望以及关系，攫取不正当利益” ［８］ 。 三是在上

级监督和村民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村干

部不注重个人廉洁自律，不愿改变农村传统“人情”
关系，很容易丢失“三公”原则。 四是部分村干部的

任职动机不纯，追求个人利益的愿望比较强烈，这也

是导致村干部腐败的潜在因素，一旦时机成熟，潜在

风险就会转化为腐败现实。 五是农村地区现代文明

传播程度较低，过度攀比、重视情面、情绪冲动和缺

乏主见等人性弱点表现得往往更加明显，在相对封

闭的社会氛围中，分散的个人常常无力改变农村社

会风气。

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
思考和建议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从

纵向来看，需要加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之间的

组织衔接、政策指导和督促检查，形成有计划、紧密

型的工作关系。 从横向来看，需要加强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从农村社会内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一）加强顶层设计，实施配套措施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是党和国家统筹推进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 这将

从国家体制层面上加强和细化乡村治理目标和实施

计划。 目前，其关键是构建有效的推进工作机制，重
点是县级及以下推进机制。 为避免地方机构由上至

下工作弱化现象，一要加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顶层

设计和政策落地功能；二要组建由社会工作部牵头

的部门协调机制，增强农村社会治理的多方面支撑；
三要在县级社会工作部层面广泛吸纳优秀驻村第一

书记、帮扶干部和省级先进村党组织书记等，指导基

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农村基层改革的创

新力量。
（二）建立乡村治理改革试点

为推进乡村治理工作有效展开，要在省、市、县
各级设立改革试验区（点），集中力量进行乡村治理

探索实践。 一是鼓励基层干部创新精神，免除改革

实践者的试错成本，解决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二是

总结提炼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为推广运用提供学

习和经验借鉴；三是提供开放型乡村治理平台，吸引

更多的有志改革者、研究者参与探索性实践，发挥人

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四是充分发挥专家学者

的智囊作用，注意吸收专家学者加入改革试验区，梳
理和提炼改革创新成果，创建符合新时代特征要求

的治理机制和模式。
（三）加大村级后备干部培养力度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深入推

进，农村人才缺乏问题更加凸显，农村干部队伍素质

亟待提升，需要从村干部来源结构方面进一步优化

人才队伍建设。 县委组织部要统筹做好基层人才工

作，既要加强外部人才引入，包括外出创业者返乡、
大学毕业生培养、选调生支援、复员军人回乡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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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和考察。 例如，贵州省

习水县组织部对外出创业人员进行常态化的定向联

系和考察，用制度选拔外出创业者返乡担任村干部。
（四）推广农村基层治理成功经验

近 ２０ 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对农村治理做了不少

有益探索，如青县模式、肃宁经验、中牟实践等，这些

经验的价值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

法治国有机结合，并将之贯彻落实到农村基层的改

革实践之中，形成了改革创新的制度性成果［９］ 。 这

些改革实践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过程中，结合

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热点问题，找到村民群众十分关

心和期待解决的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创建了具有民

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乡村治理机制，不仅调

动了农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还为农村治理制度建

设的后来者提供了值得推广的经验借鉴。
（五）规范村级干部工作管理制度

建立和规范行政村干部管理制度，是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也是有效开展乡村治理的制

度保障。 一是严格村干部的廉洁纪律，通过制度厘

清村干部的岗位职责和权力边界；二是建立健全村

干部工作制度、学习制度、会议制度、联系群众制度

等，以制度建设规范村干部的工作方法；三是进一步

完善村务财务公开制度、监督制度和巡查制度等，保
证基层治理组织充分接受上级部门、村民群众的监

督检查；四是村党组织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

用，充分发挥村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的作用，实行

集体讨论和决策机制，避免“一言堂”的工作作风和

工作方法。

（六）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建设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建设，一是健全行

政村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确定承接

这种机制的主要载体和运行模式，如河北省青县村

民代表会议常任制、河南省中牟县家庭联户代表制。
二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及其民主

议事机制，要善于通过工作机制创新将党组织的主

张和决议转化为村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增强群众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 三

是在构建农村治理体系和加强农民组织化的基础

上，按照中央关于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稳步

推进乡村治理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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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

陈　 宁　 　 鲁冰洋

　　摘　要：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与人口形态相适应是实现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当前，我国人口形态历史

性地进入内生性自然负增长阶段。 人口负增长使人口结构及其分布呈现诸多新特征，并给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带来

一系列现实约束，主要表现为加剧以现收现付制为主体的公共养老金财政风险、削弱就业关联的社会保障制度运

行基础以及强化社会保障的区域不均衡度。 在人口负增长趋势下实现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其基础在于构建以家

庭为导向的福利制度，关键在于：为制度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条件，推进要素改革；优化支撑制度运行的内部要件，
调整劳动与社会保险的关系；适应未来就业形态变化，加大对弱势地区的扶持力度，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区域均

衡度。
关键词：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９．６；Ｄ６３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９９－０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期要健全覆盖全民、
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

会保障体系。 这是党和国家对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

质量发展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也意味着今后的社

会保障项目要实现应保尽保，社会保障水平要实现

城乡和区域平衡，社会保障责任分担要实现公平合

理。 同时，还需认识到的是，中国正式步入人口负增

长时代的人口发展现实。 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

示，２０２２ 年年末全国人口比 ２０２１ 年减少 ８５ 万人，
这是中国 ６０ 余年来首次出现人口总量下降现象，也
预示着人口总量减少或将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一种

长期趋势。 在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下，可以预见，在
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总量或将呈下降趋

势，人口年龄结构亦不再年轻。 那么，在人口底座发

生“逆转”的社会形态下，以现收现付制为主体的现

代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因应人口负增长的挑战进行调

整，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亟待回应的理论

议题和现实问题。

一、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社会保障高质量
发展的问题提出

　 　 现代工业化大生产催生并繁荣了现代社会保障

制度，而其有效建构及长效运行的基础则是近百年

来人类社会人口的持续增长与年轻型的人口结构。
人口本身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群体，也是社会

保障制度建构和运行的基础性变量。 因此，人口变

化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数量、结构和分布变化直接

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状态。 如果制度设计不能

适应人口形态转型，必然会出现制度供给与需求满

足之间的错位，不仅无法达成制度目标，而且会衍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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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效应甚至引发新的社会冲突［１］ 。 未来，人口负

增长将深刻影响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分布结构和

代际关系。 “未富先负”“老负叠加”“分布失衡”等
新的人口发展特点将会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社会保障

制度变革交织联动，并对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

和财政可持续性构成重大挑战。
过去数十年来，人口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

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围绕人口规模、人口增长与经

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并形成了两条主要研

究路径：一是探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人口自身发

展的影响。 如社会保障制度如何直接影响人们的生

育观念［２］ 、生育水平和人口结构［３］ ；完善的社会保

障制度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口素质和人

力资本水平的正效应［４］ 。 二是人口变动对社会保

障发展的影响。 诸多研究探讨了人口结构变化与社

会保险支出的关系［５］ ，以及生育政策调整对社会保

障制度运行的影响等［６］ 。 整体而言，既往研究社会

保障发展的主要着眼点是中国过去连续几十年人口

增长的社会需求结构，相关理论观点的提出也都是

基于人口总量整体增长的时代背景。 但是，随着人

口格局的历史性转变，今后中国社会保障发展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叠加下的新

的社会需求结构。 中国作为人口长期正增长的超大

规模人口国家，其整体性的负增长实际上是社会人

口本身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累积并逐渐

显化的过程，不能简单化为表层的人口数量减少，其
内在影响是极其复杂的。 鉴于以往人口与社会保障

理论较少讨论人口负增长与社会保障发展的关系，
尚未很好地回答人口负增长时代如何实现社会保障

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有必要基于人口负增长的大趋

势，探讨人口负增长对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提出的

挑战以及社会保障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发展之策。

二、人口负增长驱动中国人口
变化新趋势

　 　 本文讨论的人口负增长是由人口发展内在机制

决定的，是长期的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延长并行驱

动形成的一种新人口格局。 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一旦

开启，持续周期一般较长，并伴随结构老化，人口总

量重回正增长域的难度极大［７］ 。 中国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人口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生育水

平长期处于低位，积聚了庞大的人口负增长势能。
从 ２０２２ 年开始，我国人口的死亡率与出生率出现交

叉且反向而行，人口走向常态的负增长阶段。 未来，
我国人口规模的萎缩趋势不会因生育水平的提升而

被抑制。 因此，需要充分认识人口负增长阶段的人

口数量和结构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伴随年龄结构内

在变迁、人口迁移转变等情况而涌现出的新趋势。
１．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相叠加且互相强化

人口负增长不仅是规模问题，也是结构问题，总
人口负增长往往伴随着年龄结构的老化，而且人口

负增长周期及其强度与老龄化程度呈正相关［８］ 。
如图 １ 所示，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水平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０．２％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８．７％①。 同期，
人口规模依然保持正增长态势。 但是，自 ２０２２ 年人

口自然增长率进入负增长域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

进程明显加快，到 ２０３５ 年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３０．３％，老年人口数增至 ４．２４ 亿人②。 随着处于人

口负增长的周期越长，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

步加深，到 ２０５０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或将降至 － ６．
３‰，人口老龄化水平亦将进一步提升至 ４０％，中国

老年人口规模可能达到 ５．１８ 亿人，届时将跨入超老

龄社会③。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５０ 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老龄化水平变动趋势

　 　 由此可见，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互 相强化的规律性特征，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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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将进一步加剧。 不

仅如此，随着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未来老年人口

高龄化趋势明显。 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８０ 岁及以上老人

为 ３５７０ 万人，到 ２０３５ 年将翻一番，达到 ７９６０ 万人，
这意味着失能老人规模亦将扩大。 未来 ３０ 年间，我
国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都将在当下的基础上

倍增，总人口中近一半将是老年人，这对整个社会保

障制度的发展将产生深刻、全面、长远的影响，进而

影响社会经济整体的生产、消费结构。
２．人口负增长与极低生育率相叠加且互相强化

从理论上而言，低生育率是内生性人口负增长

的核心驱动力，但是低生育率对人口负增长的影响

具有时滞性和隐蔽性，不是“立竿见影”，而是一个

不断积聚、逐渐显化的长期过程。 如图 ２ 所示④，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开始降至更替水

平以下，之后生育水平动态下降且一直保持在低位，
到 ２０２０ 年总和生育率处于 １．３ 的极低水平。 然而，

尽管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位运行，但是由于人口惯性，
在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之后，中国人口总量依

然保持了 ２０ 余年的正增长，只是人口增速逐渐放

缓，并于 ２０２１ 年下滑至零增长域。 从 ２０２２ 年开始，
中国人口将走向常态的负增长阶段。 而后，在一个

相当长的人口负增长周期内，中国总和生育率都将

始终低于更替水平，甚至面临严峻的极低生育率形

势。 持续 ２０ 多年的低生育率集聚了大量人口负增

长势能，加之未来生育率难以回升至更替水平之上，
人口负增长势能将进一步积累，人口负增长趋势短

期内难以逆转。 中国人口发展面临老龄化、少子化、
不婚化三重严峻挑战。 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的爬

坡阶段，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持续上升，叠加当下极

低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未来人口加速负增长的

效应将进一步显现，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相互强

化，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可能推动人口落入并长期困

囿于“人口负增长陷阱”。

图 ２　 １９９０—２０５０ 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

　 　 ３．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加速负增长、老

化相叠加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经历了劳动力的

快速增长阶段。 ２０１０ 年以后，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

发生逆转，１５—５９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 ２０１１ 年开

始出现负增长，成为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前兆。 相关

数据显示，２０１１ 年中国 １５—５９ 岁劳动力人口数量

为 ９．４１ 亿，占总人口比重为 ６９．８％，到 ２０２１ 年降至

８．８２ 亿，占比降至 ６２．５％⑤。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

数量和比重自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２２ 年连续 １０ 年出现双

降，年均减少约 ５８０ 万人⑥。 这一阶段劳动年龄人

口负增长是在总人口依然净增长的情境下出现的，
减少速度比较平缓，是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叠加

负增长之前的一个缓冲期。 但是，随着人口发展进

入负增长阶段，未来劳动力人口总数持续减少的趋

势难以逆转，到 ２０３５ 年劳动年龄人口将降至 ８ 亿人

左右，到 ２０５０ 年将下降至 ６．５ 亿人左右⑦。 与此同

时，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呈现上升趋势，劳动力

老化现象日益加剧。 由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

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 ２０２２》
显示，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

从 ３５．３ 岁上升到了 ３９．０ 岁。 综合而言，劳动力负增

长还通过年龄结构的作用，与出生率和死亡率共同

强化总人口负增长趋势。 而人口负增长也将通过持

续萎缩的出生队列的年龄推移导致未来劳动力人口

总量继续下降，且二者互相强化。
４．人口负增长与区域间人口发展不平衡相叠加

一个国家总人口出现负增长，并不意味着所有

区域都进入负增长通道，受生育水平和人口迁移的

影响，有些区域依然会维持人口正增长，而与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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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情况是，另一些地区将出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的人口负增长［９］ 。 未来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以

及中西部一些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仍对外来人口具

有吸引力，而欠发达地区则会成为人口的主要迁出

地。 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将削弱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

展动力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加速人口流失，导致人

口进入弱势累积的变化过程。 如此一来，全国性人

口负增长的负面影响将会更集中地表现在欠发达地

区，形成弱势累积效应。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

在人口负增长早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国家

内部人口分布格局将出现显著的空间差异。 由于弱

势累积效应的影响，中国人口负增长正在由点及面

地不断扩张。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末，１６ 个省份常住人

口转成负增长，人口负增长省份已经超过一半，负增

长“面”正在扩大。 随着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转为

负值，区域人口变动的主要推动力变为迁移流动。
由于人口迁移的“年龄选择效应”，区域间人口规

模、年龄结构的差异将随迁移流动进一步拉大。 因

此，不仅要关注全国性人口负增长对社会保障制度

运行带来的负向影响，更要关注区域人口负增长带

来的地区性影响。

三、人口负增长对社会保障制度
运行的现实约束

　 　 人口是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涉及的关键要素。 在

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口负增长将是中国社

会保障制度变革不可忽视的人口背景，同时这也是

调节人口与社会保障关系、推动社会保障走高质量

发展之路需要面对的基本国情。 从社会保障学角度

分析，人口负增长背后蕴含的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

动将给社会保障发展带来一系列约束，并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人口负增长将加剧以现收现付制为主体的公

共养老金财政风险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构成，是应对

老年风险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中国公共养老金基金

筹集模式名义上是部分积累制，但是由于个人账户

空账运行，实际上是以现收现付制为主。 在增长型

和年轻型人口形态下，缴费人口与制度供养人口、退
休年龄与平均余寿的张力较小，现收现付制运行会

比较顺畅，基金收支能够保持适度平衡。 然而，该制

度设计由于缺乏对人口负增长情景的考虑，将面临

难以适用于人口负增长社会形态的发展困境。 人口

负增长对养老金制度的直接冲击就是抑制缴费人数

增加，引发“代际供养失衡”，弱化基金可持续性。
一是人口负增长持续推高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

比，加重社会整体供养负担。 自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

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之后，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攀

升，２０２１ 年老年人口抚养比首次突破 ３０％，这意味

着平均 ３．３ 个劳动力要赡养一位老人，而在 ２０１１ 年

这一比例还是 １９．６６％⑧。 未来随着社会整体性的

潜在老年人口抚养比提升，将会进一步造成中青年

群体与老年群体之间的供养张力加大，形成社会保

障领域的“代际失衡”，年轻一代将承担日益增长的

社会养老成本直至不足以对老年群体提供充足的代

际支持。
二是构成公共养老金主体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制度赡养比持续攀升。 当前中国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制度赡养比明显高于老年人口抚养比。 ２０１１
年中国平均 ３．１６ 位在职劳动力供养一位退休人员，
到 ２０２１ 年下降至 ２．６５ 位在职劳动力供养一位老年

人⑨。 可以预见，在人口负增长趋势下，劳动力人口

数量进一步减少与退休人口快速增加，这“一减一

增”的反向变化，将会引发缴费人数与领取人数的

失衡，甚至形成“倒挂”。 随着领取待遇的消费型人

口快速扩张，缴费的生产型人口逐步萎缩，养老金的

支出会持续膨胀，公共养老金体系的财政风险将持

续扩张。 面对这一“双面夹击”，如果由国家财政维

持愈发艰难的养老金体系，则会导致另一个严重问

题，即国家的“财政赤字” ［１０］ 。
２．人口负增长将削弱就业关联的社会保障制度

运行基础

在部分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获取与就业分离

的制度取向是“公民身份即福利权利”。 于我国而

言，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社会保障制度发展

的基本取向是与就业关联，通过劳动者共建与责任

共担形成社会保障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是从长周期来看人口负增长将弱化经济发展

动能，引发“失业效应”。 １９３８ 年，凯恩斯曾谈到，有
两个“马尔萨斯魔鬼”，其中“Ｕ 魔鬼”是指人口萎缩

会引发有效需求的萎缩，储蓄和资本积累将减少，而
资本形成不足反过来会维持产出不足的循环，形成

人口增长停滞带来的失业。 更进一步，人口负增长

与老龄化相交叠，又会引发产业收缩、就业机会减少

以及公共财政危机［１１］ 。 此外，低技能工作者最可

能生活在人口迅速减少地区，人口迅速减少地区的

失业率将更高。 在人口负增长趋势下，未来走向就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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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市场的劳动力总量减少加之失业率攀升，将导致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就业人口下降，从而损害社保制

度的筹资基础。
二是人口负增长驱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

力市场将产生“替代效应”。 人口负增长的直接后

果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驱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引
发企业生产方式转变，倒逼工业机器人和工业自动

化技术的广泛采用，进而替代大量劳动力［１２］ 。 “机
器换人”的替代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更为显著。
在德国工业 ４．０ 计划中，其重要一环即是推进制造

业和部分服务业的自动化，并使制造业就业水平下

降了 ２３％［１３］ 。 从企业角度而言，使用工业机器人

等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可以大量减少工资、养老金、
医疗保险支出等人工成本。 人口负增长驱动下的就

业替代一方面会挤出工业化生产的稳定就业，另一

方面则会将劳动力挤入碎片化、灵活化的就业形态。
这意味着形成于工业化时期权责清晰的雇佣关系以

及多方参与的筹资机制将愈发难以适应人口负增长

趋势下的就业形态变革［１４］ ，同时人口负增长对就

业市场的双重挤压将导致工业化时期形成的现代社

会保障筹资方式出现“失灵”状态［１５］ 。
３．人口负增长将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的区域不

均衡度

如果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性持续存在，人口

负增长亦将推动人口继续向部分经济发达的城市

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集聚。 前文也谈到，人口负增

长将促使部分欠发达地区形成弱势累积效应，这意

味着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负面影响将更加集中地体

现在“弱势区域”，区域间社会保障不均衡度将因人

口负增长趋势而进一步被拉大，从而影响社会保障

的均等化。
一是人口负增长弱势累积地区将呈现社会保障

缴费人口迁出而消费人口堆积的困境。 在人口迁移

的年龄选择效应下，人口负增长弱势累积地区持续

的外流劳动力人口将社会保险缴费更多地贡献给人

口增长的发达地区，但其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

大部分支出依然停留在户籍所在的流出地。 同时，
需要享受待遇的老年人口鲜有外流，经济弱势地区

老年人口堆积加剧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出地与发达地

区人口流入地之间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不平衡度。
在此情形下，社会保障资金稀缺的人口负增长地区

的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运行风险将被放大。 单纯从

实现了全国统筹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来看，大
部分人口负增长地区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不

抵支，这些地区也是全国统筹调剂资金下拨的主要

省份；如果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整体来看，
负增长弱势累积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不

均衡度将会更大。
二是较早出现人口负增长弱势地区的人口回流

高峰将扩大社会保障基金支出风险。 较早出现人口

负增长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外出务工潮多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形成了第一代农民工迁移高峰，３０ 多

年后这批人已经或者即将达到退休年龄，他们中除

了少数人定居流入地之外，大多数人将返回户籍地

养老。 对人口负增长弱势地区而言，人口回流的出

现会对该地区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带来两大负面影

响：一是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优先考虑户籍所在地，
而在转移过程中，即使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地全额缴

纳养老保险费用，社会保险也只能转移个人账户部

分，统筹部分不能转移。 二是回流农民工多属于

“健康损失”的一代人，外加年龄的增长，这一队列

人口多属于健康状况较差人群，其对当地医疗资源

的需求会更加迫切，从而提升当地医疗保险的支付

压力。 故而，在社会保障基金全国统筹全面实现之

前，外出人口年老后回流实际上增加了人口负增长

弱势地区的社会保障负担。

四、应对人口负增长对
社会保障制度冲击的政策选择

　 　 在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生产性人口持续减少，非
生产性人口持续增加，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人

口基础发生根本性逆转，社会保障制度“过载风险”
逐渐显现。 可以预见，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进程将

加速演进，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人口形势亦将愈发

严峻。 唯有推进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改革，前瞻性

地做好制度安排，方能推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
１．基础性政策：构建家庭政策板块以减轻人口

负担

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不能仅局限为人口目标和

人口管理部门的单一职责，而是要依托社会保障制

度，整合社会保障部门功能，从人口安全的高度，构
建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并行的家庭政策板块，并
使之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子制度，以支撑中国

人口安全发展。 正如有研究所言，一旦政府未能及

时采取促进生育的政策，人口发展恐将进入永久性

的负增长阶段，如此，即便采取最优的经济分配策

略，也将无法改变社会发展停滞或下行的结果［１６］ 。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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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政策工具相比，以家庭为导向的支持政策立

足于从入口端夯实人口底座，以此恢复不断减少的

缴费者一代和不断增长的待遇领取者一代之间的人

口平衡，进而促进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代际均

衡［１７］ 。 为此，需要提供支持家庭发展的福利待遇，
如实施婴幼儿托育补贴、便捷的日托服务、弹性的育

儿假、优先获得国家租赁住房等政策以回应家庭对

国家生育支持的政策需求，从而鼓励家庭组建，帮助

家庭生育下一代，支持劳动力人口实现“工作—家

庭”平衡。 同时，现行生育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主要

涉及与企事业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城镇职工，农民

和城镇非工薪居民由于生育导致的收入中断风险难

以得到充分保障。 对此，需要建立以全体育龄人群

为目标对象，以生育保险、生育津贴和生育假为核心

的普惠性生育福利，切实发挥生育福利降低育龄人

群生育成本的制度性作用。
２．调适性政策：推进社会保障制度运行要素的

改革

在人口负增长趋势下，实现社会保障高质量发

展需要优化制度内在要素，使之适应底层人口结构

的变动。 当前，在保持传统制度设计不变的情形下，
政策调适可以采取渐进式调整方案，以减轻制度运

行压力。 一是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 当前，中国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和实际领取待遇人数

均超过同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和实

际领取待遇人数。 然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虽

有保险之名，但其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较低，主要体

现为普惠性的国民福利。 ２０２１ 年，全国人均待遇水

平约 ２２９１ 元，其中农村居民更低。 在人口负增长趋

势下，建议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提升为非缴费

型（“零支柱”）养老金，由中央财政筹集资金，向全

国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按统一标准发放。 作为一项

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制度，非缴费型养老金能够降低

老年人口贫困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待遇上的不

平等。 二是延长法定退休年龄。 中国法定退休年龄

相比老龄化水平更高的西方国家而言还较低。 从收

支平衡角度而言，提高退休年龄更具有影响力，能够

在减少退休给付的同时增加制度收入。 经验研究表

明，退休年龄提高 ５ 岁，养老金支出可减少约一半。
因此，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叠加趋势下，应尽快启

动延迟退休年龄改革，缩小退休年龄与平均预期寿

命之间的差值。 三是提升个人积累型养老保险计划

的比重。 在人口负增长趋势下，中国以现收现付为

主体的养老金制度因缴费人口和受益人口逐渐逆转

会出现替代率下降的问题。 对此，应在保证养老保

险体系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大力

发展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即强制缴费型年金

计划，并通过政府补贴等形式鼓励自愿性的私人养

老金计划，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以

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替代率下降风险。
３．前瞻性政策：劳动力负增长挤压下的社会保

险关系变革

在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稳定就业的自动化替代

以及大量就业挤入新就业形态给传统劳动与社会保

险关系带来挑战。 基于传统的制度建构方式，难以

适应未来社会的风险保障需求。 为调适与就业形态

关联的社会保险关系，需要前瞻性地调整从属性劳

动关系与社会保障权益的捆绑，塑造更具包容性和

可持续发展性的劳动与社会保险关系。 为此，可以

拓宽对就业关联型社会保险的界定，增强社会保险

计划的包容性。 就业关联的社会保险制度受传统雇

佣关系的制约，而在人口负增长时代背景下可以基

于劳动而非雇佣劳动关系的思路调整劳动与社会保

险参保计划的关系。 平台经济和与之相应的新就业

形态的关系本质依然是劳动与资本的结合，社会保

险筹资机制上的劳资分责和管理体制上的劳资协同

参与，不会因平台经济在资本和劳动的结合方式上

有所差异而发生本质上的改变［１８］ 。 同时，还可以

弱化参保对象在工资收入、工作时长等方面的参保

门槛，将以工资为基础核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改为

以收入为基础，并清晰界定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社

会保险筹资中的劳资责任分担机制，从而真正把正

规就业人群和非正规就业人群都纳入社会保险制

度中。
４．均衡性政策：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区域均

衡度

在人口负增长趋势下，制度缴费人口将进一步

向人口依然正增长的区域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集聚，而弱势人群则进一步向弱势地区集聚，进而放

大原有的社会保障区域差异问题。 为防止社会保障

制度因区域失衡而引发整体性失衡，需要从三个方

面着力：一是从人口和就业方面入手，促进人口流动

均衡，减缓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失。 在政策层面，要优

化产业布局，改善营商环境，促进人口负增长弱势地

区经济发展，提升劳动力收入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吸引劳动力回流，以此增加制度缴费群体，夯实人口

负增长地区社会保障制度长效发展的人口基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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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社会保障资源配置层面，强化对人口负增长弱

势地区的扶持政策，提高这类地区的社会保障补贴

比例，同时中央预算投资内的各类养老服务项目以

及中央政府在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时可

加大向人口负增长弱势累积地区的倾斜力度。 三是

提升社会保障各险种的统筹层次，建设全国统一规

范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基本社会保障是典型的中

央事权，提高统筹层次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可动摇的

发展方向［１９］ 。 在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

的全国统筹之后，进一步提升医疗保险、工伤和失业

保险的统筹层次，形成全体国民共享的社会保障基

础平台，不仅可以增强区域公平，破解人口向经济发

达地区集聚而社会风险向人口负增长弱势地区集聚

的现实困境，而且可以消解因人口流动产生的社会

保障权益损失，保障回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公

平，促进社会保障资源的配置更加公平。

注释

①②③这些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

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版。 ④⑤⑥这些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０２２ 年版。 ⑦⑧⑨参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如何看待我国就业形势》，《工会信息》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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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丁　 鼎

　　摘　要：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 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

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 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

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 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

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 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

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 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

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 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
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关键词：孔子；《春秋》；太史公；司马迁；礼义之大宗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１０６－０７

一、“《春秋》者礼义之大宗”
命题的提出

　 　 《春秋》初为史书之泛称，也可谓国史之通名，
后为鲁国史书之专名。 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春
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应有史官和史记之书。 虽然

各国史书的名称有所差异，如《孟子·离娄下》中有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的说法，但
“《春秋》”应该是比较通行的称谓，如《墨子·明鬼

下》中有“周之《春秋》” “燕之《春秋》” “宋之《春
秋》”“齐之《春秋》”的说法，而据《隋书·李德林

传》记载，墨子还曾说过：“史者，编年也。 鲁号《纪
年》……吾见《百国春秋》。” ［１］ 可见《春秋》既可作

为诸国史书的通名，也可作为鲁国史书的专名。
现代学术界普遍认为儒家六经中的《春秋》就

是孔子依据鲁国史书（《鲁春秋》）整理而传承下来

的。 《春秋》经记事简约，微言大义，所以《左传》《公
羊传》《穀梁传》等为之传解。 《春秋》经与传二者可

谓相为表里，不可分离。
《左传·昭公二年》载，韩起（宣子）受晋侯之命

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 《象》与《鲁春秋》”，
以为“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

以王也” ［２］ 。 可见当时韩宣子就认为《鲁春秋》是

言“礼”之书。 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韩子所见，
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 上之人

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

章。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
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３］ 由上引

《春秋左传》传文与注文可知，韩宣子在聘鲁期间所

见《鲁春秋》当是鲁国旧史。
韩宣子在聘鲁时在鲁大史氏处所观的《鲁春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礼学大百科全书”（２２＆ＺＤ２２６）。
作者简介：丁鼎，男，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签约入驻研修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

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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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当是孔子“作《春秋》”之前的鲁国旧史，也就是

司马迁说的“史记旧闻”。 按照《汉书·艺文志》的
说法：“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所以慎言

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４］ 古代天子与诸侯

为使他们的言行合乎法式，设置了专门史官记录并

监督其言行，促使其慎言慎行，而传世本《尚书》和

《春秋》则是史官所记录的部分文献资料。 应该说，
从史官被设置之日起，他们就被赋予了特定的职责。
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周王室设置大史、小史、
内史、外史和御史等官职，各司其职，共同维护史官

制度的良性运转，由他们记录而整理成的《尚书》和
《春秋》，自然也就是“慎言行，昭法式”的经典文献。

后来孔子据鲁旧史作《春秋》，考真伪，志典礼，
正为定名分、复周礼。 可以说无论是《鲁春秋》，还
是孔子重修《春秋》，其主旨都在礼。 而孔子作《春
秋》更是把礼作为时代的价值标准来评判社会人

事。 《春秋》全书都是在借记述历史事件表达作者

的礼义思想，通过记述许多或“合礼”或“非礼”的事

件，并通过“微言”的方式表明作者谴责违礼行径和

褒奖守礼行为的立场观点，其主旨就在于高扬礼的

精神或价值观念，以挽救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所带来

的社会混乱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六经之一的《春秋》经中虽

无“礼”字，但实际上处处、时时言礼。 也就是说，
《春秋》实际上是以礼作为思想宗旨和价值标准的。
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
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

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

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夫不

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５］３２９７－３２９８

关于这段文字的作者（或曰出自谁之口），需要

略加辩证如下：
这段文字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

“太史公曰”。 当代有学者认为本条“太史公曰”中
的“太史公”是指司马谈而言［６］ 。 《太史公自序》共
出现了 ７ 条“太史公”、４ 条“太史公曰”。 ７ 条“太史

公”中的前 ６ 条都是指司马谈，唯有第 ７ 条单称“太
史 公 ” 是 司 马 迁 自 称 （“ 太 史 公 遭 李 陵 之

祸”） ［５］３３００。 ４ 条“太史公曰”中的“太史公”是指

司马谈还是指司马迁呢？ 按《史记·太史公自序》
中第一条“太史公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之下，张守节《正义》曰：
“太史公，司马迁也。 先人司马谈也。” ［５］３２９６《太史

公自序》中的其他三段“太史公曰”都应作如是观，
其中所谓“太史公”，均当指司马迁而言。 据此可以

认为前述“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一语当是出

于司马迁之口，而非司马谈之语。
可是友人或认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一语的作者可能既非司马谈，也非司马迁，而当是董

仲舒。 理由如下：一是这条“太史公曰”文字之首有

“余闻董生曰”云云，因此后面这段“故《春秋》者，礼
义之大宗也”可能也是太史公闻之于董生（仲舒）。
二是这条“太史公曰”之前，刚刚转述过“太史公”司
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接下来又是“太史公”与梁人

壶遂的对话。 这个“太史公”如果是司马谈，那么，
他是主张黄老之学的，《论六家要旨》中为道家说了

很多好话，对儒家是有批评的，因而不太可能说出紧

接着的一大段关于《春秋》成因、定性的文字，起码

不可能把《春秋》抬得那么高。 而如果这个“太史

公”是司马迁，则又与上一段“（司马谈）卒三岁而迁

为太史令”的自述不相符合，司马迁至死都只是太

史令身份，未曾担任过“太史公”。 因此“故《春秋》
者礼义之大宗也”一语当是出于董仲舒之口。

笔者认为友人怀疑“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

也”出于司马谈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因司马迁未担

任过“太史公”，只担任过“太史令”，而断言这条“太
史公曰”中的太史公不是司马迁，缺乏充分的理据。
因为不仅在本篇《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谓“太史

公遭李陵之祸” （显然这里的“太史公”就是司马迁

自称），而且《史记》全书其他纪传中许多“太史公

曰”中的“太史公”，基本上可以认定绝大多数都是

指司马迁而言的。 至于因为本条“太史公曰”之首

有“余闻董生曰”云云，而将“《春秋》者礼义之大

宗”一语看作是司马迁转述董生的话，也是缺乏理

据的。 顾颉刚先生主持整理的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校

点本《史记》 和赵生群先生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 年校点本《史记》，都是将“《春秋》者礼义之大

宗”一语看作是太史公的话，与“余闻董生曰”明确

区分开来，认为董仲舒的话只到 “以达王事而已

矣”，此后的文字（除引用孔子之语和有关经典的文

字之外）似乎都应该是太史公的话。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友人将“《春秋》者礼义之

大宗”这段话断定为太史公转述董生之语，理据还

不够充分。 虽然不能排除这一观点是董仲舒原创而

被太史公认同并加以转述的可能性，但还需要提供

７０１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更多的理据才能证成这一结论。 因此我们认为根据

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这段话的著作权还应该

归属太史公司马迁。
太史公司马迁把《春秋》经看作是“礼义之大

宗”，意谓《春秋》经的主旨就是儒家的礼义精神，
《春秋》经评判人与事的价值标准就是礼义。 在司

马迁看来，由于春秋时期礼坏乐崩，许多诸侯丧失了

礼的操守，不能维持礼的底线，最终出现“弑君三十

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

数”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是“皆失其本”。 所以，司
马迁接着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

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 《春

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

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

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

之名。” ［５］３２９７－３２９８司马迁所谓“《春秋》者，礼义之

大宗也”，深刻阐明了礼义是《春秋》经中具有决定

性的思想内容。
《春秋》之旨在于明王道、辨人事、别嫌疑、明是

非、定犹豫，一言以蔽之，即为定名分，这也正是礼的

本质。 《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
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分争辨讼，非礼不决。 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孔颖达《春秋正义序》云：
“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左史所职之书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加无

罪，盟会协于礼，兴动顺其节，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

善。 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 ［７］ 正因

为《春秋》之义与礼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说“《春
秋》为礼义之大宗”。

二、后世对“《春秋》者礼义之大宗”
命题的认识和阐发

　 　 《汉书·礼乐志》曾总结归纳儒家的思想宗旨

说：“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 治身者斯

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

之矣。” ［８］这是说六经之道皆以礼、乐为指归，修身

治国都离不开礼。 南朝梁人皇侃进一步强调礼在六

经中的统摄地位说： “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

本。” ［９］皇侃的这段论述非常简约，但与上引班固关

于“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的论述是相

通的，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儒家六经的根本主

导思想就是礼。

既然儒家六经“总以礼为本”，那么作为六经之

一的《春秋》也肯定以“礼”作为根本主旨。 因此，皇
侃“六经总以礼为本”的论断与太史公司马迁关于

《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若合符节，有异曲同

工之妙，可以看作是对太史公“礼义之大宗”命题的

进一步阐发。 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春秋》的特点

是“辨是非”，是“长于治人”，是“拨乱反正”，所以

儒家学者普遍认为它能从根本上解决天下“无道”
和“失礼”的问题。 据有关文献记载，孔子也早就意

识到按照礼的规则对各种身份的人进行“正名”的

重要性。 孔子所谓“正名”，也叫“正名分”，即按照

礼的原则纠正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名分等级混

乱的现象，明贵贱，别善恶，治纲纪。 孔子关于“正
名”的思想，在《论语·子路》中有较完整的记述：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

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

也！ 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于其所

不知，盖阙如也。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

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

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这里所说的“卫君”是指卫出公辄。 他是卫灵

公之孙，世子蒯聩之子。 据《左传》记载，卫出公之

父蒯聩早年因谋杀灵公夫人南子未遂而流亡国外。
卫灵公死后，辄继位之时，蒯聩曾谋划归国继位，但
被辄发兵拒之于外而未果。 因此，辄继承卫国君位

属于抢班夺权，是不合礼的，为当时诸侯所诟病。 孔

子是反对非礼“僭政”的，因而他不愿意在卫出公手

下为官，不久后就离开了卫国。 值得注意的是，《春
秋·哀公二年》经文于卫灵公去世后仍称蒯聩为

“卫世子”。 对此，孔颖达解释说：“世子者，父在之

名。 蒯聩父既死矣，而称世子者，晋人纳之以世子告

言，是正世子，以示宜为君也。 《春秋》以其本是世

子未得卫国无可褒贬故，因而书世子耳。” ［１０］显然，
这里将未能继承君位的蒯聩称为“世子”，体现了孔

子以礼正名的“春秋笔法”。
春秋时期天下大乱，社会严重失序。 孔子将

“正名”直接与重建礼制秩序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

相联系。 如当齐景公向他请教如何“为政”时，他给

出的建议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

渊》）。 显然夫子此语的内涵就是有关君臣、父子之

间的伦理关系、礼义关系。 朱熹解释此语时说：“此
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 是时景公失政，而大夫

陈氏厚施于国，景公又多内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

父子之间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１１］ 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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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孔子一贯强调“正名”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
而《春秋》则是非常集中、全面地体现了这一“正名”
思想。

孔子的“正名”思想实际上就是要求社会各阶

层的人各守其名分和义务，按照礼义原则来行事，从
而构建起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原则的社会

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 北宋时期著名学者胡安国在

《胡氏春秋传·序》中高度赞扬孔子作《春秋》说：
“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 叙先后之

伦，而典自此可惇。 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 有

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 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

惩。”紧接着又对《春秋》经的社会功用给予高度评

价说：“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 故君

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 学是

经者，信穷理之要矣。 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
能不惑者鲜矣！” ［１２］在胡安国看来，《春秋》经蕴含

着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治国理政思想，因而成为“百
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

众多清儒认为《春秋》之作是本于礼，或原于

礼。 如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认为《春秋》是“本
礼”而作，他说：“三圣人者本《易》以治礼，本礼以作

《春秋》。” ［１３］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

例》则云：“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 周礼者，文王

基之，武王作之，周公成之。 周礼明，而后乱臣贼子

乃始知惧。” ［１４］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则强调《春
秋》 “原于礼”， 他说： “《春秋》 之义， 即制礼之

意。” ［１５］１１７又云：“《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常于众

人之所善，见其恶焉；于众人之所忽，见其美焉……
故曰：《春秋》原于礼。” ［１５］３由此可见，在众多清儒

看来，《春秋》之义与礼义相通，《春秋》以礼为本，
《春秋》思想内涵的价值标准就是礼。

《春秋》以礼为本，解说《春秋》并与之相表里的

《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无疑也是以礼为本的。
以《左传》而言，“礼也”“非礼也”等句式屡见不鲜，
其言礼之例，可谓不计其数，单是以“礼”字检索，
《左传》一书就有 ５２６ 处，更遑论虽无礼字，实则言

礼之例，《左传》实可以媲美专门的礼书。 正如当代

学者陈戍国先生所说：“礼寓于史，修史者借史事说

礼，是《左传》的高明之处。 《左传》使用‘礼’字频

率颇高。 论礼精言，无论就频率还是准确程度而言，
均可与专门的礼书相提并论。 吉凶宾军嘉五礼，无
所不备，且多记仪注细目，可为礼书之旁证，甚而可

补礼书之不足。” ［１６］由此可见，《春秋》《左传》诚然

以“礼”为本。

清末古文经学家曹元弼《礼经学·会通》云：
　 　 《春秋》义深于君父，君父之际，圣人加焉。
故凡变礼、乱常之事，必谨书之，严辨之，以塞逆

源明顺道，以遏杀机保生理，故《春秋》者，礼之

大宗也……民之所由生，礼为大。 《春秋》作，
而礼达于万世矣。 三《传》说经皆言礼，《左氏

传》可以见礼教隆污之杀，《公羊》 《穀梁》则孔

子秉礼作经之精义存。［１７］

曹元弼此说上承前述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

序》之意，认为《春秋》深于君臣父子之义，为“礼义

之大宗”，三《传》说经，亦皆以礼为依据。
对于司马迁所谓“《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的

论断，清末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解释说：“太史公述所

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
尤为人所未发……学者知《春秋》近于法家，不知

《春秋》通于礼家。” ［１８］从上述学者的阐释和解读来

看，《春秋》作为礼学之书早已得到广泛的认同。
现代学者段熙仲先生认为“《礼经》《春秋》学术

同源”，他说：“《春秋》者，据乱世而作，将以拨乱而

反诸正之书也。 孔子之笔削也，有褒有贬，而壹以得

失于礼为准绳……《春秋》据乱世而致太平，乱世礼

坏，圣人以礼绳之，圣人之不得已也。 若夫礼，则所

以致太平也。 礼与《春秋》相为用，出于礼者入乎

《春秋》，出于《春秋》者入乎礼者也……孔子作《春
秋》以正其乱，定《礼经》以道之于正，犹《春秋》之刑

德之相为用也。 两经者其义既通贯，其辞亦往往从

同，知其源流同也。 《礼经》之大义四，曰：亲亲也，
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也。 《春秋》之大义亦不

外是矣。” ［１９］段先生提出的“《礼经》《春秋》学术同

源”“礼与《春秋》相为用”的说法，可谓深得《春秋》
与礼相通之旨，诚为不刊之论。

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认可《春秋》具有“礼书”的
性质。 如陆跃升教授认为：“《春秋》应是让人绳之

以礼的礼学经典。” ［２０］ 魏衍华则认为：“孔子所作

《春秋》是一部蕴含‘微言大义’的‘经书’，也是一

部为后世立法的‘礼书’。” ［２１］这些学者的论述既是

对《春秋》 “礼书”性质的肯定，也是对太史公“《春
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认同。

三、“春秋决狱”是《春秋》为
“礼义之大宗”观念的司法实践

　 　 在汉代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实施“春秋决狱”的
方法。 所谓“春秋决狱”，也称“经义决狱”，就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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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的礼义思想指导案件处理的司法实践。
当社会生活中遇到违背礼义法规而法律没有明文规

定，或虽有明文规定，却有碍纲常的疑难案件时，便
引用儒家经典《春秋》经的经义或判例对案件作出

判决。 由于《春秋》一书的基本精神是正名分、尊王

室、诛乱臣贼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

级原则和礼义精神。 这些原则和精神体现了儒家的

礼法观，是儒家政治、法律、伦理思想的起点与归宿。
因此，自西汉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春秋》经便经

常被用作定罪量刑的依据，实际上起到了法典的

作用。
董仲舒是汉代“春秋决狱”的倡导者，而且曾撰

写过《春秋决狱》这样一部使用《春秋》经义断案的

著作。 据《后汉书·应劭传》载：“故胶西相董仲舒

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
问其得失。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

经对，言之详矣。” ［２２］ 其中所谓的“《春秋决狱》二

百三十二事”应该就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中
著录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２３］ 的另一个

名称，二者当为同书异名。
董仲舒《春秋决狱》一书可谓西汉引经断狱的

案例汇集。 此书约在隋、唐以后失传，但从遗存于

《通典》和《太平御览》等古籍中的一些案例中可以

看出，《春秋决狱》的基本内容是把《春秋》等儒家经

典的礼义观念运用于司法审判当中，作为定罪量刑

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春秋决狱》一书虽已亡佚，目前只能见到断篇

残章，无法从本书中领略其理论架构的全貌，但从董

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可以窥见其“春秋决狱”思想

的基本精神。 《春秋繁露·精华》曰：“《春秋》之听

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
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
教益行；折狱而非也，闇理迷众，与教相妨。 教，政之

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

相顺，故君子重之也。” ［２４］ 这段话表述了如下两层

意思。
其一，强调“原心定罪”（本其事而原其志）是春

秋决狱的总原则。 也就是，断狱定罪不仅要从犯罪

事实出发，而更要追究犯罪动机。 凡心术不正，主观

悖礼为恶，即使犯罪未遂，或犯的是小罪，也要加以

严惩。 相反，如果所犯者动机、目的合乎礼义人情，
只属于过失，虽然违法也可以免于处罚或减轻处罚，
甚至犯重罪者也可以从宽处理。 关于这一点，后来

在汉昭帝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有“文学”进一步阐述

说：“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

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２５］

其二，强调礼义教化是政治的根本，有着比刑罚

更重要的社会功用。 刑事案件处置得当，会促进礼

义教化的推行；刑事案件处置不当，则会妨碍礼义教

化的实施。 刑罚与礼义教化相辅相成，在不同的领

域发挥着维护社会有序运行的功能。
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

上的重要现象，是汉代实施“独尊儒术”国策后儒家

经典向法律渗透的必然结果。
汉代“春秋决狱”的司法实践，实际上体现了汉

代政界与学界对《春秋》经“礼义之大宗”地位的认

可。 汉代的“春秋决狱”直接开启了中华法律儒家

化或曰礼学化的道路，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出礼入法，
礼法结合。 法律的儒家化本质上就是礼法合一，它
将道德伦理融入法律领域，使得道德与法律共同作

用，直接服务于社会治理。 从汉朝开始，历代统治者

都强调以德治天下，实际上是继承和发展了汉代

“春秋决狱”的精神，以礼法合治的精神逐步奠定了

封建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 后世历代王朝大都以此

为样本，不断将它发展细化。 在漫长的两汉三国两

晋南北朝时期，一直都存在“春秋决狱”的案件，直
至唐代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唐律疏义》，确立了“德
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２６］ ，完成了礼法

合一的进程， “春秋决狱” 才基本结束了其历史

使命。
作为我国传世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成文法典，

《唐律疏义》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一准乎礼” ［２７］ 。
所谓“一准乎礼”，一方面是指本法典的编撰以儒家

倡导的“礼教”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是指

在法律实践中的定罪量刑也以“礼教”为依据和标

准［２８］ 。 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法律实践的经

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出了细致的解

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中有关礼的论

述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唐律疏义》的“一准乎礼”可以看作是对“春秋决

狱”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四、从《春秋五礼例宗》等著述看
《春秋》的“礼义大宗”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有鉴于《春秋》记述的内容多与

礼义相关，因而在学术史上出现了一类将《春秋》经
的内容按吉、凶、军、宾、嘉五礼分类编排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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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述。 这类著述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春秋》“礼
义大宗”地位的认同。

如宋人张大亨认为《春秋》与礼互相表里，《春
秋》所载各种史事基本上不出吉、凶、军、宾、嘉五礼

范围。 因此他便撰写《春秋五礼例宗》七卷，把《春
秋》所载各种事件分吉、凶、军、宾、嘉五礼，按类编

排，并分别加以说明和诠释。 这对于《春秋》学研究

具有创新性的价值。 四库馆臣在本书提要中概述本

书内容和特点时说：“盖礼与《春秋》本相表里，大亨

是编以杜预《释例》与经相踳驳，兼不能赅尽。 陆淳

所集啖赵《春秋纂例》亦支离失真。 因取《春秋》事
迹分吉、凶、军、宾、嘉五礼，以类别记，各为总论，义
例赅贯，而无诸家拘例之失。” ［２９］关于《春秋五礼例

宗》的写作缘起，张大亨自谓：“盖周礼尽在鲁矣，圣
人以为法。 凡欲求经之轨范，非五礼何以质其从违？
观者或无间于古今，则当信予言之不妄也。” ［３０］ 根

据上引提要和张氏自序，可知《春秋五礼例宗》之纂

作，主要是基于《春秋》经的内容多与五礼相关，且
多以“礼义”作为褒贬的标准。

无独有偶，后来元人吴澄撰《春秋纂言》，其书

卷首撰写《总例》七篇：前两篇为天道、人纪，其余五

篇为吉、凶、军、宾、嘉五例，与宋张大亨的《春秋五

礼例宗》 相仿佛而互相出入。 或疑吴氏 《春秋纂

言·总例》抄自张氏《春秋五礼例宗》，但《四库全书

总目》却为其辩护曰：“澄非蹈袭人书者，盖大亨学

派出于眉山苏氏，澄之学派兼出于金溪（陆九渊）、
新安（朱熹）之间。 门户不同，师传各异，未睹大亨

之书，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 ［３１］ 关于《春秋》 与

“礼义”的关系，吴澄《春秋纂言·原序》云：“凡《春
秋》之例，礼失者书，出于礼则入于法，故曰刑书

也。” ［３２］在吴澄看来，《春秋》的内容均与礼相关，尤
其注重对失礼事例的记述。 而如果行事违反了礼

义，则要用法来惩处。 因此，《春秋》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刑书”。 这与汉代“春秋决狱”
的思想理论是相通的。

清代有许多学者认为《春秋》可看作一部礼书，
《春秋》全书以礼为例，以礼贯穿全书。 如王闿运的

《代丰春秋例表序》所云：“《春秋》者，礼也。 礼者，
例也。” ［３３］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二

十二门类概括为四例，即礼例、事例、文例、义例，其
中关于“礼例”，毛氏云：

　 　 礼例，谓《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 晋韩

宣子观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言《春

秋》一书以礼为例，故《左传》于隐七年书名例

云：“诸侯策告，谓之礼经。” 而杜注与孔疏皆

云：“发凡起例，悉本周制。”所谓礼经，即春秋

例也。 故孔疏又云：“合典法者即在褒例，违礼

度者即在贬例，凡所褒贬皆据礼以断，并不在字

句之间，故曰礼例。”今试观《春秋》二十二门，
有一非典礼所固有者乎？ 毋论改元、即位、朝

聘、盟会，以至征伐、丧祭、搜狩、兴作、丰凶、灾

祥，无非吉、凶、军、宾、嘉五礼成数，即公行告至

讨贼征乱，及司寇刑辟、刺放、赦宥，有何一非周

礼中事？ 而《春秋》一千八百余条，栉比皆是，
是非礼乎？ 故读《春秋》者，但据礼以定笔削，
而夫子所为褒、所为贬，概可见也，此非书人书

字所得溷也。［３４］

毛氏所言极是，《春秋》二十二门皆属于典礼，
《春秋》一书以礼为例，“凡所褒贬，皆据礼以断”，
“惩恶劝善”之旨一本于礼。 《春秋》一书贯穿五礼，
故读《春秋》当以礼明之。

香港岭南大学许子滨教授撰有《〈春秋〉〈左传〉
礼制研究》，其中收有 ２５ 篇对《春秋》和《左传》中的

礼制进行考察和探讨的文章。 凡此种种，均可从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春秋》经所蕴含的礼义思想，体现

了编著者对于《春秋》“礼义之大宗”地位的认同。

结　 语

综上所述，可知《春秋》一书蕴含着浓重的礼义

思想，其所载各种史事多贯通五礼。 其褒贬论评皆

以“礼”为价值标准。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春
秋》一书的基本精神就是正名分、尊王室、诛乱臣贼

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原则和伦

理精神。 这些原则和精神体现了儒家的礼义观。 据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孔子在作成《春秋》之后曾

发出这样的感叹：“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 ［３５］孔子为什么对《春秋》发出

这样的感叹？ 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孔夫子自己也

认为《春秋》一书最能代表自己以礼为核心的社会

政治思想。 由此可见，太史公司马迁谓《春秋》为

“礼义之大宗”，中肯地揭示了《春秋》经的思想内容

特色，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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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而文明：先秦儒家祭祖礼仪及其借鉴价值

陈延斌　 　 王　 伟

　　摘　要：自先秦时代以来，祭祀就贯穿着中国人的整个社会生活，与战争一同被视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兴废的

家国大事。 据现有儒家典籍记载，先秦祭祖礼仪主要包括丧祭、时享、祫禘三类。 宗庙是进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

所，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墓祭也是被允许的。 儒家肯定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认为人们因哀痛思慕而制定祭礼。 “称
情立文”与“立中节制”是儒家祭祖礼仪立制的两个主要原则。 礼是表达内心真情实感的外在形式，诚与敬是践履

祭礼的两个核心要求。 儒家祭祖礼仪以涵养个体道德情感与构建人文主义信仰为两大价值指归，这对当下公民道

德修养与社会伦理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祭礼；情感；诚；敬；人文信仰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１１３－０６

　 　 《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 礼

有五经，莫重于祭。”儒家历来重视祭礼，强调祭礼

是治国安民之枢机。 可以说，祭礼与祭祀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按
《周礼》的分类，祭礼的对象为天神、地祇、人鬼三

类，本文所论及的“祭礼”主要是指祭祀祖先的人鬼

之祭。 对于家庭、家族而言，祭祖之礼帮助人们表达

对祖先的感恩与缅怀之意，与冠、婚、丧三礼一起构

成古代人生礼仪的主干内容。 儒家经典中的祭祀仪

式繁杂，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和伦理内涵，是我们

推动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建设新时代家风家教文化的宝贵思想资源。

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先秦儒家祭祖礼仪

　 　 “礼”，繁体字写作“禮”，许慎《说文解字》解释

说：“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从示从豊。”即礼

字与祭祀活动相关。 王国维进一步指出，“禮”本是

“盛玉以奉神人之器”，后来兼指“奉神人之酒醴”，
进而“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禮” ［１］ 。 王国维

此说为学界广泛接受，何炳棣、郭沫若等人也持相近

看法。 如郭沫若认为：“大概礼之起于祀神，故其字

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
凶、军、宾、嘉各种仪制。” ［２］ 也就是说，礼在造字之

初就与祭祀礼仪密切关联。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自先秦时代以来，祭祀就贯穿着整个社会生

活，与战争一同被视为家国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兴废。 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早在殷商之际，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展出十分繁杂的祭祖礼仪。 但

殷商时期的祭祖礼仪和鬼神观念与后世相比，呈现

出极大的差异。 殷人认为人死后会化为鬼神，而人

世间的种种灾祸即与这些鬼神有关，因此需要通过

不断地祭祀以趋福避祸。
宗周建立以后， 周人在损益殷商祭祖礼仪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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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观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祭

祖礼仪体系。 《仪礼》《礼记》《周礼》所反映的周代

祭祖礼仪大致可分为丧祭、时享、祫禘三类。
所谓丧祭①，就是逝者下葬后亲人们在居丧期

间进行的一系列祭祀礼仪。 以父丧为例，按照规制

孝子需服三年之丧。 逝者既葬，孝子行虞祭于寝。
此后，孝子“卒哭”，进入严格的居丧生活，这期间先

后于祖庙进行小祥、大祥二祭，最后进行禫祭。 禫祭

的完成，意味着孝子三年的居丧生活正式结束。
《礼记·祭统》云：“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

养，没则丧，丧毕则祭。 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

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 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

也。”也就是说，居丧期间子女能否虔敬地按丧礼规

定祭祀父母，是衡量子女是否尽到孝道的重要标准

之一。
时享，即四时祭祀。 四时祭祀的名称历来说法

不一，如《诗经·小雅·天保》云：“禴、祠、尝、烝，于
公先王。”《礼记·王制》则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
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 《周礼·春官·
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

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等等。 尽管不同典籍中四

时祭祀之名各异，但这些都是季节性的祖先祭祀则

是确定无疑的。
祫禘即祫祭与禘祭，一般认为二者都属于大规

模的合祭。 《公羊传·文公二年》云：“大事者何？
大祫也。 大祫者何？ 合祭也。 其合祭奈何？ 毁庙之

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也

就是说，祫祭是将历代祖先的神主集合于祖庙一并

祭祀的礼仪。 至于禘祭，同样是一种大祭。 《尔雅》
曰：“禘，大祭也。”《礼记·大传》云：“礼，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就是说，禘
祭是一种可追溯到始祖的盛大祭祀。 关于祫、禘二

祭，先秦典籍或付之阙如，或语焉不详。 后世所谓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祭祀制度，亦不见于礼经，
多属后人推测之辞。 有学者考证指出，从已有殷商

卜辞以及两周金文看，商周时期的祫禘二祭虽与祖

先祭祀相关，但与儒家典籍的记载还存在较为明显

的出入［３］ 。
从祭祀场所来看，上文提到的时享、祫禘以及丧

祭中的小祥、大祥、禫祭都祭祀于宗庙，属于庙祭。
但是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墓旁祭祀也是被允许的。
《礼记·曾子问》记载曾子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

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

之何？”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 若宗子

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
也就是说，若宗子出国无法主持祭祀，此时与宗

子同居而无爵的庶子可以在墓旁设坛代之祭祀。 但

是这种墓旁设坛祭祀的做法，只是临时为之，并不可

以取代庙祭。 另外，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
记载，孔子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
但是孔子墓的祭祀，属于孔门弟子以及部分鲁国人

出于敬重追思孔子的自发行为，同样不具有普遍性。
不过《孟子·离娄下》曾讲述一个齐人每日徘徊于

城外墓地，向祭墓的人乞讨残羹剩饭的故事。 这个

故事本身寓意如何，我们此处不再展开讨论，但通过

这个故事可知，至少在战国中期已出现了后世意义

上的墓祭。

二、缘情制礼，报本反始：
儒家祭祖礼仪的人性根基

　 　 传统祭祖礼仪源于原始的鬼神观念和宗教信

仰。 三代以来，随着人文理性的觉醒，原始宗教中与

祭祀相关的巫术逐渐融摄于殷商以来形成的祭祀文

化，并最终成为日后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正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早期文化的理性化

道路，也是先由巫觋活动转变为祈祷奉献，祈祷奉献

的规范———礼由此产生，最终发展为理性化的规范

体系周礼。” ［４］１１

这种“理性化道路”借由礼乐文化为周人创造

了一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 然而此处只是揭示

了原始巫术与礼之间的演进关系，即礼起源于巫术

仅在发生学上有其意义。 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的

是，这种理性化的规范体系———周礼，真正奠基于何

处？ 或者更进一步，礼是如何获得普遍性的规范意

义的？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我们重新将目光投向

儒家文本。 《礼记·乐记》云：“先王本之情性，稽之

度数，制之礼义。”明言“情性”乃礼之本。 《礼记·
问丧》也指出：“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

也，人情而已矣。”也是在说儒家的礼既非“天降”，
亦非“地出”，自始至终都是缘于“人情”的。 这种强

调情或性情的表述在《礼记》诸篇中屡见不鲜，类似

的观点可以参见《易传》 《荀子》 《大戴礼记》等典

籍。 《郭店楚简》发掘之后，“情”在先秦儒家思想中

的重要地位更加得到凸显，“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礼生于情” “礼因人之情而为之”等重情观点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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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 以至于庞朴先生感叹道：“情的价值得到如

此的高扬，情的领域达到如此的宽广，都是别处很少

见到的。 特别是，有道与有德，在这里竟也被拉来当

作有情，当作有情的某种境界，这种唯情主义的味

道，提醒我们注意真情流露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内

容。” ［５］

毫无疑问，先秦儒家礼乐文化是建立在普遍的

人性论观点之上的，其核心与根基正是人情。 换句

话说，在先秦儒家看来，礼源于人内心的自然情感：
人与人之间的亲亲之情自然地、客观地存在于人自

身，而礼的仪式与活动则是这种人之常情的自然流

露与理性表达。 正如《礼记·问丧》所言：“思慕之

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儒家肯定人内心的

真情实感，认为人们正是因哀痛思慕而制定祭礼。
这种对情的重视与儒家理论自身对人存在方式

的理解密切相关。 儒家主张通过“在世” “入世”来
理解人的存在，并赋予人生以意义与价值，也就是孔

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人来到世上，最先感受到的正是父母对自己的爱，因
此孩童会亲近、依赖父母。 也即孟子所谓的“孩提

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 （《孟子·尽心上》）。 父母

子女之间的亲亲之情原是生命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

本能，但是，先秦儒家却将这种自然本能视为伦理与

道德的基础而备加珍视。 《诗经·蓼莪》云：“欲报

之德，昊天罔极。”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亲之情所导向

的是被儒家称为孝的情感，出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
强调子女要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情。 《荀子·礼论》
说：“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

也。”《礼记·祭统》也有相近的表述：“祭者，所以追

养继孝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生则养，
没则丧，丧毕则祭。 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
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可见，“丧”“祭”之礼绝不是为

了某种外在目的服务的手段，它们就是孝子原本潜

藏于心的强烈生命情感的外在展现，是人之本真状

态的显露。
《礼记·郊特牲》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此所以配上帝也。 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礼
记·礼器》亦云：“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

也。”先秦儒者阐释、发扬“报本反始”“反本修古”之
情，以奠立祭礼背后的人性根基。 儒家将“报本反

始”“反本修古”视为祭祀的中心意义，既反映了人

们对自己来自何处的根源性追溯，更是周人以祭祀

表现人文价值的集中体现。

三、“称情立文”“立中节制”：
儒家祭祖礼仪的立制原则

　 　 １．“称情立文”
“称情立文”是《礼记·三年问》的主旨，意指依

据人们的亲情近疏来制定居丧礼仪。 前文已经提

及，丧祭是亡者下葬后，亲人们在服丧期间进行的一

系列祭祀礼仪。 居丧期间，服丧者的服饰举止、饮食

居住均有严格的限制和规范。 其大要是根据亡者与

己身之亲疏远近，相应决定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

为限制。 关系越亲，则丧服所用布料及做工越粗略，
服期越长，起居饮食上的限制越多；反之，关系越远，
则丧服所用布料及做工越精细，服期越短，起居饮食

上的限制则相对较少。 前文谈到的孝子为父服斩衰

之服三年就是最重的服叙等级，因为父亲对己身而

言是最亲的人，因此服叙最重。 据《左传·襄公十

七年》记载：“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绖、带、
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晏婴为父服衰

斩，其服饰、饮食、起居诸仪，与《仪礼》 《礼记》中的

斩衰之服要求一致。
大殓之后，逝者亲属就要按照与死者关系亲疏

穿上不同的丧服，称之为“成服”。 服丧者要先后进

行虞祭、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禫祭等祭仪，其丧

服也要进行多次变除。 “变”指将重服降为轻服，
“除”指直接去除穿着的丧服服饰。 虞祭为迎神、安
神之礼，即将逝者魂魄迎回家中。 卒哭之祭后，服丧

者只需在早晚的时候各进行一次哭奠即可，所谓

“有时之哭”。 小祥指在亲人去世一周年举行的祭

礼。 《仪礼·士虞礼》曰“期而小祥”，郑玄注曰：“小
祥，祭名。 祥，吉也。”大祥，是指亲人去世两周年举

行的祭礼。 大祥之祭完成后服斩衰，齐衰三年者可

行“禫祭”，此后丧家生活回归于正常。
丧服服叙之轻重与人们的亲情近疏相适应，但

丧服并非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或象征。 在先秦儒家

看来，借助礼的形式，人内心的情感能够得到恰如其

分的表达。 孔子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

怀”，正因受“三年之爱于其父母”，因此“君子之居

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 在孔子看来，
为父母守丧是人在父母去世后内心哀痛之情的自然

表达；而之所以守丧三年，则是由于父母对自己的养

育之恩是最重的。 此外，守丧期间孝子之丧服还要

进行多次变除。 《通典》卷八十七载西晋贺循语：
“夫服缘情而制，故情降则服轻。 既虞，哀心有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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